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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進入 TSSCI第一級期刊的行列，這些年，我們

的來稿量相當穩定，感謝所有投稿者對我們期刊的青睞。為了維持期刊的好品質，

每篇文章經過審查委員初審後，我們都會在「出版論文品質促進小組會議」及「編

輯會」再仔細的討論與審視，並提出修改的意見，這樣的過程，每篇文章都來來回

回修改多次。我們感謝委員們用心、令人感動的學術態度，感謝所有的作者不厭其

煩地修改您的作品、更感謝審查教授既嚴謹又詳細的審查意見。

本期我們共收錄 4篇論文，第一篇《發展以教師對話為取向之數學課堂教學

研究分析架構》，本篇旨在發展「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對話分析架構」，並以「基準

量與比較量」單元為案例，探析其專業發展特徵，研究結果指出，此架構具有信、

效度，適合探究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專業發展特徵；第二篇《英語授課一定會

降低大學課程的教學評量嗎？一個縱貫性個案研究》，本篇以長達 8年的縱貫資

料，分析大學課程以英語授課，是否一定會降低大學生給老師的教學評量，研究結

果發現，以英語授課，教師若善選課程並充分準備，教學評量不一定低於以中文授

課的課程，研究發現具有啟發性；第三篇《青年的過度教育：基於 PIAAC數據的

跨國比較分析》，本篇採用 OECD在 2013年釋出的 PIAAC數據，來分析過度教

育的現況，並做跨國的分析，除了研究架構本身具有客觀性，也為國內有關過度教

育的研究，開啟一個新的面向；第四篇《家庭關係對於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

業適應問題之影響：以憂鬱情緒與認同非法手段為中介》，本篇議題跨青少年心理

學及犯罪心理學兩個專業範疇，這個研究最難得的地方是，研究者採用最小平方法

的結構方程模式，將具有分配歧異、非常態性的資料予以分析，研究方法相當具有

啟發性。

最後，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為這個期刊付出的編委、審查教授與編輯

小組，也恭喜本期的每位作者。最後敬祝　教研俱進。

執行主編  陳淑麗  謹識

2021年 9月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陳淑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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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以教師對話為取向之數學課堂教學 
研究分析架構

鄭章華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佳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助理教授
蔡曉楓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　要

課堂教學研究（Lesson Study）被視為有效提昇教師專業知能的模式，在許多

國家或地區廣泛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將此一模式列入教師

專業發展項目，期能建立學校本位的同儕共學文化。然而，國內教育界對於課堂教

學研究多為理念探討，相關實徵研究尚處萌芽階段；再者，學術界對於課堂教學研

究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機制仍所知有限。基於此，本研究根據社會文化取徑的對話

分析理論與 Ball等人的「教學所需的數學知識」（mathematics knowledge for teaching, 

MKT）理論，發展「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對話分析架構」，並以小學數學教師參與「基

準量與比較量」單元為案例，探析其專業發展特徵。研究結果顯示：此一架構具備

信、效度，適合探究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專業發展特徵。教師在課堂準備與省

思階段經歷不同的專業成長經驗，社群對話集中在探究式與學科教學知識。本分析

架構期能有助於課堂教學研究的實踐與深化，提昇教師公開授課的品質，以及增進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認識。

關鍵詞：課堂教學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對話

【通訊作者】林佳慧　電子郵件：ellen521@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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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6925/SCJ.202109_17(3).0001



Develop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Lesson Study: Taking Teacher Talk as an Approach

Chang-Hua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ia-Hui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Offic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s Servic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ao-Feng Tsa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bstract
Lesson Study (LS) has been viewed as a valuable model fo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been widely conduct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The general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ncluded LS into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item to establish a school-based and collaborative culture among Taiwanese teachers. 
However, the major LS discussions have revolved around theoretical points in Taiwan, and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S has been scant. In addition, educational scholars’ comprehension of 
how LS contributes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s limi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adapted 
the sociocultural approach for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framework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for teaching proposed by Ball et al. to construct a scheme for LS talk analysis 
(SLSTA) to analyze mathematics teachers’ peer interactions in conducting LS. We took the LS 
of a fifth graders’ mathematics unit conducted by four teachers as a case to exemplify SLSTA 
and to identify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ta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SLSTA was satisfactory.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talk was exploratory and 
demonstrate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lthough these teachers spent more time on 
lesson preparations than lesson reflections, the lesson reflections did not benefit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less than the lesson preparations. This framework, SLSTA, expects to 
examine and escalate the LS quality and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lesson stud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 talk

Chia-Hui Lin’s E-mail: ellen521@mail.ntcu.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21, Vol. 17, No. 3　pp. 1-392



3鄭章華　林佳慧　蔡曉楓 發展以教師對話為取向之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分析架構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課堂教學研究」1（Lesson Study, LS）在日本行之有年，為結合教師專業發

展、教學改革和課程改革的校本研究模式；由同一所學校或學區教師跨校組成專業

學習社群，通常針對一個「單元教學」進行有系統、整體而深入的探討（歐用生，

2012）。教師本身就是研究者，聚焦改進學校課程與自身教學，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表現（黃源河、符碧真，2011）。藉由社群成員間的對話或文字紀錄，教師的內隱

知識得以具像化，以類比、概念、假設或者模型表徵成為外顯知識，並進一步發展

為公共化的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鄭志強等人，2019）。

最初日本推行的 LS以促進教師專業對話、建立共享文化為宗旨，提昇教師的

科學與數學教學專業知能（Lewis et al., 2004; Stigler & Hiebert, 1999; Watanabe, 

2002）。Lewis與 Tsuchida（1997）指出 LS幫助日本科學教師從強調知識傳授轉

向概念理解。Stigler與Hiebert（1999）亦認為日本學生在國際成就評比的優秀表現，

獲益於教師從事 LS，呼籲其他國家應向日本取徑教師專業發展的做法。同樣地，

「21世紀數學與科學教學委員會」在《為時未晚》（Before It’s Too Late: A Report 

to the Nation from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報告中（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0）建議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可依 LS模式運作。

自從 Stigler與 Hiebert（1999）發表報告後，美國、英國、新加坡、香港、臺

灣等地陸續開展 LS，從不同角度關注教師專業知能之提昇（方志華、丁一顧，

2013；張僑平、陳敏，2020）。以近期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而言，《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的實施要點即明載課堂教學研究

（教育部，2014，頁 34），期能建立學校本位的同儕共學文化。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2016）為落實總綱發布《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

參考原則》，界定公開授課至少包括共同備課、授課／觀課、以及議課。公開授課

的理念與實施方式相當程度受到 LS之影響（王金國，2020）。

國內學者對中小學教師實施 LS增進教學專業多持肯定立場，然而相關文獻偏

向學理論述（參見方志華、丁一顧，2013；林國凍，2009；廖淑戎，2008；簡紅珠，

1 國內學者對於 Lesson Study有不同的中譯，例如：授業研究、課例研究、單元教學研究、課堂教學
研究等。本文對照總綱中、英文版（教育部，2014，頁 34；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p. 50），全
篇採用「課堂教學研究」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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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較少觸及實徵研究。再者，學者對於 LS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與機制

所知仍相當有限（Lee & Tan, 2020）。近年來，開始有研究者從社群對話切入探討

教師專業發展的歷程與成效（參見陳佩英，2017；Dudley, 2013; Lee & Tan, 2020; 

Warwick et al., 2016），背後的理論基礎為社會文化觀（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視語言使用為「社會思考的模式」（Mercer, 2004, p. 137）。教師學習為社群與個

人相互依存的動態過程，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工具，促進人們藉由「相互思考」

（inter-thinking）（Mercer, 2000）理解彼此的想法與觀點並共創知識，新創知識藉

由社群成員口語互動而外顯化（Vrikki et al., 2017）。簡言之，對話分析有助於揭

開心智運作的黑盒子，具體觀察與識別教師學習之思維面向。

爰此，本研究為深入探析數學教師在 LS的學習歷程，建構「數學課堂教學研

究對話分析架構」（以下簡稱分析架構），並驗證其信、效度。有鑑於數學教師專

業發展特徵包含對話運作與知識發展兩個面向（Dudley, 2013; Warwick et al., 

2016），故此分析架構由「數學專業知識」與「對話類型」兩個分架構所組成，前

者分架構「數學專業知識」採用 Ball等人（2008）所提之「教學所需的數學知識」

（mathematics knowledge for teaching, MKT）理論，探討教師參與 LS發展與調整

之專業知識；後者「對話類型」則是植基於社會文化觀（Mercer, 2000, 2004），作

為識別教師於社群對話、商議與學習的型態。本研究以四位小學數學教師共同參與

「基準量與比較量」單元之 LS為案例，析辨數學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專業發

展，期能透過此一分析架構，增進吾人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認識，有助於提昇 LS

的品質。本研究目的有二：一、建立分析架構的內涵並考驗其信度；二、識別教師

參與數學 LS的專業發展特徵。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建立數學教師參與 LS之對話分析架構，研究者將先介紹 LS的內涵

與相關研究，接續說明數學教學知識的分析架構，以及社會文化取徑的對話分析

架構。

一、課堂教學研究

課堂教學研究風貌多元，各有不同關注焦點或發展歷程，其實際運作大致可

分為「準備」、「實施」和「省思」三大循環階段（歐用生，2012）。一開始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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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階段，教師們共同討論課堂學習目標，擬訂課堂計畫，涵蓋學習目標、學生的想

法與蒐集學習資料的方法等。接者，實施階段由其中一位教師實行課堂計畫，其他

教師從旁觀察學生學習，該計畫即成為教師觀課與評估教學的依據。最後在省思階

段，則聚焦教師完成課堂觀察的發現，透過會議討論，提供具體回饋建議給授課教

師，作為修正課堂計畫之依據，亦可作為其他教師進行同單元／主題授課之參考，

進而啟動下一次的 LS循環。

近年來，學術社群愈來愈肯定 LS對於教師專業提昇的成效，許多研究顯示

LS可提昇教師的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例如：Lewis等人（2013）指出 LS可

增進中小學教師的數學知識。Lewis與 Perry（2017）進行大規模與隨機分派的研

究顯示，LS能有效提昇小學教師和學生的分數知識。Meyer與Wilkerson（2011）

研究 24位參與 LS之中學數學教師，發現其數學教學知識經由社群討論而成長。

Lee與 Tan（2020）從文化歷史活動理論切入分析教師對話，發現 LS促進教師學

習的機制為共同探究課室實務，形塑以證據為本的教學反思。Dudley（2013）則是

建構 LS對話分析架構，探究教師進行觀、議課對話，發現 LS有助於教師在教學

實踐與省思中建構專業知識。Warwick等人（2016）發現 LS為教師創造對話空間

（dialogic space），藉由社群討論與分析學生表現增益數學教學知識。最後，

Vrikki等人（2017）從分析社群的對話情節（episode），識別出兩種教師專業成長

歷程：描述性學習（descriptive learning）與詮釋性學習（interpretive learning）。

描述性學習為教師從已知的、既有的素材提出討論並共構知識，而詮釋性學習為教

師跨越描述性學習，朝向評估、診斷學生學習以及思考後續教學作為。

雖然教師對話分析顯示 LS有助於專業知識發展，然而現有的分析架構尚有改

進空間。Dudley（2013）以 Shulman（1986）的理論架構分析數學教師的教學知識，

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話幾乎圍繞在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換言之，PCK不足以區辨數學教師參與 LS之知識發展。而Warwick等人

（2016）同樣建立對話分析架構與數學教師知識架構，其編碼發展是由下而上、從

資料檢視歸納而得，未能進一步根據理論梳理出有系統的結構。因此，有必要建立

整全的分析架構以了解教師參與 LS的專業知識發展。

二、數學教師教學知識的分析架構

教師的教學知識是一種內隱的知識體系（tactic knowledge system）（鄭志強等

人，2019；Dudley, 2013），需要透過對話或是文字紀錄外顯化，藉由協作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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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集體智慧。依照Schön（1984）的分類，教師專業發展可分為「高硬之地」（high 

hard ground）與「低濕之地」（swampy lowland）。高硬之地的目標與問題明確，

可有效運用理論或技術來解決。相對地，低濕之地的問題模糊且複雜，有時甚至涉

及價值衝突、理論或是技術，對於這一類問題常使不上力，必須藉助「行動中知識」

（knowledge-in-action）。根據Cochran-Smith與 Lytle（2001）對於教師知識的分類，

行動中知識偏向「教學實踐知識」（knowledge of practice），由教師在學習社群中

合作，有系統探討與檢視從教學實踐獲得的知識。其中關鍵組成是教師對於學生知

識的認知，它來自於課堂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影響後續教學行為（Guskey, 

2002）。過去針對數學教師的教學知識之討論，多以 Shulman的 PCK為基礎，開

展出數學教學內容知識（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PCK）（An 

et al., 2004; Fennema & Franke, 1992）。

不過，教師在課室情境採取之教學行為與教學決策皆包括內容知識與教學內

容知識，兩者無法截然劃分（Ball et al., 2008）。因此 Ball等人更進一步探索教學

實踐層面，釐清 Shulman所謂「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與 PCK的分野，

提出了MKT的分類架構。MKT為MPCK之優化與深化，由「學科知識」與「學

科教學知識」兩大類所組成，並獲得實徵研究支持（Hill et al., 2004）。學科知識

可進一步分為：「一般學科知識」（common content knowledge, CCK）、「專門學

科知識」（spe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 SCK）與「眼界數學知識」（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HCK）。而學科教學知識可進一步分為：「內容與學生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 KCS）、「內容與教學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KCT）以及「內容與課程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 KCC）。

MKT和數學教師教學品質與專業發展有著密切關聯，近年來成為數學教育的關

注焦點。研究顯示在MKT評量獲得高分的數學教師，教學品質愈好（Charalambous, 

2008; Hill et al., 2008）。Hill與 Chin（2018）發現MKT不僅可以預測教師的教學

品質，也可以預測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許多研究指出教師藉由教學反思或是參與

專業發展活動等，可提昇自身的MKT。卓益安等人（2015）的個案研究發現教師

從觀看案例影片反思教學來同化與調適 SCK與 HCK。Copur Gencturk（2012）研

究指出教師MKT的增長能促進數學課堂設計、內容規劃品質以及營造數學課堂氛

圍。Sudejamnong等人（2014）觀察教師在 LS各個階段，其MKT有不同的發展。

Wilson等人（2014）亦指出教師在參與教師專業活動時，能否進行高水平的數學

對話、連結教學議題或釐清數學議題討論等，皆與教師MKT息息相關，因此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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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專業發展方案時，應考慮教師的先備MKT。基於MKT對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

的重要性，本研究根據MKT之分析架構，發展對話分析的操作型定義。

三、植基於社會文化取徑的對話分析架構

在教育領域中，對話研究發跡於探討教師課堂口語溝通的教學效果，早期許

多學者以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探討對話形式、參與結構以及教師如何利用不同的對話

策略矯正、回饋學生的錯誤行為（Barnes, 1969; Mehan, 1979; Pica, 1987, 1994）。

到了 1990年代中期，訊息處理理論與 Vygotsky學派當道，研究者轉而討論口語互

動的「輸入」（input）與「輸出」（output）之間的關聯性。「輸入」是指外在可

見的口語溝通，「輸出」則是指學生內在心智的成長，整個「輸出—輸入」過程與

當下的社會文化脈絡有密不可分的關係（Tsui, 2008）。由此，英國學者 Neil Mercer

的社會文化取徑（social cultural approach）就成為顯學。社會文化取徑的對話分析

有以下幾項特徵：

（一） 社會文化取徑以 Vygotsky學派與鷹架理論為後盾，認為語言承載思想並作

為活動的中介物，對話是心智發展的重要工具（Vygotsky, 1962, 1978）。

（二） 社會文化取徑的實徵研究著重探討外在的口語互動如何影響個人內在的認知

技能以及知識的發展（Mercer & Dawes, 2008; Mercer & Littleton, 2007）。

（三） 社會文化取徑強調師生之間或是學生之間合作共構知識、共創意義以及建

立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Hennessy et al., 2016; Mercer & Howe, 

2012）。

Mercer（2010）指出，他的研究取徑與其他偏重人類學、社會學對話分析不同

之處，在於他想了解「對話」和「內在學習歷程」、「內在學習成果的關係」，其

研究方法論也不同於其他僅用於描述現狀之對話分析研究，他不排斥用實驗或半實

驗的方式驗證不同對話模式對學習的成效。由此觀之，Mercer的分析架構適合探

討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團體對話如何影響個人的心智發展；也適合探討教

與學作為社會文化的歷程如何具體展現在師生或同儕之對話（Cazden, 2001; Mercer, 

2000）。

Mercer（1995）根據長時間的課室研究，將課室對話分成三類：（一）「累積

式對話」（cumulative talk）為說話者在他人談話的基礎上，提出正向且非批判的

看法；（二）「爭論式對話」（disputational talk）為說話者不同意他人的看法與自

行做決定；（三）「探索式對話」（exploratory talk）為參與者以批判且建設性的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七卷第三期）8

方式討論彼此想法，為學習發生與新知建構提供沃土。上述「探索式對話」被視為

是師生對話最理想的模式，Mercer本人發表的一系列研究之外，也有許多研究者

將「探索式對話」用於不同學科領域、不同教育階段對學生產生的鷹架作用

（Herrlitz-Biró, Elbers, & Haan, 2013; Murphy, 2015; Patterson, 2018）。

除了課室對話之外，晚近也有學者開始利用Mercer的架構探討教師社群對話

（Dudley, 2013; Lee & Tan, 2020）。前述研究認為教師對話研究同樣基於社會文化

觀，視專業學習為協作與商議（negotiation）的過程，在共享的情境脈絡中建構新

知（Lee & Tan, 2020）。Dudley（2013）在Mercer的分類上擴充兩個類型：「重

組會談」（structuring conversation）與「經營理解」（managing understanding），

他發現教師學習絕大部分發生於探索式對話。陳佩英（2017）即運用Dudley（2013）

的五大對話類型探討高中教師網絡學習社群的教學探究言談，了解教師專業成長之

專業資本積累與社會文化網絡的發展樣貌。Lee與 Tan（2020）則是以「探究性」

（inquiry）、「探索性」（exploratory）、「連結性」（connected）以及「非連結性」

（disconnected）四種類型，作為課堂教學研究的對話分析架構；再者，這些類型

在商議程度有強弱之分，也可作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參考指標。以下綜整 Dudley

（2013）以及 Lee與 Tan（2020）的對話分析架構，如表 1所示。

表 1
Lesson Study對話分析架構綜整

Lee與 Tan（2020） Dudley（2013） 商議程度

探究性
經營理解 高

低

探索式
探索性

累積式
連結性

重組會談

非連結性
爭論式

資料來源： 整理自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What Interaction-Level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ed About 
How Teachers Utilised Imagination, Tacit Knowledge of Teaching and Fresh Evidence of Pupils Learning, 
to Develop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o Enhance Their Pupils’ Learning,” by P. Dudley, 2013,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34, p. 111-112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3.04.006). Copyright 2013 by 
Elsevier.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Affordances, Disturbances, Contradictions, and Implications,” 
by L. H. J. Lee and S. C. Tan, 2020,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89, 102986, p. 4 (https://doi.org/ 
10.1016/j.tate.2019.102986). Copyright 2020 by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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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修改自 “Connecting Observations of Student and Teacher Learning: An Examination of Dialogic 
Processes in Lesson Study Discussions in Mathematics,” by P. Warwick, M. Vrikki, J. D. Vermunt, N. 
Mercer, and N. Van Halem, 2016, ZDM–Mathematics Education, 48(4), p. 558 (https://doi.org/10.1007/
s11858-015-0750-z). Copyright 2016 by Springer.

圖 1
促進 Lesson Study教師專業知識發展之對話空間

Lee與 Tan（2020）的探究性近似於 Dudley的探索式且兼具經營理解內涵，商

議程度最強，亦即教師對於教學實務、信念與知識感到驚奇與疑惑，提出探索、澄

清或批判性問題，形成教與學的推論、預測或懷疑。其次，探索性涵蓋累積式與部

分探索式，教師雖能批判檢視教學實務，不過在討論上顧及同事情誼而避免認知衝

突，提出的問題不如探究性深入。連結性涵蓋部分累積式與重組會談，常由短句組

成，商議程度最弱，關注是否完成任務或是說明活動流程，提問旨在了解會議程

序、技術或行政細節。最後，非連結性類似 Dudley的重組會談與爭論式對話，不

具備商議性質，僅在維持談話進行，提問關注技術或程序等，而非探查或澄清他人

的想法與主張。綜上，教師對話分析架構至少涵括累積式對話、爭論式對話和探索

式對話三種類型；其中，探索式對話對於教師專業提昇扮演關鍵角色。

質言之，發生在課堂準備與省思階段的社群對話，有助於提昇專業知識，作

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有力機制（Dudley & Vrikki, 2020）。反思實踐被視為專業知識

發展的關鍵，教師持續在教學實踐與從教學實踐學習（learn in and from practice）

（Warwick et al., 2016）。當教師參與 LS的對話互動，涵括釐清或挑戰想法、提供

資訊或證據、進行教與學推論、提出支持性評論、綜整社群想法以及探索不同的教

學可能等，即開啟教師社群的專業對話空間（參見圖 1）。

分析課堂
教學與學
生學習

提出數學教
與學之一般
化見解

促進教師未來
教學的意圖
（MKT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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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從分析與探討課堂教學以及個別學生的數學學習情況，調動與引出個人

潛藏、默會（tacit）的MKT，此時啟動描述性學習的歷程。接著，教師運用MKT

分析學生的學習行為，針對學習現象與問題提出個人的詮釋、評估或診斷，並據以

提出後續的教學策略，他／她從社群成員收到對自身外顯化觀點的支持或挑戰，開

展詮釋性學習的歷程。社群教師共同思考學習問題與困難背後可能的成因或是解決

之道，經由商議達成後續教學策略或是學習協助之社群共識，此一共識即從原有的

課堂教學脈絡討論中抽象出來，一般化（generalize）為可遷移、應用至其他課堂情

境的教與學觀點，教師的MKT也隨之成長，形成未來教學實施的意圖（pedagogical 

intentions），為教師的後續教學精進奠定基礎。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擇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選擇有 LS經驗的教師社群，經過探詢參與意願之後，

挑選一個由兩所北部偏鄉小校教師所組成的高年級跨校共備社群作為研究場域。該

社群之所以成立，源自於這兩所學校校長剛到任時，即帶領行政團隊與教師建立

低、中、高年級教師社群，進行每月一次固定共備對話。兩校校長甚至在總綱未公

布校長與教師每學年須公開授課前，即以身作則進行公開授課，建立社群的發展方

向。然而，兩校在共備之後，未必針對共備課程進行觀課與議課。直至新課綱的實

施，學校希望能有系統進行觀、備、議課，於是諮詢研究者給予專業社群運作建議。

研究者建議兩校以 LS模式運作專業社群，並由公開授課教師主持 LS的相關討論，

聚焦在學生學習。換言之，研究者只扮演諮詢者角色，並未指導或評論社群教師在

LS的對話內容。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徵得學校與社群教師同意之後，始得進入

場域蒐集研究資料。

本研究參與研究對象為四位高年級社群教師，分別為：王師、何師、江師和

許師（化名），成員的教學經驗與學科專長多元。王師與江師皆為初任的代課老師，

王師主修數學教育、江師主修則是體育；何師與許師兩人都為正式教師，何師主修

圖書資訊，並於在職進修取得教育學碩士；許師則主修德文。何、許兩人已有 13

年以上的教學年資與豐富的觀、備、議課經驗。



11鄭章華　林佳慧　蔡曉楓 發展以教師對話為取向之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分析架構

研究者先在教師社群運作 LS半年後，與教師建立信任關係後開始進到場域蒐

集資料。當時 LS社群的共備單元為「基準量與比較量」，主要由王師與江師進行

課堂教學。研究者在取得兩位教師以及學生家長的同意書之後，進班觀課並紀錄教

師教學行為與學生學習狀況，觀課資料僅作為理解課堂省思階段教師對話的輔助，

不列為本研究之分析標的。

二、課堂教學研究運作

該社群以「課堂準備」、「課堂教學」與「課堂省思」三階段進行 LS，針對

前述單元進行兩次的 LS循環，運作流程參見圖 2。

（一）課堂準備階段

在第一次課堂準備階段，四位教師根據教科書與教師手冊擬訂課堂教學計畫，

討論學生在「基準量與比較量」單元中可能發生的迷思概念與學習困難，並且討論

課堂教學應注意事項或回應技巧等。社群成員在達成共識之後，共同編製學習單。

圖 2
課堂教學研究運作模式

課堂準備

1. 根據教科書和教師手冊擬訂課堂教學計畫。
2. 討論班上學生可能的反應、學習困難以及教學注意事項。
3. 完成編製學習單。

課堂省思

1. 根據觀課紀錄進行議課。
2. 修正教學計畫和學習單。
3. 反思與修正數學教學。

課堂教學

1. 教師公開授課。
2. 其他成員觀察教師教學、師
生互動與學生學習。

3. 填寫觀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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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教學階段

本階段由江師先進行課堂教學，其他三位教師從旁觀察與紀錄課堂教與學之

歷程，關注焦點包含教師教學引導、師生互動以及學生解題行為或學生同儕討論內

容等。

（三）課堂省思階段

授課結束後，社群教師進入課堂省思階段。成員根據觀課紀錄給予江師教學

回饋，並根據班級的學習狀況，討論與修改教學計畫和學習單。此時啟動第二次課

堂教學循環，為王師的課堂教學進行共備。王師接著根據修改的教學計畫與學習單

授課，社群教師同樣從旁觀察與紀錄課堂教學與學生學習歷程，並於授課結束後當

日，根據觀課紀錄給予王師教學回饋，完成第二次 LS循環歷程。

三、資料蒐集與整理

本研究蒐集 LS的主要資料，包含教師社群於兩次課堂準備與兩次課堂省思的

對話內容。在徵得四位教師同意後，研究者使用錄音筆記錄教師備課與議課的所有

對話，全數轉錄成逐字稿，作為編號管理及資料分析，教師對話資料編號管理參見

表 2。

表 2
教師對話資料編號管理表

日期 階段 句數 編號

20200511 課堂準備一 947 20200511共備

20200525 課堂準備二 677 20200525共備

20200601 課堂省思一 495 20200601議課

20200605 課堂省思二 133 20200605議課

四、教師對話分析架構建立

本研究藉由分析教師社群對話探究其參與 LS的專業發展歷程，了解教師對話

類型與專業知識發展。研究者本身具備數學教育與教師專業發展專長，發表過數學

教師對話相關研究（參見張景媛等人，2012; Chen et al., 2012），這些經驗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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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析架構與分析資料的敏銳度。我們綜整相關文獻形成「累積式、爭論式、探

索式和非連結式」之四種主類型，並參考 Dudley（2013）、Hennessy等人（2016）

以及 Lee與 Tan（2020）的對話編碼和內涵，在各個類型內建立編碼，並輔以說明

或例子形成初稿。接著，請從事對話分析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專家學者檢視初稿及提

出修改建議。例如：專家指出「探索式對話」與「累積式對話」的最大差異為探索

式對話能產生新的想法或觀點，而累積式對話偏重意見附和、添加或同意他人的觀

點。研究者先依據專家學者的建議修改新的分析架構表，並試行逐字稿分析。分析

流程參考Marshall等人（1995）以及 Tsai與Wilkinson（2018）的方法，以社群教

師每一次發言的句子作為分析單位。接著，研究者從分析獲得的回饋調整編碼項目

與內容，在試行分析的過程中，往復來回諮詢專家學者的建議，持續調整分析架

構，直到研究者與專家學者達成最終共識為止，形成「教師對話類型與內涵」之分

析參照表，詳見表 3。以「累積式對話」為例，表示社群成員僅就他人先前的談話

表達正向且非批判性的立場，或是引述與補充他人的說法，缺乏新的觀點，此為累

積式談話內容之特色。

表 3
教師對話類型與內涵之分析參照表

對話類型 操作型定義 編碼 說明或例子

累積式

1. 在他人談話的基
礎上，提出正向

且非批判的看法。

2. 引述或補充前一
位的發言，累積

談話內容。

• 同意或表達支持

• 換句話說
• 添加

• 表示驚訝或愉悅

• 參與者同意或支持他人的看法，例如：對啊、
我贊成、這樣做是蠻棒的⋯⋯。有時候以重

述他人的話呈現。

• 修飾他人的措辭或是改換說法。
• 對他人發言增添更多的細節或是提問更多的
細節。

• 例如：我蠻喜歡這樣的教法。

爭論式

1. 不同意他人的主張
以及自行做決定。

2. 在堅持自己的主
張及反對他人的

主張時有短暫的

交談。

• 質疑或否定

• 代換看法

• 阻擋
• 開玩笑

• 直接否決對方的話，沒有提出否定的理由。
例如：不對，不是這樣的⋯⋯。

• 直接提出其他方法或做法。例如：針對 X，
我們可以這樣做。

• 阻止其他人重啟討論過的爭議。
• 以諷剌的方式引起笑聲，緩和或平息緊張。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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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類型 操作型定義 編碼 說明或例子

探索式

1. 對他人的看法表
達批判且建設性

的觀點。

2. 透過提出論述或
證據，彼此挑戰

想法或是給出中

肯的意見。

• 教學試演
• 推論、預測或假設

•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
觀點

• 釐清

• 建議

• 挑戰教學想法或
實務

• 辯護想法

• 發展觀點

• 綜整或決議

• 反思

• 預擬講述與提問，或是預想學生可能的回答。
• 對於學習現象的成因提出解釋、猜想或是推
測。例如：學生會這樣想，可能是之前學

過⋯⋯。

• 從相關資料或課室觀察提出看法或論點。例
如：從 XXX回答可以看出，他的困難來自
於⋯⋯。

• 提問或說明使社群成員想法或觀點更加清楚
明確。

• 在腦力激盪或是嘗試摸索提出的臨時性意
見。例如：我們也許可以用 XXX教具⋯⋯。

• 對於他人的教與學看法或做法提出挑戰。例
如：沒錯，不過我們仍需確認學生是否已經

懂 XXX，若他們不懂的話⋯⋯。
• 針對他人的提問或挑戰，提出個人的辯解。
例如：是的，我了解你在說什麼，不過我仍

認為⋯⋯。

• 從他人的想法提出進一步的觀點或論點。例
如：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會發生這種問題，因

為⋯⋯。

• 彙整成員的看法，提出綜合性的觀點或是做
出教學的決定。例如：所以說，這樣評量學

生倒不失為可行的方法。

• 後設地評估或省思自身的教學經驗。例如：
你的說法蠻有道理的，這樣教可以更⋯⋯。

非連結式

1. 談話未和前一位
的發言相關。

2. 維持談話進行，無
商議或澄清想法。

• 提出新話題

• 維持或掌控談話
進程

• 岔開話題

• 例如：在開始討論時，對於課堂計畫提出新
的想法。

• 通常是重新聚焦話題或是加快討論。例如：
時間快到了，我們只討論到⋯⋯；剛才 XXX
說了什麼？

• 例如：你們班上次去校外教學⋯⋯。

資料來源： 彙整與修改自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What Interaction-Level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ed 
About How Teachers Utilised Imagination, Tacit Knowledge of Teaching and Fresh Evidence of Pupils 
Learning, to Develop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o Enhance Their Pupils’ Learning,” by P. Dudley, 2013,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34, p. 111-112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3.04.006). Copyright 
2013 by Elsevier. “Developing a Coding Scheme for Analysing Classroom Dialogue Across Educational 
Contexts,” by S. Hennessy, S. Rojas-Drummond, R. Higham, A. M. Márquez, F. Maine, R. M. Ríos, R. 
García-Carrión, O. Torreblanca, and M. J. Barrera, 2016, Learning,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9, p. 
21-27 (https://doi.org/10.1016/j.lcsi.2015.12.001) Copyright 2016 by Elsevier.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Affordances, Disturbances, Contradictions, and Implications,” by L. H. J. Lee and S. C. 
Tan, 2020,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 89 , 102986, p. 4 (https://doi.org/10.1016/j.
tate.2019.102986). Copyright 2020 by Elsevier.

表 3
教師對話類型與內涵之分析參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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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根據 Ball等人（2008）的MKT架構分析數學教師對話呈現之專

業知識，其分析類型及操作型定義，如表 4所示。以「一般學科知識」為例，這類

知識是教師、學生或是受過義務教育者所應習得的數學知識，像是：「三角形內角

和為 180度」、「四則運算的規則是先乘除、後加減」以及「質數是只能被一或是

自身整除的自然數」等概念。

表 4
教學所需的數學知識

類型 操作型定義

學
科
知
識

一般學科知識

（CCK）
師生皆應掌握的數學知識，比如進行四則運算、判斷兩條直線是否

平行、知道哪些數是質數等。

專門學科知識

（SCK）

教師為了教學所須具備遠比教給學生豐富且深刻的數學知識。例如：

能調整與修改例題使之更簡單或複雜、能評估某個數學想法的適用

性、能回應學生的「為什麼」問題、知道特定數學知識有哪些表徵

以及表徵間的關係等。

眼界數學知識

（HCK）

對於學校數學有更寬廣的眼界與洞察力，能以高觀點看待學校數學，

知道所教授的數學知識之向前連結與往後的開展，以及識別不可或

缺的知識與技能。

學
科
教
學
知
識

內容與學生知識

（KCS）
為數學和學生交集的知識，能預測學生可能的想法，提出錯誤的可

能成因，以及具備能力分析和解釋學生可能發生的學習狀況等。

內容與教學知識

（KCT）

為數學和教學交集的知識，知道適合教導特定概念的教學方法或表

徵，了解有助於學生理解的內容順序，或能設計數學問題檢驗學生

是否理解數學等。

內容與課程知識

（KCC）
與課程內容相關的知識。比如對國家數學課綱的了解和認識，對課

程改革提倡之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的掌握等。

資料來源： 修改自 “Wha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Does Teaching Require?,” by M. H. Thames and D. L. Ball, 
2010,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17(4), p. 223 (https://doi.org/10.5951/TCM.17.4.0220). 
Copyright 2010 by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Content Knowledge for Teaching: 
What Makes It Special?,” by D. L. Ball, M. H. Thames, and G. Phelps , 2008,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59(5), p. 399-404 (https://doi.org/10.1177/0022487108324554). Copyright 2008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簡言之，研究者藉由文獻探討、試行分析與諮詢專家學者確立教師對話類型

的內容效度；同時，運用數學教育界廣被接受且具備內容效度的MKT為工具。我

們期能藉由此分析架構識別教師參與 LS脈絡之專業發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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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話逐字稿分析

本研究的對話逐字稿分析由三位具備數學教育、教師專業發展以及課程與教

學專長之編碼員根據表 3與表 4進行雙重編碼。以表 5的編碼示例而言，該示例取

自第二次 LS的課堂省思，針對王師教學進行議課。三位編碼員需根據商議程度的

高低與操作型定義判斷句話的對話類型，決定該句話的編碼。例如，發言順序 1的

何師對王師說：「反正你這節課的重點就是不斷地要去問他（學生），誰是基準

（量），誰是比較（量）？」此對話類型的編碼理由為「何師建議王師該堂課的教

學策略」，其編碼歸屬為「建議」；又何師的發言反映數學教學的知識，在MKT

編碼為「KCT」。接著，王師從何師建議發展自己的觀點，編碼理由為「根據何師

的建議，王師進而發展觀點，提出每題數學都要探詢學生基準量與比較量」，其編

碼為「發展觀點」，發言則反映數學教學的知識「KCT」。若後續社群成員的發言

僅表達自己贊同的立場，並無任何MKT，則以「無」標示，如許師所述。2另外，

編碼員若對編碼有疑義，則檢視對話的上下文脈絡或是重聽錄音檔，以決定編碼。

表 5
教師對話編碼示例

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編碼理由

1 何

反正你這節課的重點就是不斷

地要去問他（學生），誰是基

準（量），誰是比較（量）。

建議 KCT 建議王師該堂課的教學改進策略。

2 王
每一題都要問，誰是基準

（量），誰是比較（量）。

發展  
觀點

KCT
根據何師的建議，王師進而發展

觀點提出每一道題目都要探詢學

生基準量與比較量。

3 許 對啊！ 同意 N 僅表示同意，未出現MKT。

資料來源： 修改自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What Interaction-Level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ed About 
How Teachers Utilised Imagination, Tacit Knowledge of Teaching and Fresh Evidence of Pupils 
Learning, to Develop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o Enhance Their Pupils’ Learning,” by P. Dudley, 2013,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34, p. 114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3.04.006). Copyright 2013 
by Elsevier.

2 較完整之教師對話編碼示例，參見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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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編碼後，本研究以 Krippendorff alpha值（Krippendorff & Craggs, 2016）

考驗編碼者間信度，不同於教育界常用的計算編碼者百分比同意值（percentage 

agreement reliability）（參見 Dudley, 2013）或 Cohen’s kappa（參見 Hennessy et al., 

2016; Vrikki et al., 2017）。理由是百分比同意值無法區辨來自編碼者、資料本身或

是隨機發生的偏誤，常有高估信度的問題；此外，百分比同意值僅適用於兩位編碼

者，針對三人以上的信度公式在統計方面受到不少批評（Krippendorff, 2013）。

Cohen’s kappa同樣僅適用兩位編碼者，當兩位編碼者在編碼不一致的次數總和相

同，而在列、欄之邊界和（marginal sums）的分布差異過大時，Cohen’s kappa將

出現不同的數值（此時計算百分比同意值獲得的信度數值仍維持不變）

（Krippendorff, 2013）。以 Krippendorff alpha作為檢驗信度的依據，可計算三人以

上的編碼者信度並避免前述問題。

在求得 Krippendorff alpha值之後，研究者整合表 2與表 3形成列聯表，作為

後續的資料處理，把每一句對話按其特徵編碼歸入教師對話類型與MKT之交叉細

格中並進行計數。完成計數之後，我們運用描述性統計檢驗教師對話類型與MKT

之間的關聯，以了解課堂教學研究之特徵。

肆、研究發現

以下先說明分析架構內涵及信度考驗；其次，闡述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

專業發展特徵，並以課堂準備及課堂省思兩個階段進一步說明研究發現。

一、分析架構的內涵與信度考驗

本研究以教師對話類型與MKT形成二維分析架構，探究數學教師參與課堂教

學研究的專業發展特徵。其中，教師對話類型由累積式、爭論式、探索式以及非連

結式所構成，MKT則是由「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兩大類所組成。研究

者以教師參與「基準量與比較量」的單元課堂教學研究為例，呈現分析架構的使用

與結果。我們總共分析 2,252個句子，其中課堂準備出現 1,624句子，課堂省思為

628句，意味著本單元的課堂教學研究有較大比重擺在教師共備。分析的結果顯示

整體架構的 Krippendorff alpha值為 .80，具有良好的信度。對話類型的 Krippendorff 

alpha值為 .70，為可接受的程度（DeVellis, 2012; Krippendorff, 2013），MKT的

Krippendorff alpha值為 .88，同樣具有良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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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專業發展特徵

為了解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的專業發展特徵，研究者先扣除不含MKT的句

子，針對剩下的 1,746句進行關聯分析，表 6呈現教師參與該單元 LS之對話類型

與MKT的整體關聯（以百分比呈現）。從此表可看出教師運用探索式對話的比例

最高（61.57%），超過六成；其次是累積式對話（36.66%），略超過三成。非連

結式與爭論式對話的比例最低，合計未達 2%，顯示這兩種類型在本單元之 LS扮

演著無足輕重的角色。

表 6
對話類型與MKT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累積式 13.00 0.06 0.46 5.50 10.09 7.45 36.66

爭論式 0.40 0 0 0.11 0.17 0.06 0.74

探索式 9.85 0.06 0.52 19.47 20.45 11.23 61.57

非連結式 0.23 0 0 0.06 0.17 0.57 1.03

小計 23.48 0.11 0.97 25.14 30.99 19.30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與此同時，教師對話集中於學科教學知識，KCS、KCT、KCC三者比例總計

約占四分之三，又，KCT比例將近三分之一，顯示教師為協助學生理解數學單元

內容順序，探討特定概念的教學方法或課程設計，成為該單元課堂教學研究的首要

焦點；其次是 KCS，比例約占了四分之一，說明教師關注學生學習數學的想法或

迷思概念等。

再者，從表 6可發現教師於累積式對話與探索式對話運用MKT的特徵各不相

同，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之比例亦有所差異。從累積式對話一欄可知 CCK的

比例最高，亦即師生皆能掌握的數學知識，其次是 KCT，再來是 KCC。另一方面，

教師在探索式對話中更關注學科教學知識，KCS、KCT、KCC總計占 83.07%，參

見表 7。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式對話中，KCT與 KCS的比例整體較接近，顯示

教師除了關注如何教，也關注學生的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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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探索式對話與MKT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教學試演 0.28 0 0 0.37 1.67 0.09 2.52

推論、預測或假設 0.09 0 0 14.05 0.47 0.56 15.16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0.93 0 0.19 5.12 2.98 2.60 11.81

釐清 7.16 0 0 5.30 8.84 8.47 29.77

建議 1.67 0 0.09 1.86 13.86 3.53 21.02

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 0.28 0 0 0.56 0.19 0.28 1.30

辯護想法 0.19 0 0 0.47 0.19 0.19 1.02

發展觀點 3.53 0.09 0.47 3.53 2.23 1.58 11.44

綜整或決議 1.86 0 0.09 0.37 1.67 0.93 4.93

反思 0 0 0 0 1.12 0 1.12

小計 16.00 0.09 0.84 31.63 33.21 18.23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細究對話類型出現的比例，以「釐清」和「建議」最高，分別為 29.77%與

21.02%，總計約占一半，說明教師關注釐清社群教師發言背後的想法，或是澄清

自己的觀點，涵蓋教學實施、課程設計與數學內容等面向，以及社群成員能針對教

學過程提供個人專業的建議。另一方面，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1.30%）、反思

（1.12%）與辯護想法（1.02%）則出現較低比例，顯示教師很少質疑同儕的教學

觀點與做法，甚至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或是反思自身的教學行為。就單一細格

（cell）的比例而言，教師運用 KCS探討學生可能遭遇到的學習困難、學生在該單

元特定任務的學習表現或是學習現象背後可能的成因，占有最高的比例

（14.05%），其次為教師運用 KCT針對教學方法與設計提供同儕建議（13.86%）。

以下，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教師在課堂準備與省思階段的對話行為，識別兩者的異

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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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在課堂準備階段之專業發展特徵

教師在課堂準備階段，探索式對話雖略下降至接近六成，不過仍占最高的比

例，而累積式對話略為上升至近四成，參見表 8。

表 8
對話類型與MKT在課堂準備階段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累積式 16.01 0.08 0.54 4.97 9.48 8.00 39.08

爭論式 0.54 0 0 0.16 0.23 0.08 1.01

探索式 12.04 0 0.62 16.23 18.03 11.73 58.74

非連結式 0.23 0 0 0.08 0.08 0.78 1.17

小計 23.83 0.08 1.17 21.52 27.82 20.59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表 8顯示教師關注學科教學知識，KCS、KCT與 KCC三者的比例相近，分別

為 21.52%、27.82%以及 20.59%。顯示教師共備時，除了聚焦怎麼教，同時關注學

生學習和課程設計。

此階段，教師社群出現在累積式與探索式對話的MKT特徵有所不同，學科知

識與學科教學知識比例有所差異。觀察累積式對話一欄可看出 CCK比例最高、其

次為KCT、再來是KCC，而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的比例更為接近。另一方面，

深入分析探索式對話與MKT在課堂準備階段的關聯，可觀察到相當高比例的學科

教學知識（83.07%），其中 KCT與 KCS分占 33.21%與 31.63%，參見表 9。相較

於表 8，KCT與 KCS兩者的比例較為相近。

從表 9可發現對話類型集中於釐清（32.54%）和建議（20.63%），總和超過

一半。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1.59%）、辯護想法（1.32%）與反思（0.13%）分占

最低比例。就單一細格而言，教師運用 KCS來推論、預測或假設學生學習行為

（12.83%），以及運用 KCT針對教學方法與設計提出建議（12.43%），同樣分占

比例的前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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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探索式對話與MKT在課堂準備階段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教學試演 0.40 0 0 0.53 2.38 0.13 3.44

推論、預測或假設 0.13 0 0 12.83 0.40 0.79 14.15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0.79 0 0.26 2.38 2.12 3.04 8.60

釐清 8.99 0 0 5.42 8.99 9.13 32.54

建議 2.38 0 0 1.59 12.43 4.23 20.63

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 0.40 0 0 0.66 0.26 0.26 1.59

辯護想法 0.26 0 0 0.66 0.26 0.13 1.32

發展觀點 4.63 0 0.66 3.44 2.25 1.32 12.30

綜整或決議 2.51 0 0.13 0.26 1.46 0.93 5.29

反思 0 0 0 0 0.13 0 0.13

小計 16.00 0.09 0.84 31.63 33.21 18.23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參見表 10逐字稿摘錄，可一窺課堂準備階段的專業學習特徵。教師們討論數

學課本上的題目是否適合放入學習單中，江師建議檢視其中一道比較兩棟建築物高

度的例題，王師認為例題的情境不適合學生，教師們因此探討置換成何種情境比較

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表 10
課堂準備階段教師對話摘錄

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629 王 其實我覺得這個題目不好，不知道。我覺得建築物⋯⋯。 發展觀點 KCT

630 許 太抽象了。 添加 KCT

631 王 對，如果是⋯⋯。 同意 N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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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632 何 它原本是這一題的，然後變成 20、80就好，使用公斤。 建議 KCT

633 江 身高。 建議 KCT

634 何 這一題，這一題，就 20、80就好了，20公斤，然後一個 80公斤。 建議 KCT

635 王 還是你要用錢？我覺得他們對錢比較有感覺。 建議 KCT

636 江 100塊、50塊。 添加 KCT

637 許 或者是身高，身高也是。 建議 KCT

638 何 體重也，對呀，體重也還好。 建議 KCT

639 何 身高、體重或錢。 綜整 KCT

640 何 現在是只要處理到整數倍，還是也要進到非整數倍？ 釐清 KCT

641 許 沒，我覺得這一階段，我們這一題（整數倍）就夠了。 發展觀點 KCC

註：摘錄自「20200511共備」資料。

王師指出兩棟建築物的高度不適合作為基準量與比較量的問題情境，許師補

充說明這個題目本身比較抽象，王師同意她的看法。何師建議保留題幹，不過把情

境改為體重，以公斤為單位，使用數字 20與 80。在何師表達想法時，江師建議可

用身高為情境。王師則是認為錢對學生而言比較有感覺，江師進一步補充可使用

100塊、50塊。三人持續拋出想法進行腦力激盪。不過，由於何師提出的問題情境

為後項是前項的整數倍問題，而江師提出的問題情境卻是後項為前項的分數倍問

題，因此何師詢問社群成員想釐清這一題是否要處理分數倍問題，許師回應現階段

只要處理比較量是基準量的整數倍問題即可。簡言之，教師大多運用 KCT探索可

能的教學策略並提出建議（順序 629、632-635、637-640），而累積式僅以短句型

式夾雜出現表示同意或添加意見（順序 630、631、636）。

從以上的對話可以看出，教師在共同備課時，歷經描述性學習（Vrikki et al., 

2017）。社群成員從個人專業知能提取與運用 KCT進行討論，共同為合適的題目

情境與授課內容尋求社群共識。換言之，設計合適的數學題目與教好數學為教師參

與課堂準備階段的關注焦點。

表 10
課堂準備階段教師對話摘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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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在課堂省思階段之專業發展特徵

教師在課堂省思階段同樣以探索式對話為主，不過比例上升至接近七成，累

積式對話下降至三成，無出現爭論式對話，非連結式對話的比例也是最低，參見表

11。顯示教師在此階段有不同於課堂準備的專業成長經驗。

表 11
對話類型與MKT在課堂省思階段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累積式 4.58 0 0.22 6.97 12.20 5.88 29.85

爭論式 0 0 0 0 0 0 0

探索式 3.70 0.22 0.22 28.32 27.23 9.80 69.50

非連結式 0.22 0 0 0 0.44 0 0.65

小計 8.50 0.22 0.44 35.29 39.87 15.69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相較於前一階段，MKT比例更往學科教學知識傾斜，總計高達九成。KCT與

KCS的比例皆高於課堂準備階段 10個百分點，兩者的比例總和超過四分之三，顯

示教師進行課堂省思時更加專注於探討課堂的教與學。

進一步探索對話類型與MKT的關聯，可發現課堂省思階段的累積式與探索式

對話皆出現和前一階段相當不同的特徵。教師在累積式對話最常運用 KCT，比例

遠高於其他的MKT，意味教師在累積式對話相當關注數學教學。另一方面，分析

探索式對話與MKT的關聯，可發現 KCS與 KCT所占比例和課堂準備階段相當不

同，參見表 12。KCS的比例為 40.75%，超過 KCT的 39.18%。顯示教師雖然仍關

注教學，但是更加關注學生的數學學習。再者，教師對話行為的分布不若課堂準備

階段集中於釐清和建議，而是較為平均分布於釐清（23.20%）、建議（21.94%）、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19.44%）以及推論、預測或假設（17.55%）。另一方面，

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0.63%）、辯護想法（0.31%）與教學試演（0%）出現的比

例最低。此階段，教師比較會反思自身的教學行為，比例高出課堂準備階段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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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探索式對話與MKT在課堂省思階段之列聯表

CCK SCK HCK KCS KCT KCC 小計

教學試演 0 0 0 0 0 0 0

推論、預測或假設 0 0 0 16.93 0.63 0 17.55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1.25 0 0 11.60 5.02 1.57 19.44

釐清 2.82 0 0 5.02 8.46 6.90 23.20

建議 0 0 0.31 2.51 17.24 1.88 21.94

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 0 0 0 0.31 0 0.31 0.63

辯護想法 0 0 0 0 0 0.31 0.31

發展觀點 0.94 0.31 0 3.76 2.19 2.19 9.40

綜整或決議 0.31 0 0 0.63 2.19 0.94 4.08

反思 0 0 0 0 3.45 0 3.45

小計 5.33 0.31 0.31 40.75 39.18 14.11 100.00

註：由於採四捨五入，邊界值不一定等於各細格的總和。

就單一細格而言，教師運用 KCT提供同儕教學建議（17.24%）以及運用 KCS

推論、預測或假設學生學習現象背後成因（16.93%）的比例上升，同樣占最高比例。

不過，相較於課堂準備階段，教師在討論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時，更傾向基於蒐集

到的學習證據提出看法。

參見表 13逐字稿摘錄，可一窺課堂省思階段的專業學習特徵。社群教師在觀

察江師一堂課的教學之後，緊接著進行課堂省思，三位教師皆針對觀察到的課堂現

象給予江師回饋。其中，許師觀察到江師在教導學生使用線段圖解決問題時，著重

在比較量、未強調基準量，她從學生解題發生的困難給予江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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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課堂省思階段教師對話摘錄

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50 許

拿出積木大部分的學生都會拿，然後在畫線段圖

的時候，可能那個部分就感覺好像有一些（學生）

就會有問題。

推論、預測或假設 KCS

51 許
像我看到的是剛剛老師講的沛涵（化名），她就

只有畫出來比較量的圖。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KCS

52 江 比較量。 同意或表達支持 CCK

53 許 對，她就沒有畫基準量。 添加 KCS

54 江 對啊，我沒有特別強調你要把基準量畫出來，對。 添加 KCT

55 許
像她就是所有題目大概只畫比較量，對，然後變

成她在後面在答這個的時候。
推論、預測或假設 KCS

56 江 她就卡住了，對。 添加 KCS

57 許 對，她就卡住了，第二題就卡住了。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KCS

58 許

第二題它就是小蝶的體重是妹妹的幾倍嘛，就是

她算出來是 1.2，我不知為什麼她算出來是 1.2，
就是 36÷18就等於 2，然後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又
2×0.6等於 1.2倍，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自己去這
樣計算。

添加 KCS

59 許

後來老師有去統整說誰要除以誰等於幾倍嘛，這

個部分她比較好一點，可是像後面這兩題她也是

空白著，這個是只看到的一部分。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KCS

60 江 好。 同意 N

註：摘錄自「2020601議課」資料。

江師請學生具體操作積木來解決基準量與比較量的問題，然後進到使用圖形

表徵解題。許師觀察到大多數學生有能力操作具體物解決問題，然而有些學生在使

用比較抽象的圖形表徵解題時似乎發生困難。她舉學生沛涵的解題行為為例，指出

該生雖能使用具體物操作基準量與比較量，但進到線段圖只有畫出比較量。在江師

重述她的話表達同意後，許師補充該生無法畫出基準量，而江師僅回應他不特別要

求學生須根據問題條件畫出基準量。許師指出雖然沛涵在解題時能畫出比較量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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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圖，然由於缺乏基準量的線段圖做參照，導致她在後面的解題發生困難，並提出

她對於沛涵解題行為的描述作為佐證。簡言之，教師在探索式對話運用 KCS研討

數學學習（順序 50、51、55、57、59），針對觀察到之學習現象提出假設，並提

出證據作為論據，此為 LS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的重要機制（Lee & Tan, 2020）。累

積式緊接出現在後（順序 52-54、56、58、60），以不同的MKT添加細節或表達

支持。

從以上的對話可以看出，社群教師在課堂省思階段歷經詮釋性學習（Vrikki et 

al., 2017）。成員基於觀察所得或蒐集到之學習證據，運用 KCS評估與詮釋學生的

數學學習，進而給予授課教師教學回饋，並適時補充細節和授課教師商議教學行為

的合理性。簡言之，教師在課堂省思階段的對話常圍繞著學生的數學學習而展開，

社群教師傾向以證據為本提供同儕教學改進的建言。

伍、研究討論

一、 分析架構具備信、效度，適合探究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之專業
發展特徵

本研究發展分析架構探究數學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的歷程，可有效識別其

專業學習特徵。許多研究顯示對話分析不失為探究教師專業發展之有力工具（陳佩

英，2017；Chen et al., 2012; Dudley, 2013; Dudley & Vrikki, 2020; Lee & Tan, 2020; 

Warwick et al., 2016）。本研究綜整教師專業發展相關文獻建立對話類型表，並整

合廣被數學教育界使用之MKT架構，從多種向度探討教師參與 LS之專業發展特

徵。分析架構經諮詢專家學者與修正，最後通過內容效度之檢視。相較於 Dudley

（2013）以 PCK理論分析教師對話有區辨性不足的問題以及Warwick等人（2016）

未能根據理論有系統探討教師對話，研究者使用MKT理論可有效識別數學教師參

與課堂教學研究所發展之專業知識。此外，本研究在考驗分析架構的信度時，不同

於以往內容分析常使用之計算編碼者同意值或是求出 Cohen’s kappa值。由於兩者

在方法學上有其缺陷和限制，我們改採求出Krippendorff alpha值嚴謹檢視其信度。

信度考驗顯示整體分析架構與MKT具有良好的信度，而對話類型具備可接受的信

度。由於信度是良好效度的先備條件（郭生玉，2004），前述嚴謹的信度考驗對於

分析架構的效度，提供不同向度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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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據 Hennessy等人（2016）在英國與墨西哥的跨國研究發現，

對話類型的信度係數可能隨著研究執行場域的不同而有所變動。他們發展之「教育

對話分析基模」（Scheme for Educational Dialogue Analysis），在分析英國教師對

話時，子架構的Cohn’s kappa係數介於0.54到0.87之間；而分析墨西哥教師對話時，

子架構的 Cohn’s kappa係數則是介於 0.76到 0.84之間。因此，若使用本研究的分

析架構探討不同文化或課室情境下的課堂教學研究，可能得重新考驗其信度。

二、 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研究大多採「探索式對話」與「學科教學知識」
之類型，不同階段各有不同的專業發展特徵

對話分析結果顯示教師在課堂準備與省思階段，絕大多數採用探索式對話與

累積式對話，並運用學科教學知識；而爭論式與非連結式對話出現比例極低，對於

教師專業發展幾無貢獻。其中，探索式與累積式對話的發生比例以及MKT類型相

當不同。探索式對話出現比例約為累積式對話的 1.5倍，在課堂準備與省思階段主

要為 KCT與 KCS，而累積式對話在這兩個階段主要為 CCK與 KCT。換言之，探

索式對話無論在量與質方面，相較於累積式對話，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有著顯著貢

獻，為其專業學習提供沃土。此一結果呼應 Dudley與 Vrikki（2020）的論點，並

和 Dudley（2013）以及 Lee與 Tan（2020）研究發現一致。

其次，教師對話出現高比例的學科教學知識與較少的學科知識，這與 Dudley

（2013）和劉世雄（2017）的發現相似。相較於一般性對話，教師在探索式對話運

用高比例的 KCT與 KCS，多少呼應 Lee與 Tan（2020）的論點：LS的優勢在於促

進教師同時關注課堂中學生的學習進展以及自身教學能力的改進。細究 KCT與

KCS的比例，可發現相較於學生學習，教師比較重視如何教好一堂課以及提供同

儕改進教學方法的回饋，這一點與劉世雄（2017）針對全臺國中教師的大規模問卷

調查研究大致相符。他的研究發現完整參與公開授課之教師比較在乎教學策略的應

用，而較少關注學生學習能力。不過，教師在這兩個階段較少主動挑戰同儕的教學

想法和實務，似乎反映了華人文化對於群體運作和諧的考量（Lee & Tan, 2020）。

雖然探索式對話與學科教學知識為本次 LS的特徵，然而不同階段的分析結果

顯示，課堂省思階段出現更高比例的探索式對話。相較於課堂準備階段，參與教師

在課堂省思階段研討課室觀察到的現象時，運用更高比例的 KCT與 KCS，呼應劉

世雄（2020）倡議教師議課對於公開授課的重要性。再者，教師更能根據蒐集到的

學習證據，對於學習現象背後的可能成因提出假設或是推論，而 Dudle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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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類對話對於教師專業學習幫助最大。雖然就整體而言，教師關注教學多、關

注學習少；然而，此一現象在課堂省思階段則是出現反轉，教師進行探索式對話時，

更能以學生為中心進行對話，這一點和劉世雄（2017）的發現有所出入。因此，就

本單元的LS而言，教師雖然使用較少的時間進行課堂省思，不過就質的方面而言，

課堂省思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不亞於課堂準備，此乃顯示教師在課堂省思階

段跨越描述性學習上升到詮釋性學習。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學習的提昇不必然會自

動發生，劉世雄（2021）的研究發現個案教師雖然在備課時能描述低成就學生的學

習表現，然未能在議課時進行適當的詮釋與提出後續的教學策略。往後若能從更多

研究識別哪些因素促進或是阻礙教師學習的提昇，相信將有助於吾人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機制之深入理解。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建構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對話分析架構，為「教師對話類型」與「MKT」

組成之雙向細目表（參見附錄 2），用以識別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的專業發展特

徵。教師對話類型由「累積式」、「爭論式」、「探索式」、「非連結式」所組成，

而MKT由「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所組成。研究者藉由綜整相關理論與

諮詢專家學者的回饋意見，驗證分析架構的內容效度。再者，藉由求得 Krippendorff 

alpha值考驗其信度，結果顯示該架構具備不錯的信度。此一分析架構採用二維列

聯表，運用描述性統計可識別教師參與數學課堂教學研究的對話類型與知識發展。

分析結果顯示教師最常使用探索式對話與學科教學知識進行課堂教學研究。教師在

課堂準備與省思階段經歷不同的專業成長經驗，雖然教師花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共

備教學，不過課堂省思階段帶給教師在專業成長的助益不亞於課堂準備。

分析架構除了可探究教師參與課堂教學研究的專業發展特徵之外，也可用以

檢視教師進行公開授課的品質。總綱（教育部，2014）在「實施要點」要求校長及

教師每學年至少進行一次公開授課。如前言所述，公開授課在教師共備與議課之運

作和課堂教學研究有相似之處。是以，學校課程領導者、教師社群帶領者或是教師

本身可使用此一分析架構檢視教師共備與議課進行之優缺點，據以提昇公開授課的

品質，相信有助於總綱理念在教學現場的深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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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本研究發展分析架構探討教師進行一個數學單元的課堂教學研究，雖然可識

別其專業成長特徵，然屬於橫斷性研究。由於教師專業成長需要相當的時間才能看

到具體的成效（Cohen & Hill, 1998），建議往後可進行縱貫性研究，進一步探究教

師長時期從事課堂教學研究的成長經驗與轉變。

此外，由於教師專業發展必涉及領域相關的專業知識，本研究結合教師對話

類型與MKT形成二維分析架構的做法可以提供其他領域參考。其他領域的研究者

可以根據所屬領域的學科／學科教學知識，以及參考或修改本研究的教師對話類型

建立分析架構，相信有助於課堂教學研究對不同領域／學科教師專業發展的認識，

以及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師專業發展議題提供更多的洞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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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教師對話編碼示例

情境說明： 在王師進行課堂教學之後，何師、王師、許師三位教師在課
後根據觀察發現進行討論。

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編碼理由

1 何

反正你這節課的重點就是不斷地要去問

他（學生），誰是基準（量），誰是比

較（量）。

建議 KCT
建議王師該堂課的

教學改進策略。

2 王
每一題都要問，誰是基準（量），誰是

比較（量）。
發展觀點 KCT

根據何師的建議，

王師進而發展觀點

提出每一道題目都

要探詢學生基準量

與比較量。

3 許 對啊！ 同意 N
僅表示同意，未出

現MKT。

4 王

這個一直很重要，因為到後面他如果不

知道這個的話，他不會知道 3倍是多
少、4倍是多少。

推論、預測

或假設
KCS

認為若不釐清這兩

者，對於學生往後

的學習可能造成負

面的影響。

5 許

因為他如果可能有這樣問的時候，他那

個時候在分數倍的時候，他就比較能、

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是三分之一倍。

推論、預測

或假設
KCS

從正面提出釐清基

準量與比較量對學

生學習的助益。

6 王 是。 同意 N
僅表示同意，未出

現MKT。

7 許

對，然後可能就是，那就會變成說在講

那個分數倍的時候，老師講解完之後是

不是再給學生一點時間去整理一下剛剛

講的那個部分。

建議 KCT
針對進到分數倍提

出教學建議。

8 許

就是在講這一題的時候，就是變成老師

黑板上講完了就直接跳下一題，我覺得

是不是給學生一些反思的時間，讓他再

去整理一下他這個算式的部分。

建議 KCT

針對王師課堂教學

行為，建議應給學

生充分的反思與整

理算式時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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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順序
教師 對話內容

類型

編碼

MKT
編碼

編碼理由

9 許

那這樣的話，因為我是想說他跳下一題

的時候他如果卡住了，他才可以再去全

面再去思考那些。

推論、預測

或假設
KCS

指出給予學生時間

的話，他在面對難

題時，有助於其數

學思考。

10 江

到後面那個兩量之和，他如果不知道那

個 1倍，他就會不知道 1.5倍是要再加
上 1.5倍

推論、預測

或假設
KCS

提出若不清楚何者

為基準量，對於往

後學習的阻礙。

11 王

然後這個部分可能就是像何師講的，你

要去強調那個每一個基準量，我們抓那

誰是誰的幾倍，學生就比較不會有那個

問題，就是可能就是我們每個人在教這

個部分的時候都要去注意一下。

綜整或決議 KCT
整合前面大家的看

法，教學時要強調

基準量的概念。

資料來源： 修改自 “Teacher Learning in Lesson Study: What Interaction-Level Discourse Analysis Revealed About 
How Teachers Utilised Imagination, Tacit Knowledge of Teaching and Fresh Evidence of Pupils 
Learning, to Develop Practice Knowledge and so Enhance Their Pupils’ Learning,” by P. Dudley, 2013,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34, p. 114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13.04.006). Copyright 2013 
by Elsevier.

教師對話編碼示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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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數學課堂教學研究對話分析架構

教學所需的數學知識　

（MKT）　

對話類型

學科知識 學科教學知識

一般學科

知識

（CCK）

專門學科

知識

（SCK）

眼界數學

知識

（HCK）

內容與

學生知識

（KCS）

內容與

教學知識

（KCT）

內容與

課程知識

（KCC）

累積式

同意或表達支持

換句話說

添加

表示驚訝或愉悅

爭論式

質疑或否定

代換看法

阻擋

開玩笑

探索式

教學試演

推論、預測或假設

提出以證據為本的觀點

釐清

建議

挑戰教學想法或實務

辯護想法

發展觀點

綜整或決議

反思

非連結式

提出新話題

維持或掌控談話進程

岔開話題

註：本表建立者為鄭章華、林佳慧、蔡曉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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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授課一定會降低大學課程的教學評量嗎？ 
一個縱貫性個案研究

鍾智林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副教授
羅美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英語授課被視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手段，但文獻提及大學課程若以英

語授課，恐不利於該課程的期末教學評量。亦即，同一課程以中文授課的教學評量

優於英語授課，此種認知可能導致教師對英語授課裹足不前。本研究繼而蒐集、分

析某位個案教師3門課程、8年來共22班的質性與量化評量資料，以檢驗上述認知。

研究發現，同一課程以中文授課、中文輔助之英語授課、全英語授課等模式各有優

點，學生沒有絕對偏好；其次，22班教學評量有 21班高於系平均值，顯示英語授

課教師若善選課程並充分準備，教學評量不一定低於以中文授課的課程；再則，持

續的研習增能與教學經驗累積，有助提升英語授課整體教學評量，且降低各構面得

分差異，而維持在穩定的高點。質性反饋意見顯示，學生最初認為英語授課較難，

但學期末往往會有自我挑戰成功的喜悅，並肯定教師為英語授課的付出。

關鍵詞：英語授課、教學評量、個案研究

【通訊作者】羅美蘭　電子郵件：t2200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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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University EMI Courses Inevitably Lead to Worse 
Teaching Evaluations?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Chih-Lin Ch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Tamk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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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英語授課（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為高等教育（以下簡稱高教）國

際化指標之一，各校招募師資多會考量英語授課能力，並透過高教深耕等計畫獲得

EMI開課獎勵及教學研習經費補助。EMI係透過英語傳遞專業知識，實施前提為

師生均有對應的教學與學習能力，並搭配行政配套措施，方能得到正面效果。既有

研究常以生師訪談、問卷、課室觀察等方式，探討 EMI教、學、行政等面向的課

題與對策，已有豐碩成果（Chang, 2010; Chen, 2017; Huang, 2009, 2012; Tsou, 2017; 

Yeh, 2013），故本文置重點於 EMI研究甚少著墨的教學評量，亦即各大學每學期

末針對全校課程進行的課程意見調查，有時又稱為課程評鑑、教學意見調查，讓教

師了解學生對各課程不同構面暨整體評價。此類評量結果具有高度私密性，僅供授

課教師個人參考，至多為教學發展中心、校務研究單位視需要而做的內部分析，未

對外公開。即便有不同教師願提供評量資料，仍會涉及教師、學生、校系、課程屬

性等多項教學評量影響變數，故本文以某位教師連續 8年、3門 EMI課程的完整

教學與評量資料，在變數盡可能被控制的基礎上，提出量化與質性證據，探討英語

授課是否導致教學評量偏低，可與既有 EMI研究互補。

貳、文獻探討

本節首先檢視大學 EMI開課情況，一窺臺灣高教 EMI實施概貌，提供宏觀的

發展現況，其次回顧英語授課以及教師經驗影響教學評量之文獻，彙整出一般對

EMI的認知。

一、EMI實施現況

為檢視高教 EMI課程實施現況，表 1彙整「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與「專技

校院課程資源網」109學年度上學期 158所校院課程數據，5,053個系所共開設了

264,004門課程，合計 9,834,050修課人次，其中 EMI課程占總數的 5%、修課人次

占 4%，以綜合型校院的 EMI推動較為普及，EMI課程比例或修課人數比例均約為

技職型校院的 3倍。從學制來看，綜合型或技職型校院皆以博碩班的 EMI比例較

高，為 9%∼ 12%；綜合型大學部EMI占比為 5%∼ 6%，技職型大學部EMI為 2%，

顯示各校 EMI課程偏好開設於研究所。此外，綜合型校院大學部 EMI平均規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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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人 /班、全體課程為 42人 /班；技職型校院博碩班 EMI平均規模為 25人 /班、

全體課程為 33人 /班，顯示 EMI修課學生略少。正面來看，小班較能營造互動式

學習，有助改善 EMI課堂冷漠氛圍並提升教學品質（莊坤良，2019），但亦隱含

學生修課意願不如中文課程踴躍。技職型校院 EMI班級規模高於綜合型校院，可

能原因為 EMI開班數較少、某些校院開設以邦交國或新南向國家外籍生為主的

EMI學程有關（駐越南臺灣教育資料中心，無日期）。 

表 1
大學校院全英語教學課程統計（109學年度上學期）

類別 學制與課程類別 課程數 修課人次 班級人均數

綜合型

76校院
3,461系所

博、碩班

EMI課程 (a) 3,886 50,794 13

所有課程 (b) 36,352 470,333 13

EMI占比 (a/b) 11% 11% ‒

大學部 
（及其他學制）

EMI課程 (c) 5,992 222,120 37

所有課程 (d) 108,211 4,590,235 42

EMI占比 (c/d) 6% 5% ‒

小計

EMI課程 (a + c) 9,878 272,914 28

所有課程 (b + d) 144,563 5,060,568 35

EMI占比 (a + c)/(b + d) 7% 5% ‒

技職型

82校院
1,592系所

博、碩班

EMI課程 (e) 962 24,102 25

所有課程 (f) 8,129 267,896 33

EMI占比 (e/f) 12% 9% ‒

大學部 
﹙及其他學制﹚

EMI課程 (g) 1,714 70,652 41

所有課程 (h) 111,312 4,505,586 40

EMI占比 (g/h) 2% 2% ‒

小計

EMI課程 (e + g) 2,676 94,754 35

所有課程 (f + h) 119,441 4,773,482 40

EMI占比 (e + g)/(f + h) 2% 2%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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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制與課程類別 課程數 修課人次 班級人均數

合計

158校院
5,053系所

博、碩班

EMI課程 (a + e) 4,848 74,896 15

所有課程 (b + f) 44,481 738,229 17

EMI占比 (a + e)/(b + f) 11% 10% ‒

大學部 
（及其他學制）

EMI課程 (c + g) 7,706 292,772 38

所有課程 (d + h) 219,523 9,095,821 41

EMI占比 (c + g)/(d + h) 4% 3% ‒

EMI課程 (a + c + e + g) 12,554 367,668 29

所有課程 (b + d + f + h) 264,004 9,834,050 37

EMI占比 (a + c + e + g)/(b + d + f + h) 5% 4%  ‒

資料來源： 數據彙整自《大學校院‧課程資源網》，教育部，無日期（http://ucourse-tvc.yuntech.edu.tw）。
公有領域。《技專校院‧課程資源網》，教育部，無日期（http://course-tvc.yuntech.edu.tw）。
公有領域。

EMI課程開在研究所或大學部，互有優、缺點（謝尚賢等人，2007；鍾智林、

羅美蘭，2017）。支持大學部 EMI的論點諸如：（一）銜接高中時期的高強度英

語學習、（二）可配搭大一及大二必／選修英語、（三）人往高處爬、不進則退的

效應，造成同一學校大學生英語程度優於研究生、（四）大學部課程專業性不及研

究所，降低 EMI減損專業知識的疑慮、（五）盡早在大學部接觸 EMI課程，有助

學／職涯規劃。支持研究所EMI的論點諸如：（一）研究生的學習動機較強、（二）

小班教學、（三）基礎專業知識應在大學部以中文授課奠定，再於研究所實施

EMI。因此，各校及第一線教師應評估主、客觀條件，據以決定合適的 EMI課程

與開設學制。

二、語言使用比例與教學評量

Dearden（2014）定義 EMI為在多數人並非以英語為第一語言之國家與地區，

使用英語來教授學科，未刻意強調全英語授課（entire EMI, EEMI），亦即允許母

語輔助之部分英語授課（partial EMI, PEMI）。然而，臺灣高教體系由上而下

（top-down）的政策導引，以追求 EEMI為目標，前述「推動雙語國家計畫」初期

表 1
大學校院全英語教學課程統計（109學年度上學期）（續）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七卷第三期）46

即包含補助師資培育大學成立「全」英語教學研究中心、辦理在職教師「全」英語

教學增能學分班與「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課。鍾智林與羅美蘭（2017）指出早期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2011∼ 2017年）」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05∼

2017年）」，均將「全」英語課程及學程列為各校能否獲得補助的評估指標，故

各校獎勵辦法適用對象以 EEMI課程為主，規定所有教學活動採用全英語方式進

行，涵蓋教學計畫表、授課內容、教材、研討、報告（作業）、考試評量（含教師

命題與學生答題）、上課期間之交流。Yeh（2013）訪談 22位具有EMI經驗的教師，

提及獎勵措施是教師開課的因素之一；換言之，教育部透過補助政策導引學校，學

校再以獎勵辦法推動「全」英語授課，表達對於 EMI教師額外教學負擔的肯定，

常規作法大抵排除語言類、專題討論及 EMI系／所／學程課程，由教師自行評估

適宜的課程採用英語授課，提供獎勵金、授課鐘點費加乘、授課鐘點減授、教學相

關業務費補助等，亦有部分學校鼓勵院／系／所規劃具有關聯性的 EMI模組課程

（周宛青，2018）。僅有極少數學校明文允許獎勵 PEMI，語言使用比例係依據教

學評量調查的學生認定，例如臺北大學課程使用英語比例為 60%∼ 80%者，授課

時數以 1.2倍計算，80%∼ 95%者，以 1.5倍計算，逾 95%者，以 1.8倍計算（最

新修訂日期為 107.11.14）；清華大學獎勵門檻為英語使用比例達 60%（最新修訂

日期為 106.12.28）；中山大學獎勵門檻為英語使用比例達 80%（最新修訂日期為

108.12.25）。

各校教學獎勵辦法牽動 EMI教師使用母語的彈性，許多研究支持教師於課堂

中交互使用母語及英語（code switch/trans-languaging），可提升學生對專業知識的

理解程度，包括國內學者（例如，Chang, 2019; Chen, 2017; Huang, 2012; Tsou, 

2017; Yeh, 2013）及國外學者（例如，Ariffin & Husin, 2011; Cook, 2001; Flowerdew 

et al., 2000）都提及 EMI情境下，母語輔助有其重要性，這些透過第一線教學現場

個案得到由下而上（bottom-up）的 PEMI教學建議，與現行 EEMI政策有所分歧。

盲目追求 EEMI，可能導致教師無法完全傳達課程精髓，缺乏重點知識的舉例論述

或延伸討論，師生都不能暢所欲言，連帶減少了課程應有的內容，最後導致英文和

專業都落空，並造成原本英文程度好的學生受益，程度稍低的學生相對受害（莊坤

良，2019）。

然而，PEMI亦非完美，例如謝尚賢等人（2007）認為 PEMI可能導致學生被

動等待教師以母語解說，不願主動了解英文內容；Chen（2017）訪談南臺灣某校

環境工程系師生，發現即便教師已使用 PEMI，還是有學生希望能有更多中文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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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不易界定最適的英語使用比例，且另有學生建議 EMI課程宜循序增加英語比

例，但教師考量中後段的學科內容較難，反而逐漸降低英語使用比例；Prodromou

（n.d.）調查 300位希臘學生，英語優者偏好英語課堂母語少一點，反之則偏好母

語多一點。引伸來看，在學生英語程度混雜的 EMI課程，難有「黃金比例」可同

時滿足全班需求，惟概括而言，立基於教師的教學實務及 EMI研究學者的專業見

解，多數仍建議採用 PEMI，並給予授課教師彈性，不宜限定 EEMI。

若不刻意區分 EEMI與 PEMI，2018年時任臺灣大學副教務長張耀文指出，該

校 EMI課程面臨學生吸收不佳，教師上課成就感低，連帶影響教學評量，建議英

語授課與中文授課（Chinese-medium instruction, CMI）課程應分開評量（吳柏軒，

2018）。淡江大學（2019）分析該校 107學年度下學期 162班 EMI及 2,303班 CMI，

發現 EMI班的教學評量平均為 5.57分，略低於 CMI班的 5.61分（總分為 6），之

前各學期亦有相仿結果。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兩所公、私立指標學校都出現類似情

況，指向 CMI課程的教學評量分數會優於 EMI。

三、教師經驗與教學評量

教師經驗大抵可視為教師投身 EMI的年資，包含「教學經驗」及「研習經驗」

兩類。先以教學經驗來看，多數 EMI文獻屬於課程或教師於單一時點（學期／年）

的個案分析，不易了解經驗累積之差異，容或有研究對象包含不同年資的 EMI教

師，但因為領域、校別之比較基礎不一，無法探討教學經驗與學習評量的關係，僅

有鍾智林與羅美蘭（2017）以某教師多年期的雙班課程教學評量為標的，進行

CMI班與 EEMI班的分年比較，並檢視該教師首年與第四年教學經驗下的差異，

發現 CMI班與 EEMI班之課程教學評量無顯著差異，但 4年經驗的教學評量分數

優於初次授課，惟該研究僅針對單一課程，且未考量學生特性逐年變化，也缺乏

PEMI情境，較為可惜。

至於研習經驗對於 EMI課程成效之影響，Kirkpatrick（1996）認為 EMI研習

活動對參與者會產生無形的影響，不易具體衡量。Tsui（2018）探討大專 EMI教師

研習培訓計畫對於自我效能的潛在改變，透過質性訪談與課室觀察 5所大學 11位

教師，發現培訓後的教師們展現較高的自信心，以同理心了解學生端的需求與困

難，且因保持自省而能持續成長並蛻變。Tsui（2017）也曾調查臺灣地區 5項 EMI

教師研習計畫成效，包含數周密集式海外研習及雙年期國內研習，多數參與的教師

肯定計畫價值，並獲得相關教學技巧；部分成員受邀分享研習後的教學改變，且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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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擔任 EMI種子教師；然而，Tsui亦指出 EMI研習計畫多由語言教師授課，較無

法貼近不同學科領域教師的 EMI專業課程內容，且英語能力精進並非一蹴可幾，

短期密集式研習能否有速效，仍待確認，故建議 EMI教師持續強化語言及教學技

巧。Lu（2020）探討 5位不同領域的大學教師，組成專業成長社群共備 EMI課程，

經由課室觀察與深度訪談發現，這些老師因參與社群而對 EMI產生更正向的態度。

Farrell（2020）則建議 EMI教師的專業成長應透過反思實踐方式，檢視自身對課程

的相關作為以及學生的學習歷程。除前述教師面向的研習與專業成長文獻，白滌清

（2018）從學生角度進行量化分析，發現學生對於淡江大學教師赴海外參與兩周

EMI研習之前、後所開設的 EMI課程，給予的教學評量分數並無顯著差異，可回

應 Tsui（2017）對於短期密集式研習速效的保留態度。

若不限於高教 EMI教學，朱嘉琪（2012）訪談國小國語科新手教師及經驗教

師各一位之深度質性分析指出，新手教師則多以教科書為依歸，引導學生理解與記

憶課文內容；經驗教師能有系統地安排教科書內容，由簡到繁依序呈現，讓學生加

以應用與分析，且當教科書內容有疑慮時，能以宏觀角度重新整合課文內容，並依

據學生的學習情形進行調整。林易萱（2016）調查中學新手教師與經驗教師共 302

名的量化分析顯示，兩類教師的信念並無顯著差異，而經驗教師於專業承諾的「研

究進修」較新手教師積極，且於班級經營效能的「班級環境規劃」、「班級常規表

現」、「導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效果」表現較新手教師佳。

綜合來看，不論是否針對 EMI教師，相關研究偏向認定教師經由教學及研習

經驗累積，有助於教學自信與技巧、班級經營、課程成效，惟若僅針對一次性密集

式研習前、後之教學改變，恐不易察覺明顯的量化成效提升。

四、文獻回顧小結

EMI在過往十餘年發展基礎下，各大學目前 EMI課程與修課人數約為總量的

4%∼ 5%。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8年核定「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

其中教育部規劃的大學端目標即是推動 EMI，該部於 2021年 9月評選出雙語重點

培育大學與學院，挹注資源讓獲選校院在 2024年達成至少 20%的大二生與碩一生，

於當年所修學分有 20%以上為 EMI課程。回歸教學面，國內（Chang, 2019；Chen, 

2017; Huang, 2012; Tsou, 2017; Yeh, 2013）及國外（Ariffin & Husin, 2011; Cook, 2001; 

Flowerdew et al., 2000）研究大多認為 PEMI的母語輔助比 EEMI更有利於學生理解

專業知識；有限的國內案例指出 EMI教學評量平均低於 CMI（吳柏軒，2018；淡



49鍾智林　羅美蘭 英語授課一定會降低大學課程的教學評量嗎？一個縱貫性個案研究

江大學，2019），且教師經驗有助於 EMI的教與學（鍾智林、羅美蘭，2017；Tsui, 

2017）。換言之，課堂中使用英語的比例與教師經驗可能是影響期末教學評量的重

要因素，但尚未有完整的研究進行較長期的追蹤與探討。

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背景描述與設計

本研究以某位大學教師的 3門 EMI課程為個案，其所屬學校曾規劃各系每學

年開設至少 2門 EMI科目，教師可視需求採用 EEMI或 PEMI。該校自 101學年度

下學期實施 EMI教師的教學鐘點獎勵，並補助國外教學研習，但受獎課程的所有

教學活動禁用中文，違規者追回相關獎勵，迄今持續執行 EEMI「全英語」教學獎

勵與查核。個案課程授課教師為工程博、碩士及管理學士，旅居美國七年，101學

年度初任教職，服務於 CMI學系，迄今陸續完成澳洲昆士蘭大學、紐西蘭懷卡特

大學、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等校辦理的密集式英語教學研習，且持續參與校內外

EMI教師成長社群及研習活動，並連續以 EMI課程為精進標的，獲得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該系大學部有 4門學科專業課程採用 EMI，其中 3門由個案教師

開設，以 S1、S2、S3表示，採用實體教學搭配數位教材（PowerPoint, ppt、參考文

獻與資料）、學習評量以筆試與作業／專題為主。S1始於 101學年度，為 2班制

大二必修課，最初配合學系規劃，2班均是 PEMI，102學年度起因應學生需求及

學校政策，改採 1班 EEMI、1班 CMI之模式，學生自主選班，可視為專業知識必

修但授課語言選修的核心課程，為工程與營運類科目；S2自 101學年度開課，為

大二選修課，首年為 CMI，而後改為 EEMI，屬於民生與管理類科目；S3自 103學

年度開課，為大三選修課，歷年均採用 EEMI，為科技與營運類科目，如表 2所示。

不論 S1、S2、S3，修課學生來自同系的比例超過 70%，該系學測入學門檻約為 45

級分、英文 9級分，於大一完成 4學分普通英語必修課後，大二接續完成 4學分的

商管英語必修課。本個案所指的 CMI課程，是指課堂均採用中文解說學科知識，

容或每堂課有少數專有名詞以英文陳述；PEMI則是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對應

每堂課約有 10分鐘中文講解；EEMI為全英語授課，教師每節課幾乎或完全未使

用中文，學生被鼓勵使用英文、不禁止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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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案教師各年度開設的個案課程與基本資料

EMI科目
類別

開課學年度
教學與評量方式 備註

101 102 103∼ 108 

S1

工程／營運

必修三學分

2班 PEMI
1班 EEMI
1班 CMI

1班 EEMI
1班 CMI

實體教學、數位教材、

筆試與作業

同教師雙班授課，相同

進度，每年 EEMI班約
35人、CMI班約110人，
本系國籍生為主。

S2

民生／管理

選修二學分

1班 CMI 1班 EEMI 1班 EEMI
實體教學、數位教材、

一次業師演講或校外參

訪、專題與作業

每年約 80∼ 90人修課，
外系生與外籍生約占

1/4。

S3

科技／營運

選修三學分

‒ ‒ 1班 EEMI
實體教學、數位教材、

一次校外參訪、專題與

作業

每年約 15人修課，本系
國籍生為主。

教學評量影響因素包含學科內容、評量方式、教師、學生等等，然而社會科

學教育類研究不同於自然科學實驗，無法全然精準控制影響因素；即便如此，本研

究以相同教師的 3門個案課程進行縱貫性比較，歷年教學計畫表、學習評量方式、

班級規模、學生組成大致穩定，亦即「學科內容」、「評量方式」、「教師」、「班

級組成」等因素已獲得相對良好的控制，授課語言與教師經驗遂成為可能影響教學

評量的關鍵。S1的 EEMI與 CMI班級規模歷年約維持 1:3，透露出多數學生趨易避

難的選課決策。校系主管期盼核心必修課使用 EMI，但又恐必修課造成學生被迫

修習 EMI，採取雙班自主選課的方式，恰為兩全之計。至於「班級規模」是否造

成 S1兩班的教學成效不同，進而影響教學評量，已有研究比較相同教師開設一科

兩班時，EMI小班及 CMI大班的學習態樣（投入）幾乎一樣，期末考成績與作業

表現（產出）也無顯著不同（謝尚賢等人，2007；鍾智林、潘嘉宜，2019；鍾智林、

羅美蘭，2017；Chung, 2017），亦即班級規模沒有明顯影響教學成效，故後續分

析未特別考量此因素。

綜言之，過往 EMI研究對象多為跨校（Huang, 2014; Yeh, 2013）、同校跨院

系（Chang, 2010; Wu, 2006）或同系（Chen, 2017; Tsou, 2017）若干教師與課程於

特定學期之橫斷面研究，本研究則聚焦單一教師 8年期間多門課程的縱貫性分析，

除與既有文獻互補，並且可排除校際、院際、系際、教師間的異質性，避免不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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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下之比較。此外，3門個案課程各具代表性，對應同系內的多元專業知識、開課

年級、班級規模、學生組成，且包含 CMI、PEMI、EEMI等授課類型，總計 22班

EMI，搭配 8班 CMI對照，30班修課人數共 1,704位，其中 1,312位完成教學評量

問卷填答，整體填答率為 77%，可提供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礎資料。

二、教學評量項目與分析法

個案的校級教學評量由學生於期末上網不記名填答，學校分析後提供給授課

教師，包含11題量化問項及1題質性問項，量化問項由極不滿意1分至極滿意6分，

對應學習效果 E（effectiveness）、專業態度A（attitude）、教學方法M（method）、

教學內容 C（content）、性別平等 G（gender）等構面，構面 G未納入總分。EMI

乍看僅與構面 E相關，惟教師英語流暢度會形塑學生對教師的專業評價，而教師

的教學方法與課程內容往往也會因應學生英語程度調整，故構面 E、A、M、C皆

受 EMI影響，最終呈現出學生對課程的整體感受，因而將 4個構面都納入。為避

免極端值，學校排除各題排序前、後 5%的分數，調整成為正式評量結果，本研究

參照校方統一作法，採用調整後的平均值，並且對比所屬學系的平均分數。

由於牽涉不同學年度之比較，或因不同屆別的風氣特質（class dynamics）而

產生變異。舉例來說，某科於 x與 y學年度的教學評量同為 5.6分，但系平均分別

為 5.4與 5.3分，亦即 y學年度的學生普遍給分偏低，該科 y學年度之評量實優於

x學年度，故以各學年度的全系評量平均分數為基礎，將個案課程的分數進行標準

化處理（normalization），如式 (1)至式 (5)，其中的下標N、S、D分別代表標準化、

個案課程、學系的得分；上標’代表去除前、後 5%極端值之調整後分數。標準化

分數大於 100表示個案課程的教學評量高於全系平均值，而該學系歷年評量平均值

約為 5.36分，評量問卷滿分為 6，故標準化後滿分約為 6*100/5.36，即 112分。各

項分數後續以折線圖呈現，提升易讀性。

學習效果 E之標準化分數 E'
N = 

E'
S

E'
D

×100 (1)

專業態度 A之標準化分數 A'
N = 

A'
S

A'
D

×100 (2)

教學方法M之標準化分數 M'
N = 

M'
S

M'
D

×1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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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C之標準化分數 C'
N = 

C'
S

C'
D

×100 (4)

總平均 T之標準化分數 T'
N = 

T'
S

T'
D

×100 (5)

肆、研究結果

一、EMI課程特性之影響

由表 2可知，3門課程的屬性不同，故先檢視 S1、S2、S3的教學評量有無差異。

若以歷年 EMI班的教學評量中位數來看，個案課程各面向的分數均高於全系水準，

S1與 S3得分大致雷同，S2的平均表現優於 S1與 S3，如圖 1所示。

圖 1
歷年個案課程各構面平均得分之中位數

註：系平均水準為 100分，圖 2、圖 4、圖 5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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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 S2何以不同於 S1及 S3，由表 2可知 S2為民生與管理類課程，每

年約 80∼ 90人修課，而 S1及 S3分別約為 35及 15人，為工程與科技類課程。S2

受歡迎原因並非營養學分，反而為達到「做中學」的效果，有許多作業。S2課程

屬性貼近生活，內容與職場連結、搭配時事及重要節慶活動，且全班約有 1/4的外

系生與外籍生修課，讓課堂氛圍較為多元、活潑與國際化，獲得學生喜愛，此可由

S2教學評量意見得知：

作業稍微多，可能減少一次會剛剛好。雖然英文作業會花我較多時間，但是

做完也確實能學到東西。（S2-107-EEMI）

I was really glad to meet the professor. His teaching style was totally awesome. I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and it motivate me a lot to come to class every 

week. As I am seeking for tourism job in the future, this course helped me to 

develop and deepen my knowledge.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course as well as the 

professor.（S2-107-EEMI）

謝謝老師的用心備課，全英語授課我覺得程度是剛剛好的，上課內容也結合

時事，最重要的是讓我對旅遊產業更有興趣。（S2-107-EEMI）

老師很用心，感恩節、聖誕節活動，跟一般課程很不一樣，有很多同學願意

主動上台報告自己的作業，少數能見到這樣的積極踴躍，其中還有不少是外

語學院的同學，很佩服他們的外語能力。（S2-106-EEMI）

作業雖然不少，但是給予的繳交期限都很足夠，因此不會造成負擔。透過加

分的方式鼓勵同學上台報告，是很棒的作法。課程內容多元並且善用一些網

路平台等工具，讓教學更有趣。（S2-106-EEMI）

這堂課讓我有和國際接軌的感覺。（S2-106-EEMI）

內容都很有趣很輕鬆還有很多外籍生。（S2-105-EEMI）

班上有許多外國學生，可以多聽聽外國人的看法。（S2-104-EEMI）

有很多的外籍生這真的是一件好事⋯⋯如果班上都是台灣學生，感覺國際觀

就會比較短缺⋯⋯有次有個外籍生分享她去摩洛哥的故事，講真的身在台灣

的我們要去摩洛哥該有多難啊！（S2-104-E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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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的本國生對外籍生修課有許多正面看法，可帶動標竿學習、見賢思齊的效

果，但也曾有意見指出，語言優勢的學生反而讓語言劣勢的學生相形見絀，產生壓

力而選擇沉默，例如：

老師很有親和力，但我自己本身英語口說不太好，聽力也不太好，老師的速

度是非常適中的，但上了這堂課發現很多外籍生以及英語能力很好的學生，

壓力會有點大，不太敢報告或表達。（S2-105-EEMI）

EMI課堂不乏學生因為面子問題而不願表達意見（Hellekjær, 2009; Huang, 

2009），為使英語較弱勢的學生也能參與，並避免在全班面前「丟臉」，授課教師

參考同年其他學生（如下）與文獻建議（Harmer, 2007; Prince, 2004），於後續學

年度採用小組討論的協同合作方式，分配外籍生及外語學院學生到各組，所有學生

都有小組互動機會，取代個別在大班發表的壓力，有意願者可於小組討論後分享給

全班。

I think we should have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local 

students. Thus, we can gain more opportunities t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of others, 

not just having our own assignment done and that’s all. Whatever, thank you 

professor, you’ve done a great job. Please keep going. You’ll make a difference.

（S2-105-EEMI）

S1及 S3的授課內容與生活關聯性相對略低，且修課學生的同質性高，均來自

個案學系的本國生，加以學科難度較高，EMI導致額外的學習負擔，評量分數因

而低於 S2，教學評量意見摘示如下：

專有名詞的部分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中文翻譯。不然有時候真的完全聽不懂。

（S1-108-EEMI）

比想像中的難，尤其是數學計算，但教授人很好很有耐心。（S1-108-EEMI）

功課很多考試也多，不過其實最麻煩的是全英文。全英文真的好難，但是也

是很好提煉自身英文能力的一堂課。雖然我並沒有因為這堂課英文就進步很

多，但至少我有意識到自己的不足。（S3-105-E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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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名詞特多。（S1-104-EEMI）

有時候英文很難理解。（S3-103-EEMI）

由前述結果可發現，即便由同一位教師開設 EMI，往往也會因為課程屬性、

班級組成等因素，導致不同的學生反饋意見及教學評量分數。

二、語言使用比例之影響

依據S1最初開課的 2年 4班評量分數，檢視CMI、PEMI、EEMI等班級的差別，

如圖 2所示，個案教師初任教職時，S1各項分數仍高於全系平均值，僅有 101學

年度 PEMI的 A班學習效果微低於 100分。然而，即便教師、教材、考試、作業、

上課日期、上課教學大樓等情境都獲得控制，PEMI的 A班與 B班評量分數出現極

大差異，分數幾乎形成 4班的下界與上界。從 2班 PEMI的開放式意見透露出授課

教師可能於教學初期較不穩定，或是當年 A、B班填寫問卷的學生因某種未知緣故

而有較大異質性，PEMI的 B班期末多為正面意見，而 A班出現下列建議：

老師對於投影片講解某些部分過於籠統，希望可以在公式及計算的部分更加

仔細一些。（S1-101-PEMI-A）

期中考考一些很無聊的題目，例如作者名字，我想沒必要。（S1-101-PEMI-A）

多給一點中文吧。（S1-101-PEMI-A）

請老師能多教運輸工程相關課程，中翻英找錯誤實在有點在浪費時間且與課

程無相關。（S1-101-PEMI-A）

圖 2也顯示 CMI班在教學方法構面的分數特別高，凸顯新進教師若以 EMI教

學，確實有增能的必要性，也可呼應許多學校積極辦理 EMI教師成長活動的宗旨。

整體而言，2班 PEMI差異性大且缺乏長期資料，再則 CMI與 EEMI的總平均分數

落在 2班 PEMI之間，101、102學年度共 4班分析結果無法證實 CMI、PEMI、

EEMI何者具有絕對優勢或劣勢。文獻提及不論任何語言使用比例，都難滿足全班

個別需求（Chen, 2017; Prodromou, n.d.），本研究亦獲得類似結果，教學意見回饋

曾有 EEMI班學生希望專有名詞中文解釋、PEMI班學生希望更多的中文輔助、

CMI班學生希望英文 ppt講義能有中文，但又有學生希望個案教師的大學部 CMI

課程改成 EEMI，在無法皆大歡喜的情況下，教師應優先專注在教學內容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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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班與 EEMI班教學評量之比較，以圖 3之視覺化矩陣方式呈現結果：S1

於 102學年度實施 EEMI與 CMI各一班，首年 CMI班各構面都優於 EEMI班，

104及 106學年度 CMI班也有較多構面優於 EEMI班，但 103、105、107學年度

則以 EEMI班較佳，甚至 105學年度還出現多項評量分數顯著高於 CMI班的情況。

概括來說，S1初期教學評量以 CMI班較佳，後期則以 EEMI班較佳。S2則出現

102學年度首度採用 EEMI即優於前一年的 CMI班。

以 S1與 S2歷年 8次結果來看，CMI班與 EEMI班於學習效果構面各四度勝出，

教學方法構面亦然，兩班不分軒輊；教學內容則是 EEMI班勝出次數較多，此可由

教學評量的開放式意見一窺究竟，例如 S1的 CMI班與 EEMI班採用相同的全英文

教材、試題與閱讀作業 1，部分 CMI班學生感到困難而有下列評語：

圖 2
CMI、PEMI、EEMI班級之教學評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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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MI班有英文閱讀作業，但可用中文撰寫閱讀作業之摘要與心得。考試配合教材內容以英文命題，
皆為選擇題、計算題、簡答填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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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指派的任務功課以中文為主，英文沒有到很好，寫功課都很吃力。

（S1-108-CMI）

期中考題雖然普通稍簡單，但是題目過多且都是英文，閱讀上有點吃力。

（S1-108-CMI）

我英文真的不行，老師很棒，可是英文 ppt讓我的學習動機下降，我只能以平

時作業來取分。（S1-107-CMI）

老師很用心，但 moodle上可以有寫中文備註嗎？（S1-107-CMI）

希望老師可以有中文版的 ppt。（S1-106-CMI）

英文很難。（S1-106-CMI）

中文班看全英的 ppt其實有點吃力，希望有點中文註解。（S1-105-CMI）

英文講義看不懂。（S1-105-CMI）

考卷是英文的，明明是中文班。（S1-104-CMI）

希望有中文 ppt可以參考，有時候英文的很難尋找相關資料。（S1-104-CMI）

圖 3
各學年度 CMI與 EEMI班級教學評量比較

課程 -年度 學習效果 專業態度 教學方法 教學內容 總平均

S1-102 C C C C C

S1-103 C E E E E

S1-104 C C C E C

S1-105 E E E E E

S1-106 C C C E C

S1-107 E E E E E

S1-108 E E C E

S2-101/102 E E E E E

EEMI勝出次數 /總次數 4/8 5/8 4/8 7/8 4.5/8

註： C 為 CMI班高於 EEMI班； E 為 EEMI班高於 CMI班； 為兩班分數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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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老師翻譯英文名詞時可以告訴我們中文字怎麼寫，不然還要自己查字典，

有點浪費時間，而且搞不好還會沒聽到老師講的東西。（S1-104-CMI）

我選中文班但是考試用英文出題，我讀了書看不懂題目也寫不出來答案，而

且期中考出了八頁全英文根本寫不完。（S1-103-CMI）

上述意見某種程度降低了 CMI班的教學內容構面得分，但個案教師對此亦有

堅持，認為 CMI班仍應培養閱讀英文教材的能力，尤其教材講義均於課前一周上

傳至數位教學平臺，搭配課堂的中文解說、電子字典與網路資源輔助，學生亦可課

後及早複習或詢問教師，而非僅以吃力、看不懂英文為由排拒，加以上述意見為相

對少數，CMI班大部分學生滿意既有教學，甚至也感到英文有所進步，故維持英

語的教材、作業與考試，僅上課講授採用中文。

圖 3另外呈現出 EMI班對於教師的專業態度構面比 CMI班更為肯定，此應與

學生體認到在 CMI學系中，EMI教師投入此類課程的稀有性，故而多了份敬意，

反饋意見也顯露學生在 EMI課堂中掙扎、感恩、自我突破的多種心境，例如：

常常聽到覺得好好睡，但是！我還是沒有睡！整個學期都沒有趴下過！雖然

學期末有點學習續航力疲乏開始愛偷滑手機，但還是覺得這門課很棒，老師

教得很好。（S1-108-EEMI）

上課認真，英語授課比中文班還要照顧到學生。（S1-108-EEMI）

老師上課很認真，就算全英文也很好玩。（S1-106-EEMI）

老師使用的英文沒有想像中難。英文班也有較好的環境。（S1-105-EEMI）

英文有進步，且能在所有中文授課中，來點不一樣的課程。（S2-102-EEMI）

由前述結果可發現，CMI、PEMI、EEMI個案班級的教學評量無明顯不同，中

文授課不必然優於英語授課、有母語輔助的英語授課也未必優於全英語授課。

三、EMI課程與 CMI學系之教學評量差異

個案學系每學年度約有 90班的 CMI大學部課程，另有 4班（門）EEMI課程。

個案教師歷年 22班 EMI的評量分數中，僅一次低於全系平均值，其餘 21次 EMI

班的各項分數較佳。另由前文圖 1的各課程平均得分中位數來看，EMI班大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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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系約 1.4∼ 7.5分；換言之，教師若能審慎評估開設 EMI課程並用心投入，極

可能教學評量會優於全系平均值。

由歷年反饋意見來看，個案教師的特質與專業態度獲得學生高度肯定，整體

教學品質反映於評量分數上，也呼應前段提及 EMI教學評量不僅只是被授課語言

影響，而是多元因素的綜合結果，且英文既是學習的危機，也是成長的轉機，師生

可利用正面態度與行動化危機與轉機，得到 CMI班沒有的收穫，例如：

在一開始選課前，對於全英文課有點緊張，但上了一陣子後，老師細心的教

學，讓我們對於英文逐漸熟悉，有助於我們的英文聽力，也願意讓我嘗試更

多全英文課程。（S1-108-EEMI）

我大一的時候英文程度只有學測 6級分，對英文完全擺爛，但到這學期選修

了兩堂老師的課⋯⋯一開始覺得有點吃力⋯⋯但因為老師的鼓勵，我每堂課

的作業⋯⋯筆記都盡量改成英文，雖然真的比用中文多花了五倍以上的時間，

但⋯⋯我已經不覺得英文很難⋯⋯開始看英文新聞、聽廣播、用英文字幕看

影集等等。最近幾週去考了多益拿到 715分，我不再⋯⋯排斥學英文。⋯⋯

很謝謝老師這麼用心的設計課程⋯⋯未來也會繼續努力，更加精進英文。

（S2-107-EEMI）

老師非常非常用心不管是教學還是作業，第一次在大學上到這麼有用的課，

希望下學期還能再上老師的課！（S1-107-EEMI）

我對當初給自己一個機會選修這堂課感到開心，真的聽的懂，真的不怕自己

英文差，也學到很多！（S2-106-EEMI）

謝謝老師總是這麼耐心地回答我的問題，系上許多教授個性太急，雖然是求

好心切，但帶給我的壓力有點大，使我上課有壓力。（S1-105-EEMI）

雖然一開始真的跟不太上老師的進度，但是久了之後慢慢地都能聽得懂大概，

覺得英文進步了！（S1-105-EEMI）

大大幫助我的英文能力，英文課程又易懂。（S1-104-EEMI）

全英文授課讓我學習到更多技能很好。（S1-103-EEMI）

由於 EMI課堂學生因語言隔閡而無法適切表達意見，教與學的氛圍更顯冷漠，

容易形成以教師為中心的單向講授教學模式，而導致學習金字塔中最差的留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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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約 5%（Lalley & Miller, 2007）。相較於中文授課，EMI教師必須以更多元的方

法教學才能吸引學生參與，例如注意語速、設計學習單、數位平臺互動、多媒體影

片、校外參訪等，近年意見如下：

老師語速不會太快，英文聽力不好的同學也不用太擔心，課堂學習單可以讓

同學更加了解這節課的內容！（S2-107-EEMI）

校外參訪很棒，收穫多多。謝謝老師用小考讓我們加分。如果每堂課都小考

或許可試試，說不定對學習成效會比較好。（S3-107-EEMI）

謝謝老師用心教學，準備很多活動，很認真的教授！（S3-107-EEMI）

課程內容多元且善用網路平台工具，讓教學更有趣。（S2-106-EEMI）

我原本就很喜歡英文，這樣的授課方式讓我覺得很舒服，老師也會找各種影

片或教材給我們看，真的很棒！（S1-105-EEMI）

由前述個案的量化與質性資料可發現，CMI學系課程教學評量平均值未必優

於該系 EMI課程。

四、教師經驗之影響

首先比較 3門個案課程首次及最近一次相同授課方式下，教學評量的變化情

況，如圖 4所示，所有個案課程的各評量構面表現均優於系平均值（100分）；S1

不論是 EEMI班或 CMI班，經驗累積後的各項分數都有進步，且由前文圖 3或對

照圖 4 (a)、(b)得知，S1的 EEMI班之評量進步幅度高於 CMI班，102學年度 CMI

班各項分數均優於 EEMI班，但 108學年度的 EEMI班已翻轉勝出，多項表現優於

CMI班；S3亦出現經驗累積後的各項分數都有提升，如圖 4 (d)；S2則呈現特別的

結果，除了教師專業態度構面大致相近，其他反而出現經驗累積後的評量分數降

低，如圖 4 (c)。

若從圖 5的歷年總平均變化來看，S1的EEMI評量大抵為「波動中緩步上揚」，

從授課教師觀點可歸納出教學環境特性，包括：（一）課程教材逐年精進、（二）

教師的教室經營管理能力趨於穩定、（三）學生自主選班／課，故 S1的上升趨勢

應屬合理。S3與 S2亦具備上述教學環境特性，但各有不同變化，S3為「跌深反彈

型」，整體屬於上揚趨勢，106學年度 S3曾出現授課教師唯一課程評量低於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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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的情況，當年該班於期初選課時勉強達到開課下限 15人，期中階段退選後僅

剩 10人修課，最終完成期末課程教學評量的人數僅 5位，小樣本易產生較大誤差；

此外，107與 108學年度授課教師也進行了教學調整，例如整併部分作業、以課堂

學習單導引學生掌握單元重點、同儕作品觀摩等，因此近兩年的教學評量不僅高於

系平均值，甚至進一步超越 S1與 S2。

最有趣者當屬 S2的「開高走低型」，憑藉著民生／管理類的內容屬性（表 2），

102學年度首開 EEMI時，是該系唯一選修、課名活潑、被預期很容易的課程，此

後每年都達到開課上限 80人，班級規模約是 S1-EEMI的 2.5倍、S3的 6倍。S2於 108

學年度的評量分數創歷史新低，依據每周教學現場觀察及質性教學反饋意見，可發

圖 4
教師經驗累積下的教學評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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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新冠肺炎對 108-2學期大班教學產生外部影響，一則是全學期人心浮動，學校對

學生到班或遠距上課之規定，隨疫情發展而多次調整；再則，教師為降低飛沫或接

觸傳染，即便人人戴口罩，仍盡量避免師生間與學生間的討論互動，而面罩也成為

no talking的同義詞，課堂淪為教師唱獨角戲；其三，多名外籍生因疫情而被母國

召回，往年外籍生的口頭分享、作業／專題成果觀摩乃至於鄰座閒談，都是吸引本

地生之處。至於內部因素則包含 107學年度起因系課程規劃，S2由上學期調整至

下學期，取消原搭配感恩節、聖誕節等受歡迎的主題單元，且作業量略增，評分也

趨於嚴格，與部分學生的期盼有落差，例如：

This course is enough to learn about tourism. But it’s assignments quite strict. TA 

scored it depends on the standard.（S2-108-EEMI）

這是第二次修老師的課，雖然偶爾覺得作業好多，但做完還是會對於自己做

完全英文報告而有成就感。（S2-108-EEMI）

報告太多了，有點負擔。（S2-108-EEMI）

圖 5
個案課程歷年評量總平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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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老師不要再出拍影片的功課，很麻煩，我真的很排斥。（S2-107-EEMI）

希望能減少影片作業的量、功課少一點。（S2-107-EEMI）

S2全學期四次作業，等同 S1歷年做法與 S3調整後的份量，教師是否應減少作

業以回應學生期盼，仍宜回歸各次作業的目的與必要性來思考，並提供適切的教學

輔助，例如教師在指定影片作業前，提供基本的拍攝技巧與原則，並具體說明作業

目的與評量尺規（rubrics），評分時或可從寬，並於批改後給予反饋意見，讓學生

知道後續改進方向，以提升學習效果。

整體而言，個案教師除定期參與 EMI研習與教師成長團體，也曾五度報名國

外教育單位辦理的密集式 EMI研習，主題涵蓋學科與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學科知識為基礎的（英語）授課（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應用教育科技於英語教室、課程講義在學習目標提示、融入

CLIL/CBI教法、國內外案例教材、動畫與視覺化呈現等方面，內容逐年加深加廣。

舉例來說，S1在後期新增學科內容相關之英語新聞視聽及文本閱讀，如圖 6；S2包

含介紹旅遊行銷的多個教案單元 ppt，初期每個單元僅有 15張投影片對應 4準則，

後期擴充為 35張、7準則，提供更多的實例分析與圖表說明；S3響應校方政策，

後期採用混成學習方式，並獲得學生肯定（鍾智林，2021）。先前摘錄意見大致顯

示，學生的專業知識與英語學習都有收穫，且肯定課堂多元教材與活動，可視為個

案教師延伸應用 EMI研習的成果。從 S1或 S3的結果來看，經驗累積的確有助於提

圖 6
結合學科內容之英語新聞視聽及雙語文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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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學評量，S2雖下滑，但各項評量構面得分趨於一致，不若教學初期波動較大，

此種穩定性也是一種品質保證指標。

伍、綜合討論

一、不同課程屬性之 EMI開課原則與教學策略

文獻指出 EMI之實施以人文學科最難、社會科學次之、數學類再次之（Kol, 

2002），本研究亦發現課程屬性對 EMI教學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進而引伸出 EMI

開課原則：教師宜優先考慮屬性較活潑或難度稍低的初階課程，讓學生在掌握學科

內容之餘，逐步融入全英語的環境。EMI課程有時會吸引英語程度佳的外系生與

外籍生選修，母系與外系生、本國與外籍生之間可互為標竿，營造跨系、跨境的學

科與文化學習環境，惟教師應注意學生英語程度的差異，可透過小組團體討論讓英

語優勢生成為英語弱勢生的助力，而根據學習金字塔理論（Lalley & Miller, 

2007），「學生互教」有最佳的學習留存率。此外，教師也可在教案設計中提供一

些語言鷹架活動（scaffolding），輔助英語弱勢生。

另一方面，由學生反饋意見可獲致數項 EMI教與學的啟發：在教師層面，應

慎選合適的課程，用簡單的英文與案例講解內容，並搭配多元的教學活動等，營造

友善的學習環境，與鍾智林（2021）、Chen（2017）、Huang（2012）等研究提及

的 EMI教學策略相符；在學生層面，透過持續努力而克服對英文的恐懼，甚至因

此對英文產生信心及興趣，可呼應 Chang（2010）與謝尚賢等人（2007）指出，學

生因為修畢課程而對 EMI有更正面的態度。課程進行時，教師毋須因採用 EMI便

降低對學生的學習要求。3門個案課程最常出現的反饋意見之一就是「作業很多」，

然而，只要提供合理的繳交期限、作業適切連結課程單元內容以達到「做中學」的

效果、事後有成果交流機會，學生往往能夠認同教師的做法，且專業課程的作業用

英文完成，還會產生 CMI課程所沒有的成就感。

二、EMI教學評量影響因素與整體規劃

從學生反饋意見可知，高頻率出現的語詞包括「英文」、「教師」、「認真」、

「很好」、「教學」等。換言之，授課語言的確在教學評量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

教師表現的態度、教學方法、課程內容與屬性、學生學習特質與心態、生師互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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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外在因素的總和效果，將大於單一的語言因素對教學評量之影響，所以歷年

未出現 EMI班總是比 CMI班更差或更好的情況。檢視 S1的 8學年資料，同一教

師曾經分別採用 CMI、PEMI、EEMI等模式，發現各有優劣，期末教學評量結果

互有高低。若由大規模樣本觀之，淡江大學（2019）全校性統計結果指出，EMI

課程的教學評量略低於 CMI，但差距有限。因此，第一線教師實際授課之前與當

下，應審慎評估課程單元屬性，觀察並掌握學生程度，在專業知識能夠有效傳達與

理解的情況下，決定授課模式及英語使用比例。

本研究結果顯示 CMI學系的 EMI課程，教學評量可能高於全系平均；淡江大

學（2019）的調查也發現，有高達 22個系所的 EMI課程評量平均值優於 CMI課

程平均值。教師們不妨暫且放下疑慮，踏出嘗試 EMI課程的第一步，給自己和學

生一次機會。另一種實務做法是開設 EMI專班，目前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

山大學、淡江大學等校的部分學系，採用 1班 EMI、1∼ 2班 CMI的招生策略，

藉以篩選出英語達標的學生就讀 EMI專班，避免出現 Chen（2017）、Huang

（2012）、Yeh（2013）等研究提及 EMI課堂學生英語程度差異大的困擾。

教師隨著 EMI教學與研習經驗累積，長期可提升課程成效；EMI班乃至個案

S1的 CMI班都有學生表達學習困難，具經驗的教師得以適切、適時提供學習協助。

然而，白滌清（2018）與 Tsui（2017）亦指出短期研習不一定對 EMI教學有速效，

故各校仍應持續規劃專業成長活動，鼓勵教師經常性參與，搭配反思實踐，累積

EMI教學知能。近年教育部倡議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提供許多教學相關的實踐

與交流管道，亦是 EMI教學精進的契機。

從政策面來看，在行政院的雙語國家旗艦計畫引領下，教育部（2020）積極

推動中小學的部分學科採用中、英文混搭的雙語授課，高教行政主管應思考現行

博、碩班 EMI課程比重 11%、大學部僅 4%的不對稱狀況（如表 1），避免頭、腳

重（研究所與中小學）而軀幹輕（大學部）的失衡發展。從系與院的角度，宜統籌

規劃所屬學科領域下，子領域的初、中、高階 EMI課程，成為微學分學程，學生

可循序修課，在大學部即有機會接觸進階的 EMI課程，俾利銜接研究所的 EMI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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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析某教師歷時 8年、22班的 EMI教學評量資料，與過往 EMI研究之橫

斷面個案分析可相輔相成；前者於宏觀面掌握課程的中長期變化趨勢，後者於微觀

面研議具體的教學改善作法。本研究的個案課程、班級組成、教師、學生等元素共

同形塑的 EMI教學特性包括：教材內容與生活連結、外籍生及外語學院學生營造

活潑的課堂、教師逐年精進教學並嘗試多元教學方法、學生珍惜 EMI課程與教師

的稀少性、修課得到專業及語言的雙重收穫，故多數學生均表達對 EMI課程的肯

定，未因 EMI而產生較差的教學評量結果。本研究採用學校統一設計、調查、分

析之教學評量資料，具有諸多優點與便利性。其一，問卷內容經過專業審視及歷年

大規模調查，得以確保信度與效度；其二，各校教師都有此類資料，可參考本研究

的分數標準化與視覺化分析法進行多年期比較；其三，全校的課程評量問卷相同，

有一致的對照基礎。然而，校級問卷的優點也同時成為研究限制，未能因應不同課

程需要而量身訂做，教師亦缺乏原始評量數據，限縮了諸如樣本散布圖、樞紐分

析、相關分析、因素分析等多元探索的可能性。本文可排除研究對象來自不同校、

院、系所產生的異質性，惟單一教師的課程分析結果仍顯薄弱，實無法完整回應現

行 EMI制度與生、師等複雜面向，相較於眾學者已合力描繪出 EMI師、生、課程

特性的橫斷面輪廓，縱貫性研究尚在起步階段，有待更廣泛投入，並強化 EMI學

科教師與教育／英語教學領域專家之跨域合作，以完善 EMI研究拼圖。隨著資通

訊環境改善，近年許多課程逐漸融入數位教學，實體與數位之混成學習對 EMI學

習成效及教學評量之影響，建議後續另行探討。此外，本研究聚焦於學生自評的課

程教學評量資料，未來亦可參採 EMI課程的書面作業、口頭簡報、考試等多元評

量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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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過度教育： 
基於 PIAAC 數據的跨國比較分析

傅遠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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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煒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與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教育經濟學家將過度教育視為在勞動力市場中個人所獲得的學歷高於個人實際

從事職業所需最低學歷的現象，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一定程度的反映出教

育系統與就業市場中出現難以銜接的落差。為進一步探討過度教育的成因與情形，

本研究使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13年釋出的國際成人技能評量計

畫（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數

據，依數據完整性選取 13個國家為研究範圍，比較各國 25至 34歲青年族群與其

他年長族群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的差異，並分析青年族群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原

因。對照其他年齡族群，首先在學歷與能力的差異方面，結果顯示各國青年普遍有

較高的可能性取得大學以上學歷，但在數學能力與語文能力層面卻未必有相同優

勢；進一步檢視出現過度教育的情況，發現青年相對普遍更可能出現過度教育現

象。最後，本研究進一步比較影響具大學以上學歷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因素，經歸

納其中邏輯式迴歸模型適配的 7個國家分析結果發現，在性別方面，女性青年相較

男性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並不如理論預期般普遍；工作經驗的增加與個人出

現過度教育的關係亦存在分歧並非絕對；另在個人專長領域與能力對個人出現過度

教育的影響上，多數國家則有近似的情況，理工農醫領域者產生過度教育的可能性

相對低於非理工農醫領域者，而當個人數學與語文能力越佳時，出現過度教育的可

能性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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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education is defined as the situation where an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required level he/she needs to have for the current occup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is phenomenon partially reflect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 labor market. To explore the factors causing personal overedcuation, this study used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 data surveyed 
by OECD in 2013 to investigate the evidence for graduate underemployment in 13 OECD 
countries. Using the index of graduate jobs, this study finds that compared to the senior 
generation, the 25~34-year-old youth generation has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above but does not guarantee better numeracy or literacy ability. 
Additionally, results from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youth generation has a higher 
possibility of being classified as overeducated compared to their elderly generation. Last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derived from seven countries with good model fit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we found that for the youth generation, the effect of gender as well as 
working experience on the over-education varies by country. It is very common across 
countries that the youth whose professionals background is in STEM would less likely be 
overeducated. The results also confirm that the higher score in numeracy and literacy can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classified as overedu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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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上個世紀 60年代開始，高等教育擴張浪潮首先興起於英美系國家，之後擴

及至全世界其他區域（Powell & Solga, 2010），依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統計顯示，1970年全世界高等教育粗在學率為 9.73%，經過近半個世紀至 2018年

已提高至 38.04%（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2019）。高等教育擴張雖為勞動力市場帶來更高比

例大學以上學歷的高技術專業人員，不過也因為人才供給量快速增加，然同時勞動

市場對此類人力卻未達到一定的需求量，國家產業結構未能以相等速度同步發展並

釋出足夠職缺，致產生高技術專業人力的供需失衡（Green & Henseke, 2016a），

連帶衍生社會新形態的就業問題，常見的狀況為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從事的工作僅

需具高中文憑，此現象則普遍被稱之為過度教育。

導致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原因眾多，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失衡僅為其一可能原

因，較少受到關注的是，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畢業生是否真正具備相當其本身教育

程度的能力，例如數學與語文等通用能力（generic ability）。當個人從高等教育階

段所獲能力未能使其獲得相對應的合適工作，卻將此種過度教育現象簡單歸因於高

等教育擴張，不僅忽略學歷不等同於學力的事實，亦將導致教育政策僅聚焦於高等

教育的最適規模調整，而非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

不過，過度教育問題通常難以被深入挖掘與探討，主要原因在於世界各國高

等教育系統普遍缺乏檢測大學畢業生實際能力的機制。由於大學教育往往是教育的

最後一哩路，並直接銜接就業市場，不像義務教育階段如國中須經歷教育會考、高

中須透過學測或統測等學習成就測驗作為升學依據，加上大學科系多元自主的特

性，更加深統一施測的難度，故鮮少國家聚焦大學畢業生學習成就測驗議題並付諸

行動。然而，基於大學畢業生學習成效影響個人與社會甚鉅，故美國聯邦教育部於

2008年出版 Spelling報告書曾大聲疾呼應予正視，另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

稱OECD）亦於2010年曾邀集18國試行「高等教育學習成果評量計畫」（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HELO）（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5），分別針對通用能力與特定學科專業

能力實施標準化測驗，期能進行大學畢業生學習成效評估的跨國比較。

之後 OECD接續於 2013年開始實施三輪調查，總計跨足 40個國家，針對 15至

65歲的成人進行國際成人技能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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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參照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在各國進行分層抽樣組成樣本的經驗，除蒐

集受測者的教育程度與就業情況，PIAAC更就受測者的數學與語言能力實施標準

化測驗（OECD, n.d.），以反映各國受測者的通用能力，PIAAC本身特殊的數據結

構，亦為探討個人教育程度、個人能力與是否出現過度教育等三者關係，提供理想

的驗證途徑。此外，由於 PIAAC受測者樣本的年齡範圍自 15至 65歲，恰好涵蓋

完成高等教育階段的年齡層，其中各國 25至 34歲年齡組的青年，更是出生於

1977至 1987年，且在其青年階段經歷高等教育擴張最炙的時代（Schofer & Meyer, 

2005），使用 PIAAC數據進行跨年齡組的比較，除可針對同一個年齡組（例如青

年組），分析影響導致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原因，亦可同時比較青年與其他年

長族群在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個人能力與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等面向的差異。

除數據的可得性外，研究過度教育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判定個人是否屬於

過度教育，其中涉及特定職業究竟需對應何種教育程度才屬足夠？由於職業種類眾

多，且各國國情不同，不論是單一國家研究或跨國性比較，過度教育的判定均為極

大挑戰。常見的方法包括專家判斷法、個人主觀自陳法、平均數法以及眾數法等

（傅祖壇等人，2016；蕭霖，2003），然而基於前述方法均各有其限制，故 Green

與 Henseke（2016b）特別針對 PIAAC第一輪調查中的 22國進行考察，最終依據

各國國情建立各國職業與所需教育程度的分類表，由於該分類與 PIAAC數據皆屬

跨國性數據，經過數據串接後，除能以實證研究的角度檢視各國青年相較於其他年

長族群出現過度教育的程度差異，同時能探討在各國青年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

原因，並進行國際比較。

本研究資料來源採用 PIAAC公開數據，經逐一確認各國釋出數據的完整性是

否能滿足本研究問題，避免重要變項出現過多的遺失值樣本影響估計結果，最終研

究對象為位於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以及包含比利時在內的 11個歐洲聯盟會員國，

共計 13個 OECD會員國，研究樣本數總計 78,382筆（OECD, n.d.）。根據 OECD

（2021）對於 25至 34歲年齡層取得第三級教育（tertiary education）的人口比例，

以及World Bank（n.d.）對各國國民年均所得的統計資料顯示，本研究所選取的 13

個國家樣本，均已達到 Trow（1973）所界定的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而在國家經

濟整體發展層面上已為高收入國家，上述兩項與本研究有關的高等教育機會與經濟

發展情況均顯示該 13國位列國際領先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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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據分析作業方面，採用 OECD出版的 PIAAC技術報告（OECD, 2014），

將樣本的權重與能力估計值納入分析模型，使用多元迴歸與邏輯式迴歸，據以回答

以下三個核心問題：首先，各國 25至 34歲青年族群的數學能力、語言能力與學歷

是否與年長族群間存有顯著差異？其次，經控制性別、專長領域、數學能力以及語

言能力後，比較同樣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青年與年長族群，前者出現過度教育的可

能性是否更高？第三，針對各國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青年，分析性別、專長領域、

數學與語言能力以及工作經驗是否將影響其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最後，基

於上述跨國比較分析的結果，對後續實證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貳、文獻探討

高等教育一直以來是公共政策討論中的熱門議題，高等教育所扮演的功能，

從公共利益來看可促進國家經濟成長與社會民主發展，而從個人利益來看，則有助

於提高個人社會地位與生活品質（Johnstone, 2005）。近幾十年來，全球範圍內掀

起了一波高等教育擴張的浪潮，高等教育機構的樣態與提供教育的模式更加多元，

也連帶地提高各國國民接受並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會（OECD, 2016b）。高等教育擴

張對社會整體發展的正面影響經常為國際組織所強調，OECD（2016a）即指出充

足的高技能勞動者是維持國家經濟的重要力量，當個人取得更高的教育水平，通常

亦有助於獲得較佳的就業機會。例如，從就業機會來看，在 OECD的會員國，國

民具高中學歷者的就業率為 78%，而具高等教育學歷者的就業率則可達到 85%。

另外，Chetty等人（2020）也以美國的稅籍紀錄為研究資料發現，完成高等教育者

的收入相對高中學歷者要高，且二者間的差距將隨日後職業生涯年限的拉長持續擴

大。基於實證數據的佐證，各國政府紛紛強調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並積極

投入提升青年的技能與勞動市場競爭力。

同樣是研究高等教育與就業表現之間的關係，從教育經濟學領域出發的學者，

則將焦點聚焦在完成高等教育是否等同於個人獲得相對應的能力，以及該能力是否

真正能為個人在勞動力市場帶來優勢？從人力資本論的觀點來看，教育的其一功能

在於提升個人能力並轉化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資本，進而促使個人獲得較佳的薪資

回報或較合適的職位。但此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往往囿於研究者無法測量或取得個人

實際具備的能力，因此難以驗證上述假定是否為真；然而，由於 PIAAC數據除對

教育資歷與勞動力市場的職位與薪資進行調查，亦更進一步對受試樣本的個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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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標準化測驗，故過去為實證研究所忽略的個人能力此一關鍵變項，可藉由採用

PIAAC數據而解套。得益於此，後續使用 PIAAC數據進行研究的研究者得以將個

人的教育資歷、個人能力以及個人在勞動力市場表現等三面向資訊進行串連，例如

Hanushek等人（2015）即以個人能力影響薪資回報為主題，針對第一輪參與

PIAAC調查的 22個 OECD會員國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存在跨國差異，但

平均而言個人數學能力每增加一個標準差，薪資將成長 18%，其中以美國增長幅

度最高，為 28%，北歐國家則較低，介於 12%至 15%。

除個人薪資外，個人教育資歷與職業類別的適配情形，亦是考察個人在勞動

力市場表現的重要角度。求職者本身與選擇職業所需的教育程度間，總免不了存在

不同程度的落差，按照落差程度的類型，可區分為：求職者教育程度高於職業需求

的過度教育、求職者教育程度與職業需求相當的適度教育，以及求職者教育程度低

於職業需求的不足教育（傅祖壇等人，2016）。求職者在勞動市場可自主選擇職業，

而職業本身亦有自我演化機制，就理想狀態，求職者能力與職業所需的教育程度久

而久之可能匹配，但倘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情況長期一直未能解決，將可能使其對

教育的投入產生信心危機並抑制個人努力的意願。當過度教育成為普遍且持續發生

的社會現象，亦將對下一代傳遞不良訊號，並進而直接影響其投資時間與金錢於教

育的意願。

國內外圍繞過度教育為主題的實證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向，首先是以宏

觀的角度對各國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出現過度教育的普遍性進行調查。Green與

Henseke（2016a）利用 PIAAC釋出資料調查介於 25至 65歲且正處於勞動市場者，

結果顯示日本具最高比例，有 48.5%的人口出現過度教育，芬蘭比例則為最少，

約 11.1%。我國雖無參加 PIAAC調查，但國內也曾使用本土數據研究過度教育產

生情形，例如蕭霖（2003）使用行政院主計處 1997年「臺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

數據，按照標準差模式、眾數模式、半標準差模式以及資格模式等，分別估計

1997年臺灣勞動市場過度教育比例，經不同模式估算後得出過度教育比例自 10.9%

至 49.5%不等；張雯玲（2011）則使用 2011年「臺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數據，

針對當時臺灣勞動市場 7個主要職業類別的過度教育情形進行評估，使用包括標準

差模式在內的 4種過度教育的判定方法，運用不同方法亦同樣得到相當分歧的結

果。較為近期的研究是呂虹霖（2019）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and Beyond, TEPS-B）所釋出的數據，針對具有大學以上學

歷者所做的調查，分析結果顯示有 32%大學以上學歷者從事不需要高等教育資歷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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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我國高等教育在 21世紀初期經歷快速擴張階段，高等教育粗在學

率在 2017年甚至已達 78%（教育部，2018），此段期間的高等教育擴張是否加劇

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也一直是國內學者關注的研究焦點。例如張芳全

（2008）比較 1990年與 2000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所釋出的 89國數據，

發現倘高等教育參與率過高，將提高整體失業率的風險；張宜君（2017）則認為高

等教育擴張確實導致年輕世代失業率高、學用落差大或薪資低落等現象。然而，高

等教育擴張並不全然對年輕世代造成負面影響，關秉寅等人（2019）使用反事實分

析法比較「華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庫」1964∼ 1976年與 1977∼ 1983年兩個年段

數據，發現過去原本未獲高等教育機會，但因高等教育擴張並接受高等教育者，其

薪資與職業聲望能因此獲得改善，但對無關高等教育擴張即可接受高等教育者，高

等教育擴張對其個人卻有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

其次是探討過度教育是否對個人薪資帶來影響的研究。Dolton與 Silles（2008）

以英國某所公立大學畢業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當個人出現過度教育，所獲薪水仍高

於未取得大學文憑的水平。然而，傅祖壇等人（2016）卻發現相較於適度教育，過

度教育者的薪資顯著減少 6.7%；Green與 Henseke（2016a）利用 PIAAC數據的研

究結果亦同樣顯示，過度教育往往伴隨較低的工作滿意度及薪資回報，然也進一步

提醒，雖然在大多數國家中，過度教育無法在經濟層面為個人創造滿意報酬，但仍

可對社會帶來如提高社會互信、參與社會志願性服務等外部效益。

最後為探討導致過度教育的成因。在導致過度教育的理論架構上，Johnson

（1978）與 Jovanovic（1979）發展職業配對模型，並指出過度教育的出現主要來

自於求職者與雇主間訊息的落差，求職者可能選擇所需教育程度低於本身教育程度

的工作，而伴隨求職者更了解勞動市場情況，求職者將逐漸調整至與本身教育程度

相符的工作，此時過度教育情況便隨之消失；其他研究包括由 Sicherman與 Galor

（1990）所提出的職業流動理論，則認為過度教育現象的產生主要來自於求職者本

身能力不足。從實證分析方法的選用上來看，研究者主要是採取邏輯式迴歸或多重

邏輯式迴歸兩種方法來探討導致過度教育的成因，前者適用於將個人是否為過度教

育的狀態區分為過度教育或適度教育的二分類別變項，並以此作為依變項探討各個

預測變項的影響力；而後者的區別則是將個人過度教育的狀態區分為過度教育、適

度教育以及不足教育等三個不同類別，並作為依變項。

在 Green與McIntosh（2007）以研究樣本是否出現過度教育（over-qualified）

作為依變項所做的邏輯式迴歸結果顯示，求職者個人能力高低為決定其是否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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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育的主因。至於 Robst（1995）同樣在使用邏輯式迴歸進行分析後指出高等教

育品質對過度教育產生的影響，就同樣取得大學學位的畢業生，當求職者來自高等

教育品質較差的學校，其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將高於來自學校品質較佳的畢業

生。其他造成過度教育的原因還包括性別與地理空間，例如已婚女性容易因家庭責

任而限縮選擇職業的範圍，進而侷限職業選擇的自由性（Frank, 1978; McGoldrick 

& Robst, 1996）；又如 Büchel與 Van Ham（2003）的研究指出，當個人缺乏空間

移動自主性時，較容易出現過度教育現象，而能自由移動者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

則相對較低。同樣以邏輯式迴歸作為分析的方法，Johnes（2019）使用 PIAAC數

據將個人教育程度高於主觀認定從事職業所需教育程度的現象界定為過度教育，選

取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在未考量個人能力

影響勞動力市場表現的情況下，研究顯示導致過度教育的原因存在跨國差異，例如

以性別來看，日本男性相對女性更容易產生過度教育，而德國則相反；就出生地而

言，僅法國移民相較本國人更易出現過度教育；至於在專長領域面向，則顯示醫學

領域普遍較少出現過度教育。

我國使用本土數據探討影響過度教育原因的實證研究較少，例如傅祖壇等人

（2016）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數據資料，以 91學年度大學畢業生為

對象進行分析，由受測者主觀認定自己所從事的工作與教育程度係屬教育不足、適

度教育抑或過度教育，經使用多重邏輯式迴歸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男性、就讀公立

大學、學科為人文領域以及畢業成績較佳者，於進入勞動市場後較不容易出現過度

教育情況；另呂虹霖（2019）則在使用邏輯式迴歸分析後發現有子女者，亦即有家

庭負擔責任者較容易出現過度教育。上述顯示無論是性別或地理空間，均反映出職

業選擇過程的基本假定，即當個人擁有職業選擇自由時，越有機會尋覓適合本身教

育程度與能力條件的職業，另一方面，個人專長領域顯然會對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

可能性產生影響，但何種專長領域在勞動力市場中有較佳的優勢，從現有實證研究

的發現來看，尚未有明顯的趨勢。

本研究經綜整國內外實證研究，發現以過度教育為主題的研究存在兩個明顯

卻重要的限制。第一為當前多數實證研究在研究個人在勞動力市場表現時，普遍未

能將個人實際能力納入考量（呂虹霖，2019；傅祖壇等人，2016；Johnes, 2019），

而就國內現有涵蓋個人教育與就業的資料數據集，例如「臺灣地區人力運用調

查」、「華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庫」以及「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等，亦均未

對個人能力進行測量，因此限制過度教育主題的研究發展。而本研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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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AC數據，係針對參與國 15至 65歲成人進行分層隨機抽樣，並給予各樣本相

對應的權重以代表該國母體，調查項目除包括人口學基本變項、個人教育資歷及在

勞動市場的就業情況，更針對受測者的數學能力與語言能力等通用能力進行標準化

測驗，以蒐集個人能力評估值，不但能分別檢視教育資歷與個人能力間的關係，亦

能為教育資歷、個人能力以及勞動市場就業情況三者間的交互影響提供可靠的分析

依據。

第二個限制則是對過度教育的認定，過去研究對受測者是否屬於過度教育的

判定方法包括：專家判斷法、個人主觀自陳法、平均數法以及眾數法等（傅祖壇等

人，2016；蕭霖，2003；Flisi et al., 2017），其中專家判斷法與個人主觀自陳法均

可能受個人主觀經驗判斷影響，故難以進行跨國比較，而平均數法及眾數法則是在

一定的職業範圍內，計算受測者教育年限的平均數或眾數，並以此作為門檻判斷個

人是否產生過度教育，這種計量方法雖然方便應用於各國計算，但卻存在套套邏輯

的偏誤（Green & Henseke, 2016a）。為解決過度教育的辨識問題，Green與 Henseke

（2016b）提出一套可用以進行跨國比較的辨識方法，首先以該職業從業者回報該

職業是否需要大學以上學歷作為二分類別變項，並以多元概率比迴歸模型計算每位

從業者的潛在能力值，接著將職業標準碼前三碼相同者歸屬在同一個職業類別，並

取該職業類別中每位從業者潛在能力值的平均數，以此代表此職業類別所需的潛在

能力值，最後以傳統的群集分析法將每個職業類別平均潛在能力值進行分群，從而

獲得在該國國情下該職業類別是否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判斷指標。按此方法，Green

與 Henseke（2016b）為 22國進行職業與教育程度匹配，並於文章附錄明確揭示各

國各職業類別分類的結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透明性。此一各國各職業類別分類的

結果亦為本研究所採用，以作為國際比較的基礎。

為解決因缺乏受測者個人能力訊息而造成的估計偏差，以及受限於過度教育

判定方法等限制，導致過去實證研究較難以客觀且具體掌握各國各年齡族群出現過

度教育的普遍程度，以及探討影響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因素。本研究使用

OECD所釋出的 PIAAC數據（OECD, n.d.），並以各國受測樣本職業、教育程度

等變項，串接 Green與 Henseke（2016b）建立的各國職業所需教育程度對照表，

據以判定各國受測者是否屬過度教育。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透過國際比較觀點呈現

各國 25至 34歲青年與其他年長族群，在接受高等教育機會、數理與語言能力以及

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等面向的差異；另一方面聚焦在同屬於青年組的跨國樣本，探

究影響過度教育產生的可能原因，所獲致的研究結果除有助於更深入了解各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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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年長族群出現過度教育的程度差異外，亦能從跨國比較中檢視影響青年過度教

育的可能因素。

參、研究方法

一、數據資料

OECD於 2013年釋出在 2011至 2012年間施測的 PIAAC第一輪調查數據，總

計 24個國家資料，之後 OECD陸續分別於 2014至 2015年以及 2017年執行第二、

三輪調查，總計三輪共累積 40國資料，國家區域範圍包括亞洲、歐洲與美洲等。

由於 Green與 Henseke（2016b）僅針對第一輪參與國家中的 22國建立職業與學歷

分類標準，因此本研究在選取國家樣本時僅限於第一輪的參與國，另依據研究問題

檢視 PIAAC所公開釋出的數據，檢查各國對應欄位數據的完整性，避免過多的缺

失值影響估計結果。最終本研究樣本選取第一輪參與國中的 13個 OECD會員國作

為研究對象，該 13個國家中有效總樣本數為 78,382名；有關各國在 5個年齡組的

樣本數、經權重調整後該年齡組占該國總樣本人口數百分比等描述性統計資料，詳

如表 1。

表 1
13國年齡組原始樣本數與權重調整後所占百分比

國家別

青少年組

（15∼ 24歲）
青年組

（25∼ 34歲）
壯年組

（35∼ 44歲）
中年組

（45∼ 54歲）
中老年組

（55∼ 65歲）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比利時 986 15.4% 953 18.0% 1,095 20.1% 1,259 23.4% 1,112 23.1%

賽普勒斯 687 18.6% 1,179 24.0% 1,063 20.2% 1,011 19.6% 1,029 17.5%

捷克 1,479 16.4% 1,331 21.7% 1,031 21.9% 834 18.2% 1,402 21.9%

丹麥 1,057 17.3% 1,020 17.7% 1,349 21.6% 1,436 21.6% 2,382 21.8%

法國 1,091 17.2% 1,207 18.9% 1,417 20.9% 1,524 21.0% 1,702 22.0%

義大利 520 14.5% 777 18.9% 1,211 24.2% 1,002 21.7% 1,031 20.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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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別

青少年組

（15∼ 24歲）
青年組

（25∼ 34歲）
壯年組

（35∼ 44歲）
中年組

（45∼ 54歲）
中老年組

（55∼ 65歲）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數 百分比

日本 784 14.3% 927 18.5% 1,238 23.6% 1,034 19.3% 1,280 24.4%

南韓 1,054 16.4% 1,256 19.9% 1,525 24.0% 1,536 23.1% 1,249 16.5%

荷蘭 892 16.8% 799 18.2% 1,047 21.0% 1,201 22.5% 1,222 21.5%

挪威 977 18.1% 974 19.9% 1,110 21.5% 1,108 20.9% 959 19.5%

波蘭 4,447 17.7% 2,076 23.2% 828 18.7% 878 19.6% 1,074 20.8%

斯洛伐克 1,139 17.8% 1,211 22.8% 1,060 19.9% 1,118 19.6% 1,167 20.0%

西班牙 997 11.9% 1,176 21.1% 1,461 24.8% 1,310 22.2% 1,091 20.0%

資料來源： 整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二、變項定義與測量

在變項處理方面，本研究按照各樣本實際年齡區分為 5組，分別為：15∼ 24

歲組、25∼ 34歲組、35∼ 44歲組、45∼ 54歲組、55∼ 65歲組，以下分別以青

少年、青年、壯年、中年以及中老年等 5個階段稱之。教育程度依照國際教育標準

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將屬於 5A學士

學位（ISCED 5A, bachelor degree）以上者歸屬於大學以上教育程度，反之為大學

以下教育程度；而在專長領域部分，則依據個人最高學歷所屬的專長領域進行劃

分，PIAAC的專長領域是按照 UNESCO修訂 ISCED 97的領域分類區分為九大類

（UNESCO, 2006）；本研究將科學（含數學）、工程、農業、醫療健康等劃歸為「理

工農醫領域」，而教育、人文與藝術、社會科學與管理、法律以及服務等則劃分為

「非理工農醫領域」。

另在判定個人是否屬於過度教育時，本研究依據 PIAAC數據資料中各受測者

的職業類別，依照國際職業標準分類，將職業標準碼前三碼相同者歸為同一職業類

別，並和 Green與 Henseke（2016b）編製的「各國職業與教育需求對照表」進行

表 1
13國年齡組原始樣本數與權重調整後所占百分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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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然「各國職業與教育需求對照表」所列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別所需具備的教育

程度因各國國情而異，例如職業編號 111的國會議員與資深官員（legislators and 

senior officials）在比利時需要大學以上學位，奧地利則不需要大學以上學位；而編

號 212的數學家、精算師以及統計學家（mathematicians, actuaries and statisticians）

則在所有 22國中都需要大學以上學位（Green & Henseke, 2016b, p. 28）。本研究

在資料串接後，依據受測者的教育程度與所從事該項職業在該國是否需要大學以上

學歷進行比對。當受測者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學位，但在該國該項工作卻毋需大學

學位，則屬於「過度教育者」；若受測者教育程度符合該工作所需教育程度，則稱

為「適度教育者」；若受測者教育程度低於該工作所需教育程度，則稱為「不足教

育者」。

基於此，表 2呈現三種教育程度與職業匹配程度的定義，過度教育即是指個

人持有大學以上學歷，但從事不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工作；適度教育按照個人的教

育程度，可區分為沒有大學以上學歷且從事毋需大學以上學歷的工作、以及具有大

學以上學歷且從事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工作等兩種型態；最後為不足教育，亦即無

大學以上學歷但從事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工作。為了避免產生「蘋果比橘子」的錯

誤類比，本研究將適度教育限定在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且從事需要大學以上學歷的工

作者，並以此作為參照組，與過度教育者進行對比。

表 2
教育程度與職業匹配程度的定義

類別

是否持有大學以上學歷

0 1

工作是否需要 0 適度教育 過度教育

大學以上學歷 1 不足教育 適度教育

註：研究者自行分類，0代表否，1代表是。

至於受測者的個人能力，PIAAC採用標準化線上測驗對受測者的數學能力與

語言能力進行評估，並採用十個合理值（plausible value）代表受測者在數理與語言

上測驗的結果。此外，依據其特殊設計的抽樣結構，PIAAC數據並提供各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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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個重製權重值（replicates），以正確表示受測者在所屬母群的代表性。本研究

根據 OECD數據出版的使用手冊建議，使用 Avvisati與 Keslair（2014）所開發的

REPEST模組，在 Stata 16的作業環境中除了對個人的能力值進行估算之外，在進

行各項描述性及推論性統計時，也依據 PIAAC數據所附的樣本權重進行計算。表

3呈現本研究分析時所使用的連續變項，包括年齡、語文能力以及數學能力在各國

的平均數，以及類別變項，包括女性、大學以上學歷與專長領域為理工農醫領域所

占各國抽樣調查的百分比，所有的描述性統計數值均根據 80個重製權重值計算。

表 3
人口變項基本描述統計

國別 年齡 語文能力 數學能力 女性 大學以上學歷 理工農醫 樣本數

比利時 41.80 275.34 280.17 49.8% 15.1% 36.7% 5,405

賽普勒斯 38.80 269.11 264.65 52.3% 18.6% 17.5% 4,969

捷克 40.55 273.98 275.68 49.7% 16.0% 47.2% 6,077

丹麥 41.05 270.64 278.10 49.9% 17.0% 34.1% 7,244

法國 40.77 262.01 254.06 51.2% 17.5% 30.9% 6,941

義大利 41.13 250.44 246.97 50.5% 12.2% 20.3% 4,541

日本 41.89 296.21 288.10 49.9% 24.1% 24.6% 5,263

南韓 40.00 272.40 263.26 50.2% 20.6% 27.1% 6,620

荷蘭 41.09 283.99 280.31 49.8% 27.3% 29.9% 5,161

挪威 40.08 278.43 278.30 48.9% 30.1% 42.7% 5,128

波蘭 39.85 266.85 259.75 50.7% 25.7% 42.1% 9,303

斯洛伐克 39.63 273.79 275.74 50.1% 18.9% 44.6% 5,695

西班牙 41.32 251.77 245.78 49.9% 21.6% 21.8% 6,035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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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基於依變項屬於連續變項或是類別變項的特性，分別使用簡單或多元

迴歸以及邏輯式迴歸模型。由於本研究以邏輯式迴歸模型計算後所回報的係數為勝

算比，勝算比的解釋不同於迴歸係數，是以 1為標準，當某變項的勝算比小於 1時，

表示具有該變項特質的樣本較不可能出現依變項所代表的結果，反之，當某變項的

勝算比大於 1時，則表示具有該變項特質的樣本更容易出現依變項所代表的結果。

而估算所得的勝算比與 1之間的差值，亦即具有該變項特質的樣本與參照組樣本相

較後，出現或不出現依變項結果的可能性。各個研究問題與其所對應選用的分析模

型、分析模型中設定的自變項與依變項說明如下：

（一）研究問題 1-1：各國青年在能力與其他年齡組是否存有顯著的差距？

本研究問題使用迴歸模型，以樣本在 PIAAC數學與語言能力檢測中的估計值

作為自變項代表個人的能力值，並以樣本所屬的年齡組（區分為 5組）作為依變項。

（二） 研究問題 1-2：各國青年為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勝算比與其他年齡組是否存

有顯著的差距？

本研究問題使用邏輯式迴歸模型，以樣本是否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二分

類別變項作為依變項，並以樣本所屬的年齡組（區分為 5組）作為依變項。

（三） 研究問題 2：在控制性別、專長領域以及個人能力後，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

青年比起同樣持有大學以上學歷但較年長的年齡組，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

是否更高？

本研究問題使用邏輯式迴歸模型，以樣本個人在其所屬國家中職業與教育程

度的匹配情形是否為過度教育二分類別變項作為依變項，並以個人的性別、個人最

高教育程度的專長領域、個人的數學能力、個人的語言能力、樣本所屬的年齡組等

作為自變項。

（四） 研究問題 3：分析性別、專長領域、工作經驗以及個人能力是否會影響世界

各國同樣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

本研究問題使用邏輯式迴歸模型，以樣本個人在其所屬國家中職業與教育程

度的匹配情形是否為過度教育二分類別變項作為依變項，並以個人的性別、個人最

高教育程度的專長領域、個人是否具有 5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個人的數學能力、

個人的語言能力等作為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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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能力與教育程度的比較

本研究以青年為參照組，並以其他年齡組與參照組進行對照分析，藉以比較

各國青年與其他年齡組在能力與學歷的差異。由於數學能力與語言能力為成就測

驗，屬於連續變項，而是否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為非 0即 1的類別變項，因此，本研

究分別進行簡單迴歸與邏輯式迴歸。表 4以迴歸係數呈現不同年齡組在數學能力、

語言能力的差異；而表 5則以勝算比呈現相較於青年組，其他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

教育程度的可能性。針對比較 13國青年與其他年齡組的能力與教育程度，歸納四

項主要發現如下：

首先，由於簡單迴歸分析是以各國青年作為參照組，因此各國簡單迴歸分析

所得的常數項即是各國青年在數學與語文等兩項能力上的平均表現，亦即從對常數

項上的比較便可得知各國青年的平均表現。就數學能力的跨國比較來看，排名前三

名者分別為日本、比利時與荷蘭，平均分數分別為 297.2、295.0與 293.0，排名居

後的 3國則為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平均分數分別為 269.2、262.3與 257.4，另

最高分與最低分國家平均分數差距近 40分；另一方面就青年的語文能力，排名前

三名者同樣為日本、荷蘭與比利時 3國，平均分數分別為 309.2、298.1與 290.9，

排名居後的 3國則為賽普勒斯、西班牙與義大利，平均分數分別為 275.1、263.0以

及 260.4，最高分與最低分國家平均分數差距更近乎 50分。

其次從各國青年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與數學、語言能力表現上來看，

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例多寡的順序與各國青年數學、語言能力表現的優劣排名難以

對應。以數學與語言能力表現均最優的日本來看，參與調查的青年中，具有大學以

上學位的人口比例為 34.65%，在 13國中排行第五位，僅次於波蘭（46.13%）、挪

威（41.26%）、荷蘭（39.49%）與南韓（35.87%）。同樣地，比利時在 13國中青

年的數學與語言能力也是名列第二，但其青年具有大學以上學位人口的比例

（24.64%），在 13國中僅優於義大利（24.17%）。而青年持有大學以上學位人口

比例最高的前兩名國家，波蘭與挪威，數學與語言能力在 13國中卻分別僅排名第

十與第六名，屬於相對中後段的位置。

第三，比較跨年齡組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可能性，從邏輯式迴歸所得的勝算

比來看，除了在挪威的壯年有著比青年更高的可能性取得大學以上學歷外，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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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的青年均相對年長年齡組有較高的可能性取得大學以上學歷，且達顯著差異，

這項差異反映出 20世紀末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擴張的主要受惠對象多集中在出生於

1977至 1987年間、且在調查時間內介於 25∼ 34歲的青年族群。

最後，各國青年普遍獲得的教育機會優勢並未全然反映在能力差異上，青年

的數學或語言能力相對年長年齡組未具絕對優勢。相較於同一國家的壯年國民，日

本、丹麥、斯洛伐克與西班牙等 4國青年雖然有較高可能性取得大學以上學歷，但

數理與語言能力卻無明顯較佳；荷蘭與賽普勒斯情況類似，其青年與壯年在語文或

數學能力均未有顯著差異；本研究 13國中，僅有比利時、捷克、南韓、波蘭、法

國以及義大利等 6國青年，同時在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可能性、數學能力以及語言

能力均相對優於該國的年長族群。

表 4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數學與語文能力的比較（迴歸係數）

國家別　

　年齡別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青少年組
數學能力 -14.04*** -12.24*** -7.627** -10.46*** -13.33*** -14.00*** 0.268

語文能力 -9.817*** -5.969** -3.507 -6.344* -5.832** -13.49*** 3.331

壯年組
數學能力 -0.665 -6.187* -5.604* -11.22*** 3.689 4.086 -9.912***

語文能力 -2.248 -8.801*** -4.118 -11.84*** -0.684 -0.363 -11.80***

中年組
數學能力 -5.821* -14.75*** -15.92*** -16.70*** -9.813*** -4.633 -29.56***

語文能力 -12.16*** -19.05*** -20.84*** -21.23*** -16.46*** -11.08*** -30.81***

中老年組
數學能力 -23.97*** -35.27*** -30.99*** -25.26*** -21.07*** -20.21*** -48.81***

語文能力 -35.83*** -35.94*** -37.28*** -24.51*** -29.42*** -26.66*** -45.27***

常數項
數學能力 297.2*** 295.0*** 293.0*** 288.5*** 286.3*** 284.9*** 280.5***

語文能力 309.2*** 290.9*** 298.1*** 286.9*** 281.8*** 288.5*** 289.3***

樣本數 5,263 5,405 5,161 6,077 7,244 5,128 6,620

青年組學士以上（%） 34.65% 24.64% 39.49% 26.08% 31.86% 41.26% 35.8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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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別　

　年齡別
8斯洛伐克 9賽普勒斯 10波蘭 11法國 12義大利 13西班牙

青少年組
數學能力 -0.875 -8.369** -1.855 -5.646** -10.81** -2.291

語文能力 -2.365 -7.196** 4.261* -2.684 0.751 0.896

壯年組
數學能力 2.513 -4.158 -8.804*** -7.388*** -11.58*** -2.549

語文能力 -0.075 -5.249* -9.131*** -11.25*** -7.769** -3.433

中年組
數學能力 -3.773 -7.971** -16.23*** -23.47*** -18.97*** -15.19***

語文能力 -8.519*** -4.309 -18.20*** -24.32*** -11.89*** -14.58***

中老年組
數學能力 -13.69*** -22.62*** -26.88*** -35.19*** -32.92*** -36.86***

語文能力 -12.46*** -14.33*** -28.19*** -36.12*** -27.05*** -36.23***

常數項
數學能力 278.9*** 272.9*** 270.5*** 269.2*** 262.3*** 257.4***

語文能力 278.4*** 275.1*** 277.2*** 277.9*** 260.4*** 263.0***

樣本數 5,695 4,969 9,303 6,941 4,541 6,035

青年組學士以上（%） 28.52% 32.13% 46.13% 26.88% 24.17% 29.63%

註：* p < 0.05，**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表 5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教育程度的比較（勝算比）

依變項：

大學以上學位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青少年組 0.223*** 0.230*** 0.147*** 0.158*** 0.0452*** 0.0914*** 0.0715***

壯年組 0.701*** 0.708*** 0.771*** 0.616*** 0.656*** 1.032*** 0.726***

中年組 0.694*** 0.503*** 0.596*** 0.495*** 0.362*** 0.599*** 0.394***

表 4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數學與語文能力的比較（迴歸係數）（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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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大學以上學位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中老年組 0.443*** 0.369*** 0.502*** 0.430*** 0.311*** 0.567*** 0.211***

常數項 0.530*** 0.327*** 0.653*** 0.353*** 0.468*** 0.702*** 0.559***

x2 141.08 131.68 179.75 86.01 315.98 319.57 371.99

Prob > x2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樣本數 5,263 5,405 5,161 6,077 7,244 5,128 6,620

依變項：

大學以上學位
8斯洛伐克 9賽普勒斯 10波蘭 11法國 12義大利 13西班牙

青少年組 0.246*** 0.139*** 0.163*** 0.286*** 0.101*** 0.187***

壯年組 0.716*** 0.546*** 0.505*** 0.862*** 0.548*** 0.899***

中年組 0.571*** 0.447*** 0.312*** 0.468*** 0.316*** 0.678***

中老年組 0.406*** 0.292*** 0.200*** 0.371*** 0.265*** 0.379***

常數項 0.399*** 0.473*** 0.856*** 0.368*** 0.319*** 0.421***

x2 133.70 240.36 582.50 215.12 159.52 186.49

Prob > x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樣本數 5,695 4,969 9,303 6,941 4,541 6,035

註：**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二、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在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的比較

經了解各國受測者能力與教育程度概況後，本研究進一步以跨國比較觀點檢

視 13國跨年齡組出現過度教育的比例，以及在控制性別、專長領域、數學能力與

語言能力後，探討跨年齡組出現過度教育的勝算比是否仍達統計顯著差異。首先，

13國不同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以及持有大學以上學歷但屬於過度教育人口

比例呈現於圖 1，而各國對應的數據載於附錄中。圖 1中灰色長條圖代表該年齡組

表 5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教育程度的比較（勝算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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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例，而黑色長條圖則代表該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但出

現過度教育的人口比例。長條圖的左右兩側分別代表男性與女性，另不同年齡組按

照青年、壯年以及中年組族群由下而上排列。

圖 1突顯兩個重要的現象，首先，雖然各國存在些許差異，但就大學以上學

歷人口比例來看，越年長的族群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確實相對少於年輕族

群。從年輕族群至年長族群持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例所組成的分配圖，呈現近似

正金字塔型，且男性與女性的分布形狀大致相近，其中以比利時、丹麥、斯洛伐克、

波蘭以及義大利的形狀最為典型。在整體趨勢下，國與國之間仍存在著些微差異，

例如在日本、荷蘭、捷克、南韓以及西班牙等 5國，女性青年相較於女性壯年持有

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相較於男性有著更明顯的增長，參照附錄所呈現的數據，

在日本、荷蘭、捷克、南韓以及西班牙等國，女性青年比起女性壯年族群具有大學

以上學歷人口占同年齡層人口比例，分別增加了 13.2%、10.8%、17.2%、13.5%以

及 4.5%，但在該國的男性中，兩個年齡族群的比例則幾乎相等；又如挪威的男性

青年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例相較於壯年族群則出現逆勢減少的走向，男性壯年

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比例為 38.0%，而男性青年的人口比例則反而下降至

33.3%。

其次就存在過度教育與否，除西班牙青年出現過度教育比例均與壯年相近外，

其餘 12國在整體上，青年相對年長族群出現過度教育的比例更高。但更進一步檢

視，便會發現國家間也存在著些許差異，例如捷克女性青年相較同為女性的年長族

群出現過度教育的比例更高，而捷克男性青年卻無此情況。另一特例為南韓，南韓

男性青年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雖與南韓男性壯年相當，但出現過度教育的

人口比例卻比較少。

透過各國跨年齡組的比較，雖能概略了解各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

受測者是否存在過度教育，但基於影響因素多元，尚涵蓋個人性別、專長領域以及

能力等因素，故本研究以各年齡組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是否出現過度教育及適度教

育作為二分類別的依變項，並在年齡組變項之外，加入個人性別、專長領域、數學

能力與語言能力等四個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後進行邏輯式迴歸，並以勝算比呈現不同

變項之間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的差距，結果呈現於表 6。其中捷克與斯洛伐克 2國

的卡方模式適配度未達顯著，表示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模型不適合解釋兩國的數據

結構，因此以下僅就其餘 11國整理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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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3國各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與過度教育人口比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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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不考慮不同年齡組處於不同職場發展階段的影響因素，青年相較年

長年齡組確實更普遍容易出現過度教育，就邏輯式迴歸所計算得到的勝算比來看，

青年與壯年組間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最為接近的分別是南韓（0.963）、西班牙

（0.951）與比利時（0.890），從勝算比的角度來看，前述 3個國家青年高於壯年

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分別僅高出約 3.7%∼ 11.0%；而青年與壯年組間差距最大

的分別為義大利（0.435）、波蘭（0.476）以及賽普勒斯（0.483），這 3國青年出

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高出壯年者約 51.7%∼ 56.5%。

此外，就四個控制變項對 3個年齡組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的平均效果來看，

首先就性別方面，在日本、比利時、荷蘭、丹麥、賽普勒斯與法國等 6國女性相對

男性更容易出現過度教育，但如挪威、南韓、波蘭、義大利與西班牙等 5國則相反。

再者在專長領域方面，最高教育程度專長為理工農醫領域者較不容易出現過度教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圖 1
13國各年齡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與過度教育人口比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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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包括日本、丹麥、挪威、南韓、賽普勒斯、波蘭、法國、義大利以及西班牙等

9國均是如此，但在比利時以及荷蘭 2國則相反，最高教育程度為理工農醫領域者

反而較易出現過度教育。最後是個人的數學與語言能力，普遍而言數學與語文能力

較佳，確實能降低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包括日本、比利時、荷蘭、丹麥、

挪威、賽普勒斯、波蘭、法國以及西班牙等 9國均是如此，但南韓與義大利 2國出

現過度教育者，僅數學或語文能力其一顯著較優，而另一項則否。

表 6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過度教育發生率的跨國比較（勝算比）

依變項：

過度教育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壯年組 0.741*** 0.890*** 0.674*** 0.985** 0.740*** 0.665*** 0.963***

中年組 0.582*** 0.895*** 0.552*** 0.600 0.638*** 0.635*** 0.651***

女性 1.466*** 2.049*** 1.234*** 1.596*** 1.155*** 0.702*** 0.741***

理工農醫 0.431*** 1.163*** 1.012*** 1.028** 0.461*** 0.408*** 0.687***

數理 0.991*** 0.995*** 0.995*** 0.998*** 0.997*** 0.989*** 1.000***

語文 0.998*** 0.997*** 0.992*** 0.996*** 0.992*** 0.997*** 0.992***

常數項 58.03 4.583 20.33 5.338 22.03 28.43 10.46

x2 73.70 25.41 32.18 8.60 63.49 63.95 21.08

Prob > x2 0.001** 0.010* 0.008** 0.186 0.000*** 0.000*** 0.037*

樣本數 869 529 941 625 935 1,076 995

過度教育 427 157 195 237 329 162 370

適度教育 442 372 746 388 606 914 625

依變項：

過度教育
8斯洛伐克 9賽普勒斯 10波蘭 11法國 12義大利 13西班牙

壯年組 0.956*** 0.483*** 0.476*** 0.789*** 0.435** 0.951***

中年組 0.561** 0.633** 0.272** 0.475*** 0.378** 0.582***

女性 1.403*** 1.234*** 0.290*** 1.055*** 0.638** 0.699***

理工農醫 1.447*** 0.953*** 0.896*** 0.447*** 0.757*** 0.79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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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過度教育
8斯洛伐克 9賽普勒斯 10波蘭 11法國 12義大利 13西班牙

數理 0.992*** 0.993*** 0.994*** 0.993*** 1.001*** 0.997***

語文 1.002*** 0.997*** 0.995*** 0.997*** 0.988*** 0.993***

常數項 1.719 3.946 9.776 17.86 12.56 10.44

x2 13.62 19.24 59.40 61.79 18.81 24.00

Prob > x2 0.126 0.045* 0.002** 0.000*** 0.039* 0.024*

樣本數 628 776 1,179 878 502 841

過度教育 157 133 245 262 97 243

適度教育 471 643 934 616 405 598

註：* p < 0.05，**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三、影響青年出現過度教育因素的跨國比較

本研究同樣以邏輯式迴歸比較各國青年中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出現過度教育

的可能性，在性別、專長領域、工作經驗以及數理與語言能力等變項是否存在顯著

差異，分析結果顯示共有包括荷蘭在內等 6國在卡方模型適配度未達顯著水準，因

此僅就卡方模型適配度達顯著水準的日本等 7國綜整主要的研究發現，並以勝算比

呈現各個變項對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影響，結果如表 7所示。

首先，7國中包括日本、比利時、丹麥以及法國等 4國，同樣持有大學以上學

歷的女性相較男性容易出現過度教育，其中又以丹麥女性青年的可能性最高，比起

同年齡的男性青年約多出 27.8%的可能性，依次為日本 23.1%、法國 20.8%以及比

利時 16.7%。但另一方面，包括挪威、波蘭以及義大利等 3國，持有大學以上學歷

的男性相較女性則更容易出現過度教育，其中波蘭男性青年的可能性最高，約多出

71.0%，依次為義大利 57.1%以及挪威 24.4%。

表 6
青年組與其他年齡組過度教育發生率的跨國比較（勝算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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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相較於性別影響的分歧，個人專長領域的影響則相對一致。在 7國中，

僅有比利時例外，大學以上學歷屬理工農醫領域的青年，比起非理工農醫領域的同

儕，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高出 16.7%。至於在其他 6國，青年具有大學以上學歷

且為非理工農醫領域者，相對理工農醫領域者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較高，且均達

統計顯著水準，其中挪威差異最大，非理工農醫領域青年相較理工農醫領域的同儕

多出 67.2%的可能性，依次為丹麥 63.8%、日本 61.9%、法國 61.8%、義大利

32.2%與波蘭 18.1%。

第三，就進入職場年數而言，在同為青年且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工作年數

對降低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影響存在著分歧。7國中，包括比利時、挪威、波蘭與

法國等 4國，具有 5年以上工作經驗者相對未滿 5年者較少出現過度教育，其中差

別最大的是挪威與法國，可能性分別降低 42.2%與 40.2%；但另一方面，在日本、

丹麥與義大利等 3國則屬例外，工作年數將增加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分別

提高 24.4%、20.7%與 6.8%。

最後，就個人在數學與語言能力面向，相較於同樣持有大學以上學歷但屬適

度教育的同儕，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但卻從事高中學歷程度職業的過度教育者，其數

學與語言能力確實普遍較差。從日本、比利時、丹麥、挪威以及波蘭等 5國的資料

顯示，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青年，數學與語言能力越佳，越不容易出現過度教育，

數學能力佳可降低 0.3%∼ 1.0%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而語文能力佳則可減少

0.5%∼ 1.3%。不過，義大利與法國則例外，在義大利出現過度教育的青年相較適

度教育的同儕，其語文能力雖然較差，但數學能力卻較佳，另一方面，在法國則是

出現過度教育的青年相較於適度教育的同儕出現數學能力較差，但語文能力卻較佳

的情形。

表 7
青年過度教育影響因子跨國比較（勝算比）

依變項：

過度教育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女性 1.231*** 1.167** 1.299** 0.930* 1.278** 0.756*** 1.170***

理工農醫 0.381*** 1.016** 0.962** 0.828* 0.362*** 0.328** 0.518***

5年以上
工作經驗

1.244*** 0.748** 0.844** 0.726** 1.207*** 0.578** 0.51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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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過度教育
1日本 2比利時 3荷蘭 4捷克 5丹麥 6挪威 7南韓

數學能力 0.990*** 0.997*** 1.000*** 0.989*** 0.996*** 0.993*** 1.001***

語言能力 0.995*** 0.987*** 0.993*** 0.998*** 0.994*** 0.993*** 0.995***

常數項 301.9 97.22 3.990 77.45 16.45 39.33 3.596

x2 27.11 12.60 5.72 7.42 28.46 28.10 13.03

Prob > x2 0.016* 0.093+ 0.317 0.209 0.005** 0.010* 0.153

樣本數 281 200 299 303 308 362 374

過度教育 161 63 79 128 124 68 141

適度教育 120 137 220 175 184 294 233

依變項：

過度教育
8斯洛伐克 9賽普勒斯 10波蘭 11法國 12義大利 13西班牙

女性 1.279** 1.102** 0.290*** 1.208*** 0.429* 0.720**

理工農醫 1.135** 0.721** 0.819*** 0.382*** 0.678* 0.921***

5年以上
工作經驗

1.256*** 0.626*** 0.678*** 0.598*** 1.068* 0.820***

數學能力 0.993*** 0.991*** 0.995*** 0.990*** 1.003*** 0.992***

語言能力 1.005*** 1.001*** 0.993*** 1.000*** 0.980*** 0.998***

常數項 0.574 4.249 19.14 29.41 108.0 11.53

x2 3.24 8.29 35.23 30.59 11.30 5.75

Prob > x2 0.396 0.235 0.002** 0.005** 0.087+ 0.241

樣本數 267 411 774 308 151 259

過度教育 77 86 208 103 40 81

適度教育 190 325 566 205 111 178

註：+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表 7
青年過度教育影響因子跨國比較（勝算比）（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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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論

一、 比起其他年齡族群，青年世代在能力上沒有普遍優勢，但出現過
度教育的可能性普遍更高

從研究問題一歸納發現，除挪威外，青年相較於其他年齡族群確實更可能持

有大學以上學歷，意謂在本研究涵蓋的多數國家中，高等教育擴張的影響反映在出

生於 1977至 1987年的世代，亦即在 2011至 2012年間屬 25至 34歲的青年。描述

性資料進一步顯示，在大部分國家，青年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人口比例相對年長族

群明顯增加，此一結果與 Powell與 Solga（2010）所提出高等教育擴張浪潮興起於

20世紀下半葉，並逐步擴及至全世界其他區域的觀察一致。然而即便如此，鮮少

為實證研究證實的是，相較於其他年齡族群，青年世代在數學與語言能力卻無絕對

優勢，僅 6國青年在較可能取得大學以上學歷的同時，數學與語文能力亦高於壯年

族群，而此現象顯示，高等教育擴張雖提供各國青年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

卻未必有助於提升數學與語文能力。

本研究亦從研究問題二中發現，青年確實相對年長族群較易出現過度教育，

但青年族群與壯年族群出現過度教育的差距則因國而異，例如南韓與西班牙等國，

二者差距僅低於 5%，而賽普勒斯、波蘭與義大利的組間差距則高達 50%以上。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呈現在勞動力市場中所出現的跨國差異，與 Hanushek等

人（2015）發現個人能力對薪資回報的影響在 OECD會員國家中同樣存在著顯著

的跨國差異相同。顯示影響各國國民在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因素，除了個人的教育程

度與個人能力之外，各國因為其獨特的產業結構與勞動法規所構成的勞動力市場結

構也是決定個人能夠多大程度受惠於教育的關鍵因素。

二、影響青年世代出現過度教育的原因存有跨國性差異

就性別、專長領域、數學與語言能力以及工作經驗等因素是否影響大學以上

學歷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對照理論與過去研究則未見一致。從 7個模型適

配的國家樣本中發現，首先就性別方面，女性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並沒有一定高

於男性，這與過去研究者主張女性較容易因家庭責任而侷限職業選擇的自由性並不

相符（Frank, 1978; McGoldrick & Robst, 1996），前述於 1990年代所建立關於女性

在家庭與職場功能角色的理論假定，或許已隨著各國近 20年間社會文化結構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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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有所不同。而在個人工作經驗方面，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會隨著工作年

數增長而降低的假設，國與國之間結果也存在著分岐，此結果與 Johnson（1978）

與 Jovanovic（1979）在 1980年代提出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求職者會逐漸調整至

與本身教育程度相符工作的假設並不盡切合。隨著科技迭代的時間日益縮短，新興

科技的應用持續衝擊著勞動市場人力需求的結構，個人工作經驗的累積是否仍能降

低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從國際比較的實證角度來看已面臨挑戰。

至於個人專長領域以及數學與語言能力等變項的影響結果，7個模型適配的國

家樣本中顯示，多數國家情況則相當一致。在個人專長領域方面，不同領域屬性確

實會影響同樣具有大學以上學歷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可能性，相較於理工農醫領域

的同儕，非理工農醫領域的青年更容易出現過度教育，其原因應與各國產業結構及

職業內容有關。理工農醫領域所對應的工作可能對必備的專業訓練與證照取得有較

高的門檻，較難為教育程度較低者所替代，反之，非理工農醫領域青年在職涯初期

階段，則可能有較高機會從事非必需大學以上學歷即能擔任的相關文書工作，故容

易產生過度教育情況。

就個人數學與語言能力的影響，本研究顯示多數過度教育者的數學或語言能

力確實相對較弱，此發現不僅和Green與McIntosh（2007）以年齡介於 20至 60歲、

任全職工作的英國人為對象的研究結果相符，並驗證 Sicherman與 Galor（1990）

在職業流動理論裡的主張，亦即出現過度教育現象的其一原因為求職者本身能力的

不足。在面對過度教育的問題時，教育決策者實應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積極檢視教

育系統在提升青年能力層面上的成效，並尋求改善之道。

陸、結論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 OECD於 2013年釋出的 PIAAC數據，依數據完整性選取 13個國

家為研究範圍，比較各國 25至 34歲青年族群與其他年長族群出現過度教育可能性

的差異，並分析青年族群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原因。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分別對

教育政策的啟示與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首先，對照 OECD於 2010年推動 AHELO計畫的政策背景之一，即是反映在

高等教育擴張下社會大眾對大學畢業生實際能力的擔憂，而本研究運用 PIAAC數

據所進行的評估結果亦顯示，青年受到高等教育擴張影響，雖然相對年長族群有更

高的人口比例擁有大學以上的教育程度，但卻有近半數國家的青年相較年長族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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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及語言能力上未有明顯優勢。此外，針對同為具有大學以上學歷青年族群的研

究也發現，在多數國家中數學或語言能力較差者有較高的可能性會出現過度教育。

有鑑於此，教育政策制定者在後高等教育擴張階段，應考慮將高等教育政策重心重

新置於如何確保大學生畢業後具備足夠的能力，而非僅關注於尋求高等教育的最適

規模，換言之應從關注於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擴及關心高等教育對於個人能力的

實質影響。

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青年族群，領域專長為非理工農醫者普遍容易出現

過度教育的現象，其中，無論是教育制度與產業結構均與我國相近的日本亦是如

此。然而，我國在 20世紀初所經歷的高等教育擴張過程中，大學畢業生比例增加

幅度最多的恰好是非理工農醫領域科系的畢業生，從 1996年到 2015年間，非理工

農醫領域的畢業生從 55.26%增加至 60.15%，而理工農醫領域的畢業生占當年度大

學畢業生的比例則從 44.74%減少為 39.85%（Fu et al., 2021）。基於此，建議教育

政策制定者在增設系所領域時，應衡量學科領域的平衡性，若一味為增加教育機會

而未考慮科系與產業間的對應關係，恐將增加大學畢業生出現過度教育的風險。

其三，在世界各國逐漸開始重視大學生學習成效的同時，我國仍舊缺乏系統

性評估大學生學習成效的機制。在中小學階段，我國除國家教育研究院曾開發並實

施相對應的學力檢測之外（例如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也藉由參加國際

性 PISA評量，透過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結果，掌握我國中小學學生長期的學力表現；

然就高等教育階段，我國不僅未參加以大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題的 AHELO計畫，亦

未加入以成人技能評量為主題的 PIAAC計畫，故未能掌握大學生學習成效，或已

取得大學學位成人的實際能力。基於 PIAAC迄今已進行三輪施測並已累積 40個世

界主要國家參與，建議我國應儘早積極加入該項計畫，除藉助國際經驗建立一套客

觀的成人技能評估機制之外，所獲得的實證數據也可作為考察整體教育系統人才培

育成效的依據。

最後，國內實證研究在研究過度教育議題時，對於過度教育的認定方法係以主

觀自陳法與計量法為主（張雯玲，2011；傅祖壇等人，2016；關秉寅等人，2019），

建議可同時採用 Green與 Henseke（2016b）基於國際職業標準分類所提供過度教

育認定的方法，能提供我國在評估過度教育時有足以參照的國際比較標準。此外，

受限於數據資料，國內在分析過度教育時無法考量個人的實際能力，致使此議題的

討論易將過度教育簡單歸因於高等教育擴張，忽略高等教育系統未能提升個人相對

應能力的問題。參考 PIAAC數據結構的特色，有助於提醒國內未來研究者在進行

相關議題分析時需重新將個人能力變項予以納入，以呈現問題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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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回答研究問題上仍有三點限制，有待未來研究持續發展。首先，本

研究受限於 PIAAC數據資料的特性，僅能以數學能力與語文能力代表個人的能力，

但影響個人出現過度教育的原因可能還包括個人在該項專業領域上的能力，未來的

研究若能對於個人專業能力進行客觀的評估並納入分析模型中，將有助於充分掌握

個人能力此一抽象的特質對於個人在勞動力市場表現的影響。其次，藉由跨國性的

比較結果，本研究雖能檢視各種理論的假定在所選取樣本國家中是否存在普世性，

以梳理各國普遍現象與趨勢，但欲顧全各國特有的教育制度與勞動市場結構實屬不

易，例如本研究所選取的 13國家樣本即有位於東北亞與歐洲聯盟國家的地區之別，

國際與區域間存有文化、教育制度與產業結構等差異，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發現僅

能為此議題討論提供一個初步的框架，驗證部分長久以來學術界所提出的假說，從

本研究所提出的 13國跨國並列的實證證據結果來看，並不必然存在著普遍性。未

來後續研究者可在本研究所提出的基礎變項上，蒐集各國相關重要變項並結合該國

的背景脈絡進行分析，由此一來，將有助於更進一步呈現國家間產生差異的深層

原因。

其次，本研究依照 Green與 Henseke（2016b）的分類，僅將職業區分為需要

大學以上學歷與毋須大學以上學歷兩種，並未能針對大學以上學歷包括碩士或博士

學歷再進行細分，例如持碩士學歷者從事只需學士學歷的工作，或者持博士學歷者

從事只需碩士學歷的工作等，這些亦可被視為過度教育的情況未能在本研究中更進

一步的區分。這對青年人口取得研究所以上學歷比例較高的國家（例如我國）來

說，將限制研究者對持有碩士與博士學位的青年出現過度教育的影響因素加以考察

的可能性。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進一步對職業所需教育程度進行更仔細的考核，以利

更細緻探究過度教育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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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國大學以上人口比例與過度教育比例

國家 年齡組

女性 男性

大學以上人口比例

（%）
過度教育比例

（%）
大學以上人口比例

（%）
過度教育比例

（%）

日本

青年 30.5 13.0 38.6 17.5

壯年 17.3 6.5 37.6 15.8

中年 16.5 6.6 37.6 14.5

比利時

青年 26.4 7.8 22.7 5.9

壯年 17.5 6.7 19.9 3.3

中年 11.7 4.5 16.4 2.8

荷蘭

青年 41.9 10.3 36.9 8.2

壯年 31.1 5.9 35.6 6.3

中年 26.1 5.2 29.9 4.8

捷克

青年 33.2 10.5 19.5 6.3

壯年 16.0 6.2 19.5 6.6

中年 14.4 5.4 15.2 2.3

丹麥

青年 35.0 12.1 28.6 8.5

壯年 24.7 7.7 22.1 5.4

中年 12.0 3.1 16.8 4.2

挪威

青年 49.5 7.2 33.3 5.9

壯年 46.1 5.9 38.0 3.7

中年 31.8 3.3 27.4 3.2

南韓

青年 38.4 10.2 33.6 9.8

壯年 24.9 3.9 33.0 13.9

中年 12.0 2.5 24.1 7.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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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年齡組

女性 男性

大學以上人口比例

（%）
過度教育比例

（%）
大學以上人口比例

（%）
過度教育比例

（%）

斯洛伐克

青年 32.2 7.0 24.9 5.5

壯年 25.3 6.5 19.1 4.1

中年 19.3 3.4 17.7 2.7

賽普勒斯

青年 37.0 7.0 26.5 4.1

壯年 19.4 2.2 21.8 1.8

中年 15.1 1.9 19.9 2.0

波蘭

青年 52.1 5.5 40.0 10.6

壯年 33.5 2.0 26.6 4.3

中年 26.8 0.8 15.2 1.5

法國

青年 28.5 9.2 25.1 6.4

壯年 27.7 8.1 20.2 5.7

中年 14.2 3.1 15.1 2.7

義大利

青年 26.6 4.1 21.6 5.6

壯年 17.7 2.1 11.8 1.5

中年 8.9 0.9 9.3 1.5

西班牙

青年 35.0 7.7 24.3 6.3

壯年 30.5 7.0 24.5 7.2

中年 24.0 4.0 20.3 4.5

資料來源： 以 PIAAC所附樣本權重調整，數據來自 PIAAC Data and Tools,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https://www.oecd.org/skills/piaac/data/). Copyright b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3國大學以上人口比例與過度教育比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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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對於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 
學業適應問題之影響：以憂鬱情緒與 

認同非法手段為中介

徐乙文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李承傑 閩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
董旭英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　要

本研究採取家庭系統論、社會控制理論和差異機會理論的觀點，目的是嘗試建

構家庭關係、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對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

影響機制。本研究採用偏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高雄市 593位國中生。研

究結果顯示，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並不顯著，而憂鬱情緒與認同

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直接影響。其次，家庭關係、憂鬱情緒與認同

非法手段對學業適應問題具有顯著直接影響。再者，在中介效果檢定上，家庭關係

會透過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最後，

在性別多群組比較方面，影響男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關鍵是認同非

法手段，而影響女生的主因是憂鬱情緒。

關鍵詞：家庭關係、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學業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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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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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受到少子化的影響，青少年人口呈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是青少年的犯

罪比例仍居高不下（法務部統計處，2021），藉此反應出青少年偏差行為仍是值得

探討的議題。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原因錯綜複雜，關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

過去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不少的探討，大部分研究著重在家庭因素，例如：父母

管教、親子關係、親子衝突、家庭結構或資本、家庭危險因素、生活緊張感等（林

坤隆、沈勝昂，2016；張雲龍，2016；陳杏容，2016；曾淑萍，2011；譚子文、張

楓明，2013；譚子文等人，2015；Eichelsheim et al., 2019; Henneberger et al., 2013; 

Herrera & Stuewig, 2017; Kaukinen & Apel, 2017; Vanassche et al., 2014; Werner & 

Silbereisen, 2003）；其中，許多研究特別著重於家庭關係，但大多的研究都是將親

子關係、父母關係或手足關係分別進行探討，顯少有研究將家庭關係作統整，對青

少年偏差行為進行探究。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整體的家庭關係對國中生偏差行為的

影響。

除了家庭關係外，目前有不少研究探討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的關聯，

例如，青少年長期處於憂鬱情緒之下，很可能會導致行為上的問題（王郁琮，

2014；吳中勤，2015；吳齊殷、李文傑，2003；賴慧敏等人，2017；Fanti et al., 

2019; Fontaine et al., 2019; Herrera & Stuewig, 2017; Jolliffe et al., 2019）；另一方面，

有些學者也發現家庭關係與憂鬱情緒的關聯性，雙親衝突與親子關係不好都很有可

能會導致學生產生憂鬱情緒（王齡竟、陳毓文，2010；劉宗幸、江守峻，2020；蕭

惠瑩、陸偉明，2020；Du & Kim, 2020; Rice et al., 2020）。此外，家庭關係除了會

影響到青少年的情緒問題之外，也很可能會造成特定價值觀或次文化的偏差心態，

形成對非法手段的認同（陳芝吟等人，2019；蔡東敏等人，2015），故本研究不僅

納入了憂鬱情緒，還有認同非法手段，以探討家庭關係在偏差行為中扮演的角色。

最後，談及青少年偏差行為是複雜且相對的概念，因不同社會文化、不同族

群對偏差行為有不同的界定，本研究主要針對國中生的偏差行為進行探討。依據吳

武典（1992）對偏差行為的定義，認為偏差行為是指偏離社會常態或違反社會規範

之行為，且其行為結果對自己或他人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本研究參考偏差行為類

別，分為外向性偏差行為問題、內向性行為問題，以及學業適應問題等三類（郭芳

君等人，2011；譚子文、范書菁，2010）。首先，外向性偏差行為即通稱的違規犯

過或反社會的行為，包括蹺課、逃家、與他人發生衝突、打架、賭博、在外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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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菸等違反社會、家庭或學校中的法律或文化規範的行為。其次，內向性行為問題

為情緒困擾或社會退縮的行為，涵蓋心情低落、煩躁、易怒、恐懼、退縮、焦慮、

憂鬱、自傷、自殺行為等因為無法有效解決內在衝突、挫折及焦慮，而導致心理或

情緒方面的困擾行為。再者，學業適應問題係指非智力因素所造成的學業問題，往

往具有情緒上的困擾與行為上的問題，包含上課不專心、考試作弊、討厭上課、蹺

課等妨礙有效學習活動的不良態度、行為習慣和動機。是以，本研究的憂鬱情緒所

造成的影響與內向性行為問題重疊性較高，故本研究聚焦在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

適應問題，並將兩者由偏差行為的整體概念下拉出，分別進行探討。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取家庭系統論、社會控制理論和差異機會理論的觀點，

來探討家庭關係對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並同時瞭解憂鬱

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在其中的影響機制。

貳、文獻探討

一、家庭系統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家庭是個體最初接觸到的社會團體，也是個體最主要的成長環境，而家庭關

係對個體的生活習慣、思維、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皆有深遠的影響，Bowen在 1978

年提出「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 theory）的概念，將家庭視為一個自然系統，

由家庭成員、互動型態、家庭規則、家庭關係、溝通方式、成員間態度所組成，著

重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羅貝塔‧吉爾伯特，2004/2012），強調一個家庭成

員有所改變時，很可能會帶動家庭中其他成員做出相對應的改變。Brown與

Christensen（1986）指出，個人只是家庭問題的代罪羔羊，當青少年的行為問題發

生時，應看整個家庭系統的運作和功能，因為家庭系統會呈現出家庭所有成員的問

題所在。換言之，當學生出現不良行為，例如抽菸、打架、逃學或賭博等偏差行為

時，很可能都是因為家庭系統出現問題而發出的警訊。「家庭動力理論」（theory 

of family dynamics）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一位成員的狀況改變，能夠牽一髮而動

全身，也認為個體的家庭成員若處於關係不良時，則可能導致子女產生不良的社會

化，進而促使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Ackerman, 1959）；父母親若缺乏對子女進行

有效的溝通與互動，親子關係薄弱或家庭關係不良、家庭社會化功能不彰，將使青

少年行徑無法符合社會規範，也會導致輟學、不當使用毒品或犯罪行為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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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helsheim et al., 2019; Herrera & Stuewig, 2017; Kaukinen & Apel, 2017; Werner & 

Silbereisen, 2003）。此外，個體第一個所建立的依附關係就是與家人的連結，以「社

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的觀點，個體與社會鍵（social bond）連結的

強弱決定了個體是否遵循社會規範的主因（Hirschi, 1969）。Hirschi（1969）指出

影響個體順應社會的社會鍵有四項：依附（attachment）、承諾（commitment）、

參與（involvement）和信念（belief），其中，「依附」係指個體對人、事物和情

感上的連結，當個體與他人依附關係愈強，愈會在意依附對象的期待和要求，也就

愈能得到認同和尊敬。

在國內實徵研究方面，家庭關係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具有顯著且重要的影響。

曾淑萍（2011）的研究指出，親子關係與偏差行為會形成一個負向的雙向關係，也

就是說親子關係愈差，學生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愈大；相對地，學生若有偏差行

為也會影響到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譚子文與張楓明（2013）的研究顯示，良好

的依附關係不但有助於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亦會因為與父母、師長和同儕

有良好的連結，愈容易接受傳統社會規範，進而避免受到偏差同儕的吸引，降低偏

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徐美雯與魏希聖（2015）的研究也顯示，父母與子女互動中

日常照顧和管教愈多，青少年偏差行為愈少。譚子文等人（2015）探討青少年依附

關係對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時，發現青少年與父母依附關係良好、溝通良好、情感

愈認同、教師給予關懷愈多、在校表現優良、互動多，便能減少青少年學業適應問

題。林坤隆與沈勝昂（2016）以性侵害少年為研究對象，發現父母親職失能是成為

性侵害少年與非性侵害少年的區別因素之一，認為性侵害少年成長於父母親職失能

嚴重的家庭系統，衍生出其偏差行為及犯罪行為。陳杏容（2016）指出，當家庭危

險因素，例如貧窮、雙親有酗酒習慣、嚴重親子衝突、父母分居或離婚、父母重病，

其中至少一人去世或罹患精神疾病等情況增加時，青少年的學業成就、偏差行為與

憂鬱情緒都有逐漸惡化的發展。蕭惠瑩與陸偉明（2020）研究發現，家人支持是影

響青少年憂鬱情緒中重要的保護因素之一，能夠調節家庭因經濟所產生的壓力，使

青少年隨之引發的憂鬱情緒得以緩衝。游玉英與許全守（2019）在探討國中生中輟

預防研究中發現，當學生與父母連結不足、父母疏於照顧、親子關係疏遠，會產生

對未來無方向和薄弱的生涯承諾，又因為缺乏正向的依附對象，最終導致輟學，使

其容易陷入違規犯紀的情境中。

是以，本研究基於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和 Hirschi的社會控制理論觀點，考

量目前家庭結構的轉變，將家庭關係中較具影響力的父母關係、親子關係與手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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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作為探討家庭關係的主要面向，並綜合上述實證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假設一：

家庭關係愈好，學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可能性愈低，以及假設二：家庭關係愈

好，學生學業適應問題愈少。

二、家庭關係、憂鬱情緒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連性

在社會支持系統與青少年憂鬱症關聯性的研究中，家庭因素與青少年憂鬱症

有明顯的關聯性。國外的實證研究發現，影響憂鬱的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婚姻高衝

突（Buehler & Gerard, 2002）、親子關係疏離衝突或依附關係薄弱、父母持有強烈

的指責與敵意、感受到父母的拒絕或有條件的部分支援（Du & Kim, 2020; Rice et 

al., 2020）。在家庭關係中，如果有子女無法獲得父母關愛、親子互動不佳、婚姻

衝突、低情感傳達或家庭凝聚力低等情況，都有可能會導致青少年憂鬱情緒的發

生，或是加劇其憂鬱情緒的嚴重性。

在國內實證研究方面，王齡竟與陳毓文（2010）研究發現，當青少年知覺雙

親衝突和親子衝突愈深，特別是親子衝突，其內心產生壓力愈大，憂鬱情緒程度愈

嚴重。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指出，父母長期管教與親子關係不良不斷地累積青

少年的內在感受，導致青少年對親子關係的不滿意和低自尊，將隨時間展現出惡化

的憂鬱症狀。葉蓁與李思賢（2013）的研究除了發現家庭結構對於青少年憂鬱情緒

有影響之外，其研究結果也顯示家庭關係中若父母有高度關懷及緊迫盯人等行為，

也容易讓學生產生心理壓力而促發憂鬱情緒。黃昱得（2014）針對高中職以上的青

少年探討其多元風險因素與憂鬱情緒，得知親子衝突與學業期望壓力愈高，青少年

的憂鬱情緒愈嚴重。陳杏容（2016）研究發現，家庭累積風險因素愈多，例如家庭

衝突、家庭結構等家庭壓力事件，會使少年內外在問題愈嚴重，而且不利其學業成

就，更甚者會伴隨著憂鬱情緒，導致問題有更加惡化的趨勢。田光祐等人（2018）

的研究指出，家庭因素中的家人自我傷害行為、父母間的衝突及不良親子關係與個

人因素之憂鬱情緒、求樂衝動等，皆分別對青少年的自我傷害行為具有影響。

此外，許多實證研究指出憂鬱情緒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聯性，認為憂鬱症

狀的發生可能同時伴隨著品行問題行為的出現（Fanti et al., 2019; Fontaine et al., 

2019; Herrera & Stuewig, 2017; Jolliffe et al., 2019）。王郁琮（2014）針對憂鬱的不

同情緒型態與違常行為進行探討，發現累積憂鬱和典型憂鬱都比穩定情緒類型的青

少年更容易出現違常行為。吳中勤（2015）研究發現青少年長期憂鬱下可能會併發

偏差行為的出現，研究結果並顯示青少年憂鬱和偏差行為也會受同儕群體關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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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賴慧敏等人（2017）研究顯示，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起始具有顯著關聯，學生

在國一的憂鬱情緒會影響國三時的個體偏差行為。

是以，綜合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將過往研究中的偏差行為分為外向性偏差行

為及學業適應問題，提出本研究假設三：家庭關係愈好，學生憂鬱情緒的可能性愈

低、假設四：學生憂鬱情緒愈嚴重，學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可能性愈高，以及

假設五：學生憂鬱情緒愈嚴重，學生學業適應問題愈多，進一步探討憂鬱情緒是否

為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中介效果。

三、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與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關聯性

認同非法手段的概念源自於 Cloward與 Ohlin在 1960年所提出的「差別機會

理論」（theory of differential opportunity），其理論奠基在Merton的「古典緊張理論」

（classical strain theory）和 Sutherland的「差別接觸理論」（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上，主要在解釋青少年犯罪的問題（Cloward & Ohlin, 1960）。Cloward與

Ohlin（1960）指出，認同非法手段是解釋青少年為何從事偏差行為重要的因素之

一，認為如果青少年在傳統社會中自認為是失敗的人，很可能會另尋其他途徑來獲

得成功的經驗；而有些青少年並不能適應社會規範的合法行為，因而採取非法手段

來獲取成功（Akers et al., 2017）。

有關認同非法手段的實證研究並不多，主要原因在於認同非法手段的問卷設

計（Menard, 1995）。國內有些研究參考Menard（1995）的認同非法手段量表，發

現當國中生覺察在學校生活中的發展機會受到限制或阻礙，例如受到同儕排擠、被

師長拒絕，或參與學校活動受阻等，青少年愈認同以非法手段來獲取成功，造成產

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提高（李承傑等人，2018；陳芝吟等人，2019；蔡東敏等人，

2015）。蔡東敏等人（2015）研究發現，國中生若經歷較多的緊張因素，例如父母

離異、家庭衝突、家庭失功能或與同儕分離等，皆可能讓他們更有機會透過接觸偏

差同儕和認同非法手段，導致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產生。李承傑等人（2018）以高中

職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學生在學校、家庭、師生關係或同儕關係愈緊張，促使他們

認同非法手段的態度愈高，進而抑制了他們抗拒毒品的自我效能。陳芝吟等人

（2019）更進一步探究出，學生的生活緊張因素愈嚴重，愈認同非法手段，導致學

生對毒品使用的態度愈偏差。

是以，綜合上述論點，提出本研究假設六：家庭關係愈好，學生愈不認同非

法手段；另試著將外向性偏差行為及學業適應問題從偏差行為的整體概念中獨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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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出本研究假設七：學生愈認同非法手段，其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發生可能性愈

高，以及假設八：學生愈認同非法手段，其學業適應問題愈多；以進一步探討認同

非法手段是否為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中介效果。

四、憂鬱情緒、外向性偏差行為與認同非法手段的性別差異

過去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性別差異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曾淑萍（2011）研究

發現兩性在偏差行為的發展模式大致相似，但是進一步探討時，發現男生在依附同

儕上多了許多機會發展外向性偏差行為，而家庭關係對女生外向性偏差行為比男生

更具有影響，所以建議在研究上必須考慮性別的影響。在憂鬱症與外向性偏差行為

之間的關係，吳齊殷與李文傑（2003）指出，由於兩性在社會化與生活經歷上不同，

導致男生在外向性偏差行為發展偏高，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內化憂鬱傾向；而女生

則傾向高程度的憂鬱。賴慧敏等人（2017）也發現國、高中階段的女生在憂鬱情緒

上高於男生，而男生產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機會則高於女生。在認同非法手段方

面，陳芝吟等人（2019）研究發現，男生認同非法手段的可能性高於女生，導致兩

性在影響路徑上有不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最後以多群組比較來探討性別在本研

究模型的差異。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回顧，建構研究架構（見圖 1），採取家庭系統論、社會

控制理論和差異機會理論的觀點，探討家庭關係、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

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家庭關係愈好，不僅可以抑制其

子女的外向性偏差行為，也可減緩其學業適應問題的產生。其次，納入個體本身憂

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等危險因子，則會加劇其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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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以分層叢集立意抽樣方式抽取高雄市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並利用問卷

調查蒐集資料。首先，參考吳政達（2006）學校規模分層抽樣的建議，將高雄市立

國民中學以學校規模分為 12班以下、13∼ 24班、25∼ 48班，以及 49班以上等

四層學校規模，共計 108所。其次，從四層學校各抽取兩所國中，共八所。再者，

每間學校的每個年級隨機抽取一個班級，共 24班。平均每班學生數為 30人，所以

共發出 720份問卷，實際回收 615份，回收率為 85.4%，刪除無效問卷之後，有效

問卷為 593份。在年級方面，一年級學生有 204位（33.2%）；二年級學生有 220

位（35.8%）；三年級學生有 191位（31.1%）；其中男生為 305人（49.6%），女

生為 310人（50.4%）。

三、變項測量

（一）依變項：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

本研究依變項為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係採用郭芳君等人（2011）

所編製的青少年偏差行為量表，此一量表包含外向性偏差行為、內向性偏差行為，

以及學業適應問題等三個構面，其中內向性偏差行為與本研究憂鬱情緒測量內容具

圖 1
研究架構圖

家庭關係

憂鬱情緒

H1

H2

H3

H6

H7

H5

H8

H4

認同非法手段

外向性偏差行為

學業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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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重覆性，因此僅採用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兩個部分。其中，外

向性偏差行為的測量包含：離家出走；與父母發生衝突；深夜在外遊蕩等 19題，

測量受試者過去一學期內，是否曾經從事或發生上述偏差行為，並採用 Likert五點

尺度，反應項目為：從未、1∼ 2次、3∼ 5次、6∼ 10次、10次以上，計分方式

依序給 0、1、2、3、4分。分析時將此 19題加總為外向性偏差行為，得分愈高，

表示愈常從事外向性偏差行為，Cronbach’s α為 .881。

學業適應問題的測量包含：書念不下去，有看沒有懂；上課不專心；沒有做

功課等 12題，測量受試者過去一學期內，是否曾經從事或發生上述情形，並採用

Likert五點尺度，反應項目為：從未、1∼ 2次、3∼ 5次、6∼ 10次、10次以上等，

計分方式依序給 0、1、2、3、4分。分析時將此 12題加總為學業適應問題，得分

愈高，表示學生學業適應問題愈嚴重，Cronbach’s α為 .917。

本研究將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兩個構面分別加總形成單一指標的

主要原因，是由於這兩個構面的題目內部相關頗高，而且學業適應問題的內部一致

性信度大於 .90，符應 Diamantopoulos等人（2012）的建議，所以採用單一指標的

處理。

（二）自變項：家庭關係

本研究自變項家庭關係是以 Bowen的家庭系統理論為基礎，將家庭關係分為

父母關係、親子關係與手足關係三大構面，參考侯崇文（2001）所編製的家庭關係

量表。經初步分析時發現，有半數樣本並無兄弟姊妹，可能是因為少子化的緣故，

導致手足關係無法分析，故將此一部分刪除，僅保留父母關係和親子關係。其中，

父母關係測量包含：我覺得爸媽的感情很好，相處融洽；當爸媽意見不合的時候，

會以討論或溝通的方式來處理；爸媽常會互相幫忙對方做事情等五題。親子關係測

量包含：父親或母親會注意我的飲食起居；父親或母親會注意我的情緒狀況；父親

或母親很關心我等五題。兩個分量表皆採用 Likert四點尺度，反應項目為：很少如

此、偶爾如此、經常如此，以及總是如此，計分方式依序給 1、2、3、4分。透過探

索性因素分析，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 .907，Bartlett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 3214.114（p < 

.05），以主軸因子法（principle axis factor, PAF）進行因素萃取，並以 Promax斜

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1來決定具有意義的因素，結果共萃取出兩個因素（見表1），

命名為父母關係和親子關係，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9.759%，整體 Cronbach’s α

為 .906，兩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為 .878和 .868，兩個因素間相關為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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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關係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樣式矩陣摘要表（N = 593）

標號 題目 父母關係 親子關係

A4 父母親會一起聊天 .891 -.061

A3 爸媽常會互相幫忙對方做事情 .840 -.039

A1 我覺得爸媽的感情很好，相處融洽 .811 .016

A2 當爸媽意見不合的時候，會以討論或溝通的方式來處理 .642 .137

A5 爸媽有空就會一起做休閒活動，如逛街或散步 .530 .176

B2 父親或母親會注意我的情緒狀況 -.083 .941

B3 父親或母親很關心我 .020 .777

B1 父親或母親會注意我的飲食起居 .021 .718

B4 父親或母親的工作再忙，也一定會找時間和我聊天或瞭解我的想法 .061 .659

B5 我常和父親或母親討論事情，當意見不同時，也會溝通 .228 .531

（三）中介變項：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

本研究中介變項有二，其一是憂鬱情緒，採用董氏基金會所編製的青少年憂

鬱情緒自我檢視表（黃國彥等人，無日期），包含：我覺得現在比以前容易失去耐

心；最近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全身無力；無論我做什麼都不會讓我變得更好等 11題，

測量受試者過去一週內發生上述狀況之頻率，採用 Likert四點尺度，反應項目為：

每週 1天以下、每週 1∼ 2天、每週 3∼ 4天、每週 5∼ 7天，計分方式依序給 1、

2、3、4分。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KMO為 .909，Bartlett球形檢定為 4002.472

（p < .05），以 PAF進行因素萃取，並以 Promax斜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來決

定具有意義的因素，結果共萃取出三個因素（見表 2），命名為低自我肯定、情緒

煩躁和身體欠佳，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6.232%，整體 Cronbach’s α為 .916，三

個分量表 Cronbach’s α分別為 .888、.822和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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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憂鬱情緒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樣式矩陣摘要表（N = 593）

標號 題目 低自我肯定 情緒煩躁 身體欠佳

E2 我覺得自己很差勁 .906 -.013 -.028

E3 我對自己很失望 .866 .004 .007

E4 我想消失不見 .797 -.019 .023

E1 無論我做什麼都不會讓我變得更好 .672 .064 .079

C2 我比平常更容易煩躁 -.095 .896 .035

C1 我覺得現在比以前容易失去耐心 -.071 .868 .023

C3 我變得比以前更容易生氣 .129 .748 -.069

C4 我心情變得很不好 .204 .630 .040

D2 我常覺得胸悶 .012 .014 .795

D3 最近大多數時候我覺得全身無力 -.021 .028 .734

D1 我覺得身體不舒服 .080 -.020 .733

另一中介變項是認同非法手段，採用陳芝吟等人（2019）所編製的認同非法

手段量表，包含：為了逃避處分，有時候欺騙老師也是可以接受的；有時候需要違

反父母的規定，以維持與朋友之間的友誼；有時候需要違反學校規定，來吸引其他

同學注意等七題，採用 Likert四點尺度，反應項目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計分方式依序給 1、2、3、4分。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KMO為 .889，

Bartlett球形檢定為 2889.162（p < .05），以 PAF進行因素萃取，並以 Promax斜交

轉軸，結果萃取出一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2.013%，Cronbach’s α為 .905。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3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Ringle et al., 2015），以偏最

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來估計測量模型的信效度與結構模型的路徑

係數，並以拔靴法（bootstrap）反覆抽取樣本5,000次，驗證所有估計參數的顯著性。

由於 PLS不僅能夠處理多個依變數與多個自變數，也可以處理僅有單一觀察變項

的潛在變項估計，又可以克服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具有強健（robust）處理干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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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遺漏值；更重要的是，還有不受資料分配的限制等優勢（Hair et al., 2011），

所以非常適合本研究的變項特性。本研究 PLS模型分析與詮釋分為三個部分，第

一部分是檢驗測量模型的信效度，第二部分檢測結構模型路徑係數的顯著性與預測

力（Hair et al., 2017），第三部分是以多群組比較策略（multi-group comparison 

approach）來探討性別在此一模型的差異（Hair et al., 2018）。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量

表 3呈現本研究觀察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與分配型態，身體欠佳、低自我肯定、

認同非法手段，以及外向性偏差行為違反常態性假設，其他各觀察變項均符合常態

性假設（Kline, 2011），故本研究採用 PLS分析資料，不受資料常態性假設的限制。

其次，透過獨立樣本 t檢定發現，男生在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以及學

業適應問題都比女生嚴重，所以本研究在建立模型之後，必須再進行性別多群組比

較，來檢視性別在此一模型的差異性。

表 3
觀察變項的描述性統計與性別的均數分析（N = 593）

觀察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男生

（n = 290）
女生

（n = 303）
t值

父母關係 2.71 0.88 -0.32 -0.84 2.72 2.70 0.167

親子關係 2.87 0.80 -0.35 -0.73 2.90 2.85 0.776

情緒煩躁 1.73 0.79 1.055 0.46 1.69 1.77 -1.304

身體欠佳 1.43 0.66 1.87 3.43 1.45 1.42 0.628

低自我肯定 1.52 0.77 1.63 1.87 1.51 1.52 -0.290

認同非法手段 1.51 0.58 1.40 2.33 1.62 1.42 4.297*

外向性偏差行為 3.78 6.76 4.66 27.89 5.51 2.14 6.146*

學業適應問題 15.61 11.80 0.69 -0.39 17.19 14.09 3.209*

註：* p < .05。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七卷第三期）120

二、測量模型之信效度

PLS測量模型檢定包含內部一致性、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等三個方面。依據

Hair等人（2017）的建議，組合信度應該在 .70以上，以確認測量變項對於潛在變

項達到內部一致性；因素負荷量也應該在 .70以上，以確認測量變項的信度；平均

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應該要大於 .50以上，以確認其測量

變項對於潛在變項的收斂；最後，以 average heterotrait-heteromethod（HTMT）來

檢定其區別效度。表 4呈現本研究一階潛在變項和二階潛在變項各構面測量模型之

信效度，所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都高於建議標準值，組成信度也都高於建議標準

值，而且 AVE也都高於建議標準值，顯示出本研究的測量模型無論是一階潛在變

項或是高階潛在變項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表 4
一階與二階測量模型的因素負荷量、組合信度與收斂效度

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係數 組合信度 AVE

父母關係

A1 .853 .878 .912 .675

A2 .801

A3 .840

A4 .868

A5 .737

親子關係

B1 .786 .867 .905 .655

B2 .877

B3 .834

B4 .780

B5 .765

情緒煩躁

C1 .867 .887 .922 .747

C2 .878

C3 .857

C4 .85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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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係數 組合信度 AVE

身體欠佳

D1 .865 .821 .894 .737

D2 .874

D3 .836

低自我肯定

E1 .838 .895 .927 .760

E2 .899

E3 .894

E4 .855

認同非法手段

H1 .789 .911 .929 .737

H2 .826

H3 .778

H4 .885

H1 .812

H2 .770

H3 .788

家庭關係
父母關係 .903 .905 .921 .812

親子關係 .899

憂鬱情緒

情緒煩躁 .860 .915 .928 .715

身體欠佳 .795

低自我肯定 .880

一般結構方程模型的區別效度分析大致採用 Fornell-Larcker法，來檢定各潛在

變項間的區別效度；然而，Henseler等人（2015）指出，PLS中的區別效度若採用

Fornell與 Larcker（1981）的方法會被高估，所以他們建議採用 HTMT來計算各潛

在變項間的相關比，若 HTMT比值小於 0.85，表示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Hair et 

al., 2017）。從表 5顯示，一階潛在變項間的 HTMT比值皆小於建議標準值，表示

本研究一階潛在變項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其中家庭關係和憂鬱情緒屬於高階潛

表 4
一階與二階測量模型的因素負荷量、組合信度與收斂效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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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項，所以在隸屬的一階潛在變項的 HTMT比值一定會大於 0.85，而對其他一

階潛在變項間的 HTMT比值都小於建議標準值，顯示本研究二階潛在變項間同樣

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 5
潛在變項間相關矩陣與區別效度

潛在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 父母關係

2. 親子關係 0.716

3. 情緒煩躁 0.097 0.128

4. 身體欠佳 0.122 0.109 0.635

5. 低自我肯定 0.167 0.159 0.675 0.681

6. 認同非法手段 0.197 0.276 0.245 0.309 0.284

7. 外向性偏差行為 0.125 0.154 0.217 0.253 0.275 0.443

8. 學業適應問題 0.193 0.222 0.381 0.262 0.342 0.371 0.435

9. 家庭關係 1.013 1.016 0.122 0.126 0.178 0.258 0.152 0.226

10. 憂鬱情緒 0.149 0.155 0.954 0.925 0.966 0.318 0.285 0.385 0.165

三、結構模型之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 PLS進行結構模型檢定，根據 Fornell與 Larcker（1981）建議，檢視

標準化路徑係數是否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並以 R2值來判斷模型的解釋力。

本研究以 bootstrap反覆抽取樣本 5,000次，驗證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與顯著性，圖

2呈現整體結構模型的路徑結果，表 6呈現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與檢定結果。

首先，就家庭關係的影響方面，家庭關係顯著負向影響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

手段；也就是說，家庭關係愈好，憂鬱情緒愈不嚴重；家庭關係愈融洽，愈不認同

非法手段。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都顯著正向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即憂鬱情緒

愈嚴重，外向性偏差行為愈多；愈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愈多。然而，家

庭關係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卻不顯著，有可能家庭關係是透過憂鬱情緒



123徐乙文  李承傑  董旭英 家庭關係對於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之影響：以憂鬱情緒與認同非法手段為中介

和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其次，對於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方面，

家庭關係顯著直接負向影響學業適應問題；也就是說，家庭關係愈融洽，學業適應

問題愈少。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都顯著正向影響學業適應問題，即憂鬱情緒愈

嚴重，學業適應問題愈多；愈認同非法手段，學業適應問題愈多。

表 6
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檢定

路徑 路徑係數 標準誤 t值
區間估計

f 2

2.5% 97.5%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035 0.059 0.594 -.159 .076 .001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16 0.039 2.980** -.192 -.039 .016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 -.148 0.043 3.435** -.232 -.066 .022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 -.236 0.045 5.306*** -.325 -.152 .059

憂鬱情緒→外向性偏差行為 .161 0.045 3.542*** .068 .246 .030

憂鬱情緒→學業適應問題 .281 0.043 6.534*** .198 .364 .092

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 .369 0.054 6.833*** .259 .467 .150

認同非法手段→學業適應問題 .249 0.044 5.697*** .164 .333 .067

註：** p < .01；*** p < .001。

在模型解釋力方面，憂鬱情緒、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

問題的 R2分別為 .022、.056、.205與 .218，依據 Chin（1998）對於 PLS結構模型

的效度評估，認為 R2 ≤ .19表示解釋力較弱，.33 ≤ R2 ≤ .67表示具有中度解釋力，

所以家庭關係對於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的解釋力低於 .19表示解釋力低弱，整

體模型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高於 .19卻低於 .33，顯示解釋力介於

中低程度之間。在外生變項對內生變項的效果量（f 2）方面（見表 6），依據

Cohen（1988）的經驗法則，認同非法手段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效果量最大，顯

示具有中度效果量（.15 ≤  f 2 ≤ .35），其次是憂鬱情緒對於學業適應問題的效果量，

顯示具有弱到中度的效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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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間接效果檢測方面，本研究採用 bootstrap來檢測間接效果是否達到顯著，

以判斷中介效果的存在。從表 7得知，家庭關係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

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間接影響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表示家庭關係藉由憂鬱情緒

和認同非法手段，進而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顯示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具有中

介效果。其次，家庭關係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於學業適應問題的間接

影響也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表示家庭關係也是會藉由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

段，進而影響學業適應問題，顯示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也具有中介效果。

在總效果方面，從表 7得知，由於家庭關係對於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並不顯

著（β = -.035），而是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偏差行為（β = -.111），

表示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是家庭關係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完全中介（β = 

-.146）。家庭關係對於學業適應問題具有直接影響（β = -.116），而且也會透過憂

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顯著間接影響學業適應問題（β = -.100），顯示憂鬱情緒和

認同非法手段是家庭關係對於學業適應問題的部分中介（β = -.217）。

圖 2
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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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模型效果檢定摘要表

路徑 間接效果 標準差 t值
區間估計

2.5% 97.5%

間接效果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外向性偏差行為 -.024 0.010 2.416* -.046 -.007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 -.087 0.019 4.538*** -.128 -.051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學業適應問題 -.041 0.014 2.953** -.071 -.016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學業適應問題 -.059 0.016 3.598*** -.095 -.029

直接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035 0.060 0.591 -.162 .073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16 0.039 2.984** -.193 -.039

總間接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111 0.024 4.653*** -.160 -.067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00 0.024 4.241*** -.150 -.058

總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146 0.052 2.795** -.254 -.050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217 0.041 5.325*** -.296 -.136

註：* p < .05；** p < .01；*** p < .001。

四、多群組比較

在進行性別多群組比較之前，依據 Hair等人（2018）的建議，應該先進行性

別的測量恆等性考驗。本研究採用 Henseler等人（2016）所發展的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composite models（MICOM），以確保多群組分析結果的差異是來自

於性別，而非測量上所造成的變異，加強分析結果的效度。MICOM分為形貌恆等

（configural invariance）、組合恆等（compositional invariance）與組合平均數與變

異數恆等（equality of composite mean values and variances）三部分。由於外向性偏

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測量是採加總為一個觀察變量，所以MICOM無法針對這

兩個變項進行測量恆等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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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性別的測量恆等性考驗摘要表

潛在變項 形貌恆等
組合恆等 平均數恆等 變異數恆等

相關係數 顯著性 平均數 區間估計 變異數 區間估計

父母關係  .9999 .4698 0.0072 [-0.166, 0.161] -0.0302 [-0.176, 0.179]

親子關係  .9999 .6632 0.0569 [-0.162, 0.168] -0.0456 [-0.185, 0.191]

情緒煩躁  .9998 .2450 -0.1031 [-0.165, 0.158] 0.0068 [-0.265, 0.250]

身體欠佳  .9996 .2768 0.0467 [-0.164, 0.160] 0.0851 [-0.386, 0.377]

低自我肯定  .9998 .1730 -0.0227 [-0.161, 0.155] 0.0565 [-0.321, 0.311]

認同非法手段  .9945 .0546 0.3574*** [-0.161, 0.156] 0.6171*** [-0.361, 0.365]

家庭關係  .9998 .3610 0.0353 [-0.164, 0.161] -0.0518 [-0.186, 0.190]

憂鬱情緒  .9997 .3276 -0.0399 [-0.163, 0.154] 0.1038 [-0.303, 0.286]

註：*** p < .001。

首先，在形貌恆等方面，無論男、女，在測量模型、資料處理與參數運算都

是相同處理，所以形貌恆等。其次，在組合恆等方面，透過排列運算（permutation）

潛在變項組合分數（composite score）的相關係數都接近於 1，而且所有潛在變項

的顯著性皆大於 .05，顯示組合恆等。最後，在組合平均數與變異數恆等方面，透

過排列運算後，僅有認同非法手段的組合平均數和變異數估計不在區間估計的範圍

之內，顯示兩性在認同非法手段的組合平均數和變異數具有變異性，其他潛在變項

的組合平均數和變異數估計都在區間估計的範圍之內，而且區間估計都包含 0，表

示兩性在其他潛在變項的組合平均數和變異數具有恆等性（見表 8）。雖然認同非

法手段未通過組合平均數和變異數恆等，但是 Hair等人（2018）指出，完成形貌

恆等和組合恆等表示通過部分測量恆等（parti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考驗，

後續即可進行多群組比較。

在多群組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 Hair等人（2018）多群組分析程序，利用獨

立樣本 t檢定來考驗兩群組的結構係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表 9呈現不同性別在各路徑係數與群組差異的檢定。首先，在個別模型方面，

男生的家庭關係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直接影響都不顯著，但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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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家庭關係卻顯著負向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表示家庭關係是影

響女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因子，如果女生的家庭關係愈融洽，

是可以直接降低其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其次，在多群組差異檢定上，

發現兩性在認同非法手段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之差異有達到統計上顯著水

準。從表 9中得知，男生在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顯著大於女生。

再者，由於男生在家庭關係對於外向性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並不顯著，很可

能是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從間接效果檢定結果

得知，無論男生或女生，家庭關係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於外向性偏差行

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間接影響都有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見表 10），表示本研究

找到影響男生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重要中介因素，即憂鬱情緒和認同

非法手段。雖然兩性無論在間接效果或總效果上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不

過兩性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機制有所不同，影響女生外向性偏差

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關鍵在家庭關係，而影響男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

題的關鍵在認同非法手段。

表 9
性別的多群組分析摘要表

路徑 女生 男生 差異值 t值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160** -.041 .119 1.198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37* -.111 .026 0.321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 -.140* -.157** -.018 0.201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 -.255*** -.245*** .010 0.109

憂鬱情緒→外向性偏差行為 .223*** .202*** -.021 0.256

憂鬱情緒→學業適應問題 .367*** .223*** -.143 1.684

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 .179** .383*** .204 2.355*

認同非法手段→學業適應問題 .191** .264*** .073 0.829

註：*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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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性別的模型效果分析摘要表

效果 女生 男生 差異值 t值

間接效果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外向性偏差行為 -.031 -.032* -.001 0.030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外向性偏差行為 -.046* -.094*** -.048 1.461

家庭關係→憂鬱情緒→學業適應問題 -.051* -.035* .016 0.522

家庭關係→認同非法手段→學業適應問題 -.049 -.065** -.016 0.485

直接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160** -.041 .119 1.198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37* -.111 .026 0.321

總間接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077** -.126*** -.049 1.128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100* -.100*** < .001 0.005

總效果

家庭關係→外向性偏差行為 -.236*** -.166* .070 0.753

家庭關係→學業適應問題 -.236*** -0.211*** .026 0.313

註：* p < .05；** p < .01；*** p < .001。

伍、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對於青少年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來說，家庭關係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家庭關係除了會直接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外，亦會透過憂鬱情

緒、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等問題。

（一）家庭關係對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

家庭關係中的父母關係與親子關係是直接影響國中生學業適應問題的發生。

換言之，當國中生知覺家庭關係越好，他們在學業適應上的問題越少，這方面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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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實證研究一致（譚子文等人，2015）。然而，家庭關係對國中生外向性偏差行

為的直接影響卻不顯著，此結果不同於過去有些研究（林坤隆、沈勝昂，2016；曾

淑萍，2011）。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有二，一是依據 Thornberry（1987）所提出的

互動理論（interactional theory）中，針對不同階段的青少年在依附父母的程度不同，

進而降低接觸偏差同儕的影響力也會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青少年初期與父母的連

結的影響力大於青少年中後階段；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依附家庭對國中生外向

性偏差行為的發展確實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如同 Thornberry（1987）所論述的動態

關係，很可能國中生的依附對象由家庭轉移到同儕及學校生活，其重要他人也從原

本的家人與親情逐漸轉換到學校的老師和同儕，所以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

影響逐漸減弱（蔡德輝、楊士隆，2019；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 Hirschi, 1969; 

Thornberry, 1987）。二是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應該是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的主

因。從本研究的數據上得知，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路徑係

數確實高於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數值。其次，從過去研究也發現，憂鬱情

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很大（王郁琮，2014；吳中勤，2015；

蔡東敏等人，2015；賴慧敏等人，2017）。

此外，兩性在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路徑有所不

同。女生的家庭關係負向直接影響其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但是男生的

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直接影響卻不顯著，顯示出男生與女

生在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與學業適應問題的不同。國外研究發現，由於男生

的家庭依附比女生薄弱，而且影響男生外向性偏差行為的主因可能來自學校依附或

是接觸偏差同儕等，導致男生的家庭關係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不顯著（Alarid 

et al., 2000; Heimer & De Coster, 1999; McCarthy et al., 1999），反觀國內少有研究探

究此一現象。

（二）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

本研究分析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兩個中介變項分別對外向性偏差行為和

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發現家庭關係透過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很

大，對於學業適應問題的影響也不能小覷，顯示出認同非法手段對於偏差行為的出

現是主要的關鍵因素，這與國內實徵研究結果一致（李承傑等人，2018；陳芝吟等

人，2019；蔡東敏等人，2015）。認同非法手段量表是測量受試者的心理傾向或態

度，受試者本身實際上可能沒有出現如同非法手段的行為，但是其態度已經偏差，

導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大增，其影響性比憂鬱情緒更加嚴重。若遭遇到家庭關

係不佳，更可能傾向認同非法手段，而提高了偏差行為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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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性別在整體模型的差異性

在性別多群組比較方面，雖然沒有發現許多顯著差異，但是從不同效果上可

看出一些端倪。男生在家庭關係透過憂鬱情緒和認同非法手段影響外向性偏差行為

比女生的間接效果大，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男生的認同非法手段對外向性偏差行為

的影響顯著大於女生，突顯出認同非法手段在性別上的影響。相對地，影響女生外

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關鍵是憂鬱情緒，這與國內有關憂鬱研究結果相符

（王郁琮，2014；吳中勤，2015；吳齊殷、李文傑，2003；陳杏容，2016；賴慧敏

等人，2017），國中女生的憂鬱情緒確實比男生嚴重，進而提高外向性偏差行為的

發生率，以及促發學業適應問題。

二、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果，家庭關係在青少年偏差行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家庭

關係不佳，很可能導致國中生產生憂鬱情緒的機率增加，也很可能使得國中生愈認

同非法手段，進而導致外向性偏差行為和學業適應問題的發生。個體深受家庭的影

響，進而培養出不同的信念、思考與價值觀，而家人間互動的良窳很可能牽動青少

年的情緒問題，此關聯特別呈現在國中女生偏差行為的發展上，所以在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上，需重視親子關係和父母關係等發展，多留意與覺察其在憂鬱情緒上的呈

現；由國中男生偏差行為的發展來看，還需特別留意子女對生活事物的認知和想

法，以協助子女健全的社會化發展。另一方面，在學校輔導上，除了注意學生的家

庭關係對其的影響外，國中女學生在憂鬱情緒的表現及國中男學生對非法手段的認

同程度，也需要多加留意。其中，國中男學生可能透過憂鬱情緒或對非法手段的認

同，導致加劇偏差行為的發展。在這部分，需多加觀察國中生處於身心變化較大的

青春期階段，當其在家庭生活中與成員間互動不良、無法被理解時，此時容易讓國

中男學生的依附對象由家庭轉移到學校或同儕上，倘若青少年在學校也無法被同儕

或教師接納、理解，容易促使其憂鬱情緒高漲或提高其認同非法手段的程度，導致

其出現外向性偏差與學業適應不良的問題行為。而家庭關係與憂鬱情緒對國中女學

生的偏差行為發展來說，則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因此，學校除了教導學生適度表達情緒、調適壓力，讓學生培養情緒管理的

能力外，也可定期追蹤與覺察學生在憂鬱情緒上的呈現，適時掌握學生的心理發

展，及時提供學生適當的情緒抒發管道與轉介二級以上輔導資源，幫助其抒發生活

中遇到的困擾，並特別留意國中女學生家庭關係與憂鬱情緒的交互影響，掌握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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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統的合作，以預防或降低其外向性偏差行為或學業適應問題的發生。關於降低

學生認同非法手段的部分，班級中的教師可以藉由相關課程與活動設計來執行，除

了可以對學生的想法有深入的瞭解外，也可以透過班級輔導的機會，加強宣導偏差

或犯罪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其中，需特別留意關注國中男學生在想法上的發展或

同儕的互動關係，並透過潛在課程改變學生對非法手段的認知，進而降低學生犯罪

或偏差行為的發生。

最後，在研究方法上仍有不足之處，需要後續研究的驗證與突破。首先，研

究對象僅限於高雄市的國中生，所以在研究推論上有所侷限，建議未來研究在能力

所及，可依據地方人口比例分層抽樣，使研究推論上有更好的外在效度。其次，傳

統的家庭系統理論，將家庭關係分成父母關係、親子關係和手足關係，但是歷經時

代的變遷，獨生子女的家庭愈來愈多，導致本研究必須依據樣本結果，只能著重父

母關係和親子關係，需要未來研究來補足本研究的缺失，完備家庭系統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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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稿流程

本刊之審查包括預審、初審、複審。

一、預審

　　主編就來稿之性質、格式、體例及嚴謹程度進行審查。

二、初審

（一）通過預審之文章由編輯會聘請兩位審查人進行匿名審查。

（二）初審意見分為四類：

1. 通過、2. 修正後通過、3. 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4. 不通過。審查
結果為「通過」或「建議修正後通過」者列為候選刊登名單，並提經

編輯會議決刊登。

（三） 若兩位審查人意見相差過大時，且其中一位意見為「通過」或「建議
修正後通過」意見者，應送第三位審查人審查，本刊將依據第三位審

查人之意見決定是否刊登。

（四） 兩位審查人意見為「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及「不通過」者，予以
退稿。

三、複審

（一） 若審查人建議為「修正後通過」及「修正後需經審稿者複審」之文章，
本刊將請作者修改，作者須於二周內寄回，並隨文附上「修改、答辯

相關說明」，本刊將把修改之稿件及此說明文件交由主編或原審查人

進行複審；本刊將根據複審意見提經編輯會議決刊登。

（二）所有通過複審之論文列為候選名單，並交由編輯會討論收錄之期數。

四、審查迴避

（一） 本刊之編輯會成員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現職人員以作者身分投稿，不得
參與審稿流程（預審、初審及複審）。

（二）本刊當期主編以作者身分投稿，由總編輯指定代理人進行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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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稿作者未經編輯會主席同意，不得參與擬收錄文稿之討論事項。

（四） 編輯會聘請審查人時，應考量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表現優良者，宜避
免審查人與作者有下列關係：

1. 近三年曾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2. 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已獲聘請之審查人，如自行發現與該文作者有以下利害關係、宜予迴

避，請速與本刊編輯人員聯絡：

1. 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2. 審查論文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3. 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 與該文有利益衝突之可能。
審查迴避事項如有疑義，由編輯會議決。

五、其他事項

（一）「審查迴避名單」可由作者提出 2∼ 3名作為主編預審推薦參考。
（二） 同一作者（包含共同作者），其作品以一年刊登一次為原則；特殊情

況則於編輯會上提案討論。

（三）於正式出版前：

1. 如發現違反學術倫理情況，由編輯會召開會議共同商議處理方式。
2. 如論文存有限期內無法改善之問題，授權由該期主編決定處理方式。

（四） 為確保作者權益，編輯部聯絡審查人時明確告知：審查回件期限以一
個月回函為原則；若回件時間逾一周以上，即報告主編並另行推薦審

查人。

（五）同一文稿，退稿後半年內不宜連續投稿。

貳、稿件刊登

　　經審查為「通過」、「修正後通過」及經評審為「修正後需經審查者複審」

後經原審查人複審通過之稿件，將提請編輯會進行刊登確認，通過後本刊將寄

發「接受刊登證明」及「出版同意授權書」，以利文章刊登出版。

參、撤稿作業原則

一、作者應以書面掛號方式，提出撤稿申請。

二、 對凡已進入初審階段之稿件，若作者提出撤稿申請，本刊一年內不接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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